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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５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
研时强调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

主的知识体系。”作为国际关系学的一个新兴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于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首先兴起于西方，随后不久就引入到中国。而中国改革
开放的进程产生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内生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在中国的深厚土壤则有利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因此，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起步就不是对西方知识体系的简单移植，

而是扎根于中国大地。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中，进一步推动

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无疑是中国国

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重要使命。本刊约请９位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多维
度的讨论。我们期待这组笔谈文章能激发学界对如何构建中国国际政治

经济学知识体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缘起

宋新宁


　　政治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开始，在经历了近３００年的发展之后，又有过半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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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消匿时期，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重新复兴。政治经济学引入国际问题研

究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苏珊·斯特兰奇１９７０年发表的 《国际经济学与国际关

系学：一个彼此忽视的例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ａｓｅｏｆＭｕｔｕａｌＮｅｇｌｅｃｔ）一文为开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缘起，是从两

个路径展开的：一是引进和借鉴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二是中国大学公共政治理

论课的建设。前者大家比较清楚，后者过去谈论的不多。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引进和借鉴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就

开始了。１９８１年，《世界经济与政治》就发表过介绍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论

文。陈汉文的 《在国际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倪世雄和金应忠

主编的 《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 （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都系统介

绍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８０年代后期，《国外社会科学》《国外社会科学

文摘》等杂志发表了介绍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文章。布鲁诺·弗

雷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罗伯特·吉尔平的 《国际关

系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苏珊·斯特兰奇的 《国家与市

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罗伯特·基欧汉和约

瑟夫·奈的 《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版）、罗伯特·吉尔平的 《战争与世界政治的变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等著作，都是在８０年代后期和９０年代初翻译出版的。中国人民大

学举办的中美国际关系教师讲习班从１９９２年起，先后邀请了包括史蒂芬·克拉

斯纳 （ＳｔｅｐｈｅｎＫｒａｓｎｅｒ）、约翰·奥戴尔 （ＪｏｈｎＯｄｅｌｌ）、邓肯·施耐德 （Ｄｕｎｃａｎ

Ｓｎｉｄａｌ）、托马斯·比尔斯戴克 （ＴｈｏｍａｓＢｉｅｒｓｔｅｋｅｒ）、斯蒂芬·哈格德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ａｇｇａｒｄ）在内的一批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大咖来华讲学。

中国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这个路径，起始于８０年代中期。１９８５年中共中央

政治局发出了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指出在大学的政治

理论课中 “应向学生介绍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状况，国际关系的基础知识，

帮助学生开阔视野，使他们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下有坚定的立场和较强的适应能

力。”据此，中国的高等院校普遍开设了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等课

程。同年，教育部思想政治教育司成立了公共课指导委员会，负责编写教学大纲

和教学要点。笔者参加了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教学大纲和教学要

点的编写工作，其他的参与者还有北京大学的张汉清教授、梁守德教授、中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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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学的卢汉章教授、北京师范学院的王朝文教授等。在教学大纲和教学要点

的编写过程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将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三者

融合在一起，对此始终没有一个定论。最终的教学要点就是三部分的拼装，即

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和战后国际关系史。１９８６年，中国人民大学受北京市委

宣传部的委托，编写了第一部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材 （北京师范学

院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由杜厚文和冯特君主编。此后，国内先后出版了一大批

《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公共课教材。教育部也组织编写了由梁守

德和冯特君主编的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概论》统编教材 （高等教

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在此期间，笔者一直考虑是否可以将国际政治经济学作

为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课程的主线，并在北京大学１９９１年夏天

举办的 《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会议上，提交了

《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挑战·困境·出路》的论文，其基本思路就是

按照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公共政治理论课建构的，例如，文

章提出迫切需要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理论问题主要包括：东西方关系的政

治经济及其相互作用；南北关系的政治经济及其相互作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

之间相互关系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政治经济；第三世界

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政治经济；跨国政治与跨国组织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作用问

题；国际政治经济与全球问题。① 这些问题，都是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重

要问题。

１９９１年秋，笔者离开了教学指导委员会，去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做研

究学者，主攻的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英国进修期间我进一步意识到，国际政

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成为中国高校公共政治理论

课的一条主线，或指导思想，否则只讲国际形势，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呢？１９９２年回国后，我向教学指导委员会提出了我的看法，并编写了初步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的大纲。当时指导委员会的梁守德教授、冯特君教授等

都很赞成和支持我的意见。但是大家又觉得在实践中不可行，因为按照当时的情

形，把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这门公共政治理论课的主线，只有人大、

北大、复旦能做到，其他学校没有相应的师资，同时，又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３

笔谈：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

① 宋新宁：《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挑战·困境·出路》，载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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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这门公共政治理论课重叠。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率先开始了国际

政治经济学的专业课建设，并于１９９３年秋季正式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开

设了 《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

１９９８年，教育部将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课程改为 《当代世界

经济与政治》，并且作为选修而非必修课。笔者以为，把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入公

共政治理论课的机会又来了，先后在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发表了两篇文章，《国际

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领域》（《国际论坛》１９９９年第二期）和 《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

期），并明确提出，“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完整性和指导性，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现实紧

密结合起来，是进行该课程教学所面临的重要课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建立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程的可

行之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贯穿于当代世界经

济与政治教学的基本理论线索，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基本方法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准确地把握当前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格局发展的

基本脉络，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加速改革的内在动

因，了解各种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行为主体和角色的行为和互动关系，从而洞察

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同时，这也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

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① 当然，我的论辩还是没有得到积极的

响应。

尽管如此，笔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教材编写上仍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１９９９年，笔者和陈岳教授合著的 《国际政治

经济学概论 （第１版）》（以下简称 《概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复旦大学樊勇明教授对该书的特色给予了如下评价：“很明显，《概论》对国际

关系中政治经济互动的理解和阐述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相互关系的论述

为基础和起点的。无论是从整体布局还是具体的论述，从标题到内容都非常严格

地遵循了这一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上， 《概

论》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篇的视角是对国际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４

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２３年第二辑 总第十八辑）

① 宋新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
期，第３５—３６页。



学分析。这也许是 《概论》的作者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

系所作的一种探索和努力吧。”①

应该说，中国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程的建设，对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

展还是具有重要作用的，至少对激发笔者本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趣起了重大

作用。也正是２０多年的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以及后来 《当代世界

经济与政治》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培养了一大批从事该领域教学和研究的

有生力量，为后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奠定了一定基础。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化与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王正毅


　　在自主构建一门学科知识体系的过程中，通常有两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一是

学科知识体系的来源和创新，二是学科的制度化。如果基于这两个标准来评价国

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过去４０多年的发展，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伴随着中国改革

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过去４０多年在中国学术

界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关于国际政

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其知识体系的来源和创新，国内外已

有大量文章进行了总结，本文不再赘述。作为这一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亲历者，回

顾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４０多年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不能

忽视，就是这门学科在中国大学系统的制度化问题。如果知识体系的来源和内容

的创新可以通过学者个体发表论文或著作完成，学科的制度化则不可能由单个学

者所能完成，只有通过机构甚至国家才能完成学科制度化。如果没有学科的制度

化，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就容易沦为一句空话。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过去４０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如果从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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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化来看，有四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不容忽视：一是专业课程设定；二是学科

学位点建设；三是自主教材建设；四是学术共同体建设。

一是专业课程设定。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最为重

要的是一件事就是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在教育部审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

将 《国际政治经济学》列为国际政治和外交学专业的主干基础课程。将 《国际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列入相关专业的主干基础课程，这是学科制

度化最为重要的一步。在此前的全国高等院校的所有本科生基础教育中，有一门

所有专业的必修课程——— 《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将 《国际政治经济学》

作为一门与之不同的课程，不仅涉及学科知识体系的来源和内容的创新，也关系

到相关专业建设的变革。虽然我们今天无法确认哪些学者是具体的推动者，但从

诸多学者的回忆和既有历史资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北京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这三所大学的国际政治系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都对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所讲授的国际政治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

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欧美资本主义）内容进行了调整，以回应冷战的结束、

国际秩序的变革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比如，宋新宁教授自１９９３年起

就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开设了 《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课程。多年之后，

在政治学类专业教育中，北京大学王正毅教授主持的本科生课程 《国际政治经

济学》于２００８年被评为 “国家级精品课程”和 “北京市精品课程”，并于２０２３

年入选第二批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复旦大学张建新教授主持的本科生课程

《国际政治经济学》于２０１５年被评为 “上海市精品课程”；中国政法大学任洪生

教授主持的本科生课程 《国际政治经济学》 （线上线下混合式）于２０２３年入选

第二批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根据统计，在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３年教育部公布的

两批入选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的名单中，政治学类共有２１门课程入选，其

中 《国际政治经济学》（线下）和 《国际政治经济学》（线上线下混合式）占２

门。目前 “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学类专业的一门课程，出现在许多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国际事务等专业的课程目

录中。

二是学科学位点建设。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制度化过程中，另

一件重要的事是专业和学位点的设立，这直接关乎到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人才的

培养。２００２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进行专业学科调整，２００３年率先在国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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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设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本科专业，成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并获得了硕士学

位授予权，在国际关系专业设立了博士和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这门学科在中国的

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制度化基础。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外交学院、中

国社会科学院也先后在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专业中设立国际政治经济学方向，招

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２０１１年，中国人民大学率先获得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

学位授予权，２０１２年北京大学随后也获得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在学部委员张宇燕研究员的推动下走得

更远，２０２２年成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院，为之前按照地区国别设立的研究所的

教学和人才培养提供学科基础。

三是自主教材建设。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制度化过程中，第三

件重要的事是专业教材的编写，这直接涉及自主知识体系内容的创新。从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中期，伴随改革和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国内学术界为了更

好地了解世界，主要从欧美国家翻译和引进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材和著作。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复旦大学的倪世雄、桑玉成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陈德熙等先

生陆续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了介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复旦大学的

杨宇光先生翻译了盛行于欧美学术界的ＩＰＥ两本导论性著作———苏珊·斯特兰奇

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 （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和罗

伯特·吉尔平的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开始，国内学术界出版了大量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

教材。这些教材的角度不同、重点有别，但对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的创新和广泛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宋新宁教授和陈岳教

授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复旦大学国际

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樊勇明教授的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正毅教授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

与现实经验研究》 （与张岩贵合著，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和朱文莉教授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南京大学李滨教授的 《国际

政治经济学：全球视野下的市场与国家》（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对国际关系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也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其标志

性的成果是张宇燕研究员和李增刚教授的 《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所有这些，对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以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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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知识体系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飞速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建设也

被纳入国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规划中。比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于２００６年被列

入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王正毅教授的 《国际政治

经济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宋新宁教授和田野教授的 《国际政

治经济学概论 （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均被列入其中。

２０１０年，国际政治经济学又被列入教育部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重点教材，由王正毅和李滨任首席专家，邀请北京大学 （朱文莉、董昭华）、中

国人民大学 （田野、保建云）、复旦大学 （张建新）、南京大学 （沈伯平）、外

交学院 （曲博）、北京外国语大学 （杨毅）、中国社会科学院 （钟飞腾）和中央

党校 （熊洁）等组成教材编写组，经过近１１年的努力，最终于２０２１年通过国

家教材委员会的审定，出版了 “马工程”重点教材 《国际政治经济学》（高等教

育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

四是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制度化过程中，第

四件重要的事就是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过程中，学术界主要依靠与国际学术界的合作推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如北

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袁明教授１９９１年组织了 “面向２１世纪的挑战：中国国

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军人物吉尔平教

授应邀参会，中国人民大学的宋新宁教授提交了 《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挑战·困境·出路》论文。宋新宁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了为期八年的 “中

美关系国际研讨班”（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年），克拉斯纳、奥德尔、斯奈德等国际政治

经济学者都在研讨班上授课。王正毅教授在任职南开大学时与美国亚洲国际问题

研究促进会 （ＰＩＳＡ）合作组织了为期五年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亚太区域化”

国际合作项目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这些国际学术活动，不仅邀请了国际学术界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领军学者前来参加，而且也吸引了一大批国内的学者参与其

中。这些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对于拓宽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无疑起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学者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２０１０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国

际关系学院共同发起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这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共

同体建设的标志性事件。之后，“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每年举办一次，国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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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学院 （２０１１年）、南开大学 （２０１２年）、复旦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 （２０１３

年）、广东外贸外语大学 （２０１４年）、郑州大学 （２０１５年）、青海社会科学院

（２０１６年）、西南财经大学 （２０１７年）、云南民族大学 （２０１８年）、南开大学

（２０１９年）、海南大学 （２０２０年）、宁夏大学 （２０２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国际关系学院 （２０２２年）、新疆大学 （２０２３年）作为年度

论坛主办单位积极参与其中。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的设立标志着国际政治经济学

学术共同体的成立，为学者们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交流平

台。参与论坛的人员既有来自政治学界的学者，也有来自经济学界的学者，这对

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交叉学科高质量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之所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许有许多

原因可供探究，但这四件大事不但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得以制

度化，而且也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成为可能。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

内在融合与促进

李　滨

　　国际政治经济学从流派上可以分为三个流派：马克思主义流派、现实主义流

派和自由主义流派。这三大派都有宏观与微观的研究分野，但在微观分野上与比

较政治经济学密不可分。从这一视角看，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相互

联系，相互促进。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流派的研究集中地反映在两个领域：一是发

展中国家不发达的研究和 （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的研究，二是全球资

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① 前者研究集中在世界范围内对被压迫阶级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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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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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类似于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研究），属于一种微观研究；后者是对资本

主义世界体系的研究，大体属于一种宏观研究。前者以 “依附理论”为代表；

后者以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资本主义研究为代表，而 “葛兰西主义学派”则是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研究与西方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理论。比如依附理论微观研究的

色彩就比较突出，主要针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下为什么不发达

的具体现实；而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研究则宏观层面的特点更明显，集中研究

资本主义作为体系整体的发展与演变。

这两个领域是有一定相互联系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大

体都是一种整体的理论，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结构对世界各国的

影响 （或者说帝国主义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通过内部的

生产关系以及政治、文化结构体现出来不同的特点。只要读过依附论的学者都可

以发现不同的依附学者都是以不同的国家作为研究的对象，有的以巴西为案例，

有的以阿根廷为案例，有的以新兴工业化国家如巴西、墨西哥为例，有的则把这

些国家与那些发展停滞的国家 （如厄瓜多尔、洪都拉斯）比较。虽然总体被概

括出一些共同的特征，但在具体形式上各有特点，带有内部不同的具体的原因分

析。后者严格说，是一种比较政治经济学。当然对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研究离不

开对整体资本主义体系影响的研究。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

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

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

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

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理论的影响，如被称为 “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

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 “理性”现代官僚概

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 “非理性”官僚概念①。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

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而是各有侧重。在宏观理论中，最著名

的就是 “霸权稳定论”。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如果读过

“霸权稳定论”，可以发现霸权的衰落形成的原因以及后霸权国的对外反应与不

同的制度、国内政治经济有着一定的联系。微观研究虽然以国内体制作为应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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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政治经济为研究焦点，但也是以一定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即在外部的影

响，国内的政治精英、游说集团和不同官僚集团是怎样以自身的利益对外部作出

反应的。微观理论以彼特·卡赞斯坦 （Ｐｅｔｅｒ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彼特·艾文斯 （Ｐｅｔｅｒ

Ｅｖａｎｓ）等人的一些作品为代表。比如卡赞斯坦所编的 《权力与丰裕之间》就是

选择不同的发达国家应对外部经济的反应，从中分析了它们内部体制对这种反应

内在的作用。所以，这种微观的现实主义研究由于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

的对外经济关系，因此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自由主义流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也同上述两个流派一样，有宏观与微观研究

之分。宏观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

作用。这其中也存在极端主义的观点，即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

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大的跨国公司权力的侵蚀，民族国家在

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

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

以自由制度主义最主要的代表罗伯特·基欧汉 （ＲｏｂｅｒｔＫｅｏｈａｎｅ）和约瑟

夫·奈 （ＪｏｓｅｐｈＮｙｅＪｒ）作品为例。两人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所写的 《权力与

相互依存》是自由制度主义的开山作品。该书的两位作者认为，民族国家仍然

是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主体，但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得传统的军事权力主导国际

关系的状况有所改变，军事权力在国际经济等领域的作用已经下降，对权力的认

识不再简单化，因为控制结果的能力在各个领域中是不同的，而且国家的权力受

到跨国机构的制约；因此，在这种复杂而又多层次的政治中，虽然传统权力政治

仍然存在，但新的政治特征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也出现了，这种新的政治特征要

求合作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佳方式。① 这其中谈到经济相互依存对国际政治的改

造与改良作用。

１９８４年出版的 《霸权之后》一书是最能体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著作。作

者基欧汉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他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国际制度是一个国际行为体与结果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

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

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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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

外，国际制度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未来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

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

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但由于国际制度的存在，它们也能进

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制度的秩序而言，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的

国际制度仍能相对地促进国家利益。①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

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舞台的主要行为体，是一个理

性行为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利益存在着冲突等。但是，他认为，国家在

一个有国际制度的世界经济中仍可以得到益处，它们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即

“两弊相较取其轻，两利相较取其重”的选择来比较没有体制和有体制下的利益

得失，从而选择保留既存的国际制度，即选择合作。因为没有制度的世界经济可

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制度还可能存在着成本过大等不

利因素。两者比较，前者比后者相对要好。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虽然

沿用了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假定，但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行为角色的假

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

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是

自我利益的绝对增加，而不是相对于他国的利益增加。同时，基欧汉的理论引入

现代经济学的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甚至包括某种福利经济

学的思想）。

基欧汉继承了国际制度是一个公共商品的观点，它存在着 “免费搭车”的

无人付费的问题。同时，基欧汉引用多重博弈的思想，认为国际制度起到一个多

次重复博弈状态下 “未来阴影”的作用，使欺诈／背叛将来所付出的代价更大，

由此可以减少欺诈／背叛。基欧汉把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他的国际合作的思想中，

强调国际制度的设计必须体现出某种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即在增加自己利益的同

时，也可以增加其他人的利益，至少不减少其他人的利益。他认为，美国在战后

建立的国际经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因此，他相信，即使美国

的霸权衰落后，由于国际制度的潜在优点和国家作为一个理性行为体的思维，也

可能继续维持这种国际制度，维系合作。正是这种工具理性的思维下的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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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自由制度主义的阐述参照了基欧汉的 《霸权之后》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和
吉尔平的 《全球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２００３年版）第四章的有关内容。



现实只能维持，从而克服传统的权力政治的弊端。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微观研究 （如果算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话），

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变化 （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对国内政治的

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这种研

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与宏观理论 （应该说宏观理论

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这种研究在

国际研究领域影响力较小，但也不是没有出名的作者，如丹尼尔·尤金 （Ｄａｎｉｅｌ

Ｙｅｒｇｉｎ）约瑟夫·斯坦尼斯洛 （Ｊｏｓｅｐｈ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ｗ）的 《制高点》（ＴｈｅＣｏｍｍａｎｄ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Ｂａｔｔ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就是一部有名的比较研究作品 （获得过

普利策奖）。这一作品通过各国的比较，提出了什么样的国内体制、治理与改革

最能赢得世界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所以，如果仔细分析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

学的宏观与微观研究，也可以发现两者都有联系，特别是微观研究中对宏观研究

整体结构性影响的采纳。

三个流派的案例说明，比较政治经济学离不开宏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各国

政治经济体制特征甚至是历史演变过程，都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整体结构有

关。因为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个最具有扩张色彩的生产体制，它影响

着世界各国，成为制约各国政治经济的外部结构。而各国既有的政治、经济与文

化传统与制度在与外部结构的碰撞中又产生了不同的兼具一定特色的政治经济体

制和实践，即使其中一些体制和实践具有一定的趋同性。这为各国政治经济的比

较与分析提供了来源。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应当是静态的，仅仅分析一些国家

政治经济体制即时性的特征，缺乏对动态的政治经济体制与实践的分析。这种静

态的描述似乎可以不要宏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如果关注动态的各国政治经济体

制与实践，必然需要宏观的结构及其演化的分析。

同样，注重宏观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也离不开微观的研究。如果没有对大

国的政治经济深入的分析，就无法对世界政治经济的演进做出历史而具体性的分

析，往往形成一种历史循环的简单叙事。因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 （或者说世界

秩序）总是体现出一定的历史阶段性特点。如英国治下的世界秩序、美国治下

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化下的世界秩序都带有大国塑造的特点。忽视了这些特点的宏

观研究似乎对现实是没有实际意义。这就是一般到具体的作用。没有具体就无法

让人认识细节特征，也无法形成改造现实世界的方案。因为从 “人类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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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如果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

值”，而且 “也不可能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①

正因为如此，注重宏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只有与注重国别微观研究的比较政

治经济学相互融合，才能促进两个不同的政治经济学共同发展。宏观研究为微观

研究提供比较与差异的大背景，而微观研究为宏观研究提供时代、区域和国别的

差异的素材。

关于建构国际政治经济学自主

知识体系的思考

张建新


　　发轫于英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地位可谓如日中天，以至于美国的

《国际组织》杂志在其５０周年纪念刊中，“毫不犹豫地将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

解读框架，对国际关系学进行了新的解读。”② 正是在这期间，国际政治经济

学悄然进入中国。当下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到第四代学者，而中国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三代学者也已经登上了学术舞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从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来说，中国几代学者都进行了自觉的探索

和努力，但依然任重而道远。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召开第七期比较国际政治经济

圆桌会议，来自各高校的同仁相聚于斯，围绕 “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

教材建设与交叉学科发展”这个主题展开对话，正是对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

一重大学术使命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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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２６页。
张建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达里奥·巴蒂斯特拉：《国际关系理论》，潘革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第２９６页。



一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

国际政治经济学属于国际关系学的亚学科，具有交叉边缘性特点。回顾中国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可以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三校的

长辈学者们发挥了责无旁贷的领导力。在此，请允许笔者介绍复旦大学在构建国

际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所做的努力。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在全国高校中

较早为本科生开设了这门课程，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先后招收国际政治经济学方向的

硕士和博士研究生，２００７年成立了 “复旦大学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２００８

年该课程成为复旦大学精品课程，２０１５年荣获上海市精品课程。目前，复旦大

学是中国南方高校国际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的重镇和人才培养的基地。

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两个知识来源：一是以陈其人先生为

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陈先生自１９５０年起执教于复旦，他以毕生

之力，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货币理论和价值理论、危

机理论和危机周期理论、殖民地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等进行了博大而精深的研

究。在此基础上，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转向国际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自成

一体的世界体系理论。

二是以樊勇明教授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１９９８年樊勇明教授自东

瀛归来之时，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欧美登峰造极之时，而当时复旦还没有真正

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因此，樊老师决定把这门课程开起来，而首要的任

务就是与国际接轨，全面引介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体系。２００１年１

月，《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付梓，这本书作为一本入门之

作，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打开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宝库，也为复旦大学国际

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２００３年，为了教材配套，樊老师又组织力

量编撰了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该书以国际政治经济学原著导读的

形式，提供了更为多元的理论视野。从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１６年，《西方政治经济学》

历经十年磨砺和两次修订，知识体系不断更新，在全国高校中深受欢迎。

在教学中，我们自觉地认识到建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不

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知识体系的研究。在经过一段艰难的

求索和知识积累过程后，《激进国际政治经济学》于２０１１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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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专业教育课程的配套教材，该书介绍了激进国际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研究意义和理论价值，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

基本特征和理论地位，系统地研究了激进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流派及

其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融入到国际政治经

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打破了该学科一直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导的倾向，为理解

国际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更加平衡和多元的视角。

课程和教材是人们获得理论知识的重要来源，为了及时反映全球化时代国际

政治经济关系的新发展、新动向、新趋势，在樊老师带领下，我们出版了 《国

际政治经济学丛书》，围绕六大领域，开设相关课程，编撰教材，先后出版了

《跨国公司与当代国际关系》 《能源与当代国际关系》 《贸易与国际关系》等多

部新教材，形成了纵向有深度、横向有广度的立体化课程教学体系。

二　关于建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
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

当前，整个哲学社会学科都在努力探索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问题，中国

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到了范式转型的临界点上。一方面，拿来主义已经失去

了学术意义，我们现在到了彻底摈弃 “西学中用”（即以西方理论解决中国实践问

题）的时候了。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体系已经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为南方国家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提供了指南，南方国家的精英们正在探究如何在工业化和现代化

进程中内化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建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自主

知识体系，既要从中国经验出发，又要超越中国的实践经验。换言之，我们面临的

理论使命是如何赋予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以世界性意义。

第一，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本体论问题。追溯国际政

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基本上是围绕三大命题进行理论构造的。英国的国际政治

经济学着重研究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着重研究霸权与国际

体系的关系，拉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着重研究依附与不发达的关系。当前，构建

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就是要提出我们自己的本体论，也就是说，我们

要解决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什么 （即ｔｏｂｅ或ｂｅｉｎｇ）的问题。我们到底研究

什么，其实到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学者们要么各有所好，要么见什么研究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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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核心命题，这就很难形成自主知识体系，因为这种局面下

产生的知识是零散的。苏珊·斯特兰奇基于英国的经验，研究国家与市场的关

系。金德尔伯格和罗伯特·吉尔平等学者基于美国的经验，研究霸权和国际体系

的关系。多斯桑托斯、萨米尔·阿明等学者基于拉美、非洲的命运，研究依附和

不发达的关系。如果中国学者重复研究这些研究路径，永远不可能建构知识体系

的自主性。

第二，扎根发展中国家，解决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西方的知

识体系不仅基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而且反映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对于世界

来说，欧美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都具有片面性和排他

性。中国倡导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更具包容性、更具平衡性的价值理念。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中

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就不是仅仅依靠于中国的经验，而应根据发展中

国家在国际关系中遇到的共同挑战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共性问题，提出具

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换言之，中国学者要致力于为南方国家确立一个国际政

治经济学的研究纲领，要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理念深嵌于国际政治经济

学的知识体系之中。我们在南方国家这个阵营里，就必须站在理论的前沿，为南

方国家提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当初，依附论学者就具有这种理论

上的勇气和使命感，尽管他们在实践中失败了，但他们确实能够站在理论高度

上，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性出发，提出解决方案。笔者认为，这一点对我们建立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是有着重要的启发性和借鉴意义的。中国的国

际政治经济学要能够解释中国的经验，但又不能局限于中国经验。这是因为我们

既要看到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即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并没有像中

国那样取得巨大的成功，又要看到中国经验的普遍性，已经有不少发展中国家认

识到中国经验的价值。因此，当且仅当我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普遍性的知识或

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性预期，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才会具有

世界意义。

第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体系要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建构国际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

要使这个学科提供的知识有助于科学地理解当前紧迫的国际政治经济挑战。现

在，大国竞争越来越激烈，斗争越来越尖锐，美国实行 “脱钩”断链、小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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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伪多边主义等政策，甚至推动隐形的新冷战，企图破坏中国的发展环境，打

断中国的发展进程，阻止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在提

供理论解释和实践方案等方面做出贡献，这是检验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自主

性的一个重要标准。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区域国别学的相互促进

翟东升


一　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

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其学科名称就可以看出来，是一门横跨政治学和经济学

这两大一级学科的交叉学科；用经济学的方法和概念来解释政治现象，或者用政

治学的视角来解读经济现象，都可纳入其中。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它被少数中国

学者从美国国际关系学科引进到中国以来，这门学科在中国仅三十多年的历史，

因此算是比较年轻的小众学科，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学科序列中，属于政治学一级

学科下国际政治的一个分支。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国内就存在

其 “近亲”学科：政治经济学；后者也是舶来品，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苏联援华

学者们手把手教的。这两者之间在知识范式、核心概念、主要议题、分析框架和

蕴含的价值观上，都存在一定的共性和相当大的差异。好在两者各自分布在不同

的学院和一级学科中，学术成果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故此多数时候泾渭分明、

相安无事。

三十多年来，在宋新宁、王正毅、张宇燕等一批先驱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

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得到了稳步的发展。随着从美欧名校获得博士学位的一批

学者回国任教，以及国内本土博士生的陆续毕业，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队伍近

年不断壮大，研究重心也从早期对美国知名学者著作的译介，转向对一系列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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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的独立探索和自主创新，比如围绕全球贸易、货币金融、对外直接投资、气

候、能源、全球治理与全球化等议题，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纷纷开设了课

程，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时代性的

局限：例如，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又引领国际学界的话语权问题，在这些

问题上，必须承认我们这些青壮年学者们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好。我们的学术创

新，主要还是在相对边缘的地方做一些修补和发展，而不是范式性的、系统性的

创新。正因如此，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界，中国学者的著作、观点鲜有被美欧同行

做引述、译介或批判的；而国内学者之间，尽管开会研讨时气氛融洽，长幼有

序，但是在各自发表的论文中，相互引述的频率远低于对英文文献的引用。换言

之，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离 “世界一流”的长期发展目标还有不小差距。

二　区域国别学的建设力量与发展趋势

区域国别学这个新的交叉一级学科的设立，与国家和时代的需要有密切的关

系。随着中国快速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带一路”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建设需要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提供相应的自主知识体系和专业人才。但是在很长

一段时间，外交系统向美、欧、日、澳等发达国家派出外交官时，能够找到足够

多的人选，但是向更广大的南方国家派遣外交官时却没有多少合适的人选。无论

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对外交往，往往需要古人所说的 “重译”，也就是先把中文翻

译成英文或者法文，然后再从英文、法文翻译到本土语言，其中的沟通效率损失

很大，深度交流的门槛非常高。当然，专精各类小语种的毕业生不是没有，但是

他们通常缺乏政治学、经济学、国际法、历史学、社会学等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技

能。由于同样的原因，中文世界中严重缺乏关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新知识和深度

理解，许多信息都是从英语世界或者法语文献中转译过来，反映的往往是美欧的

关注点和价值观偏好，而非中国自身的视角与利益，更不是对象国的实际国情。

因此，有一批老大使多年来一直在呼吁要培养一批能直接用各国本土语言与世界

各民族、各阶层深入交流，并且具备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专业知识的跨学科

人才。

经济学上讲需求牵引供给。时代对区域国别的知识和人才提出了明确的需

求，供给侧也随之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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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别学建设，目前的参与方有几股不同来源的学术力量。一是外语类院

校和各大学的外国语学院，因为他们原本就有相关的子学科。如今随着技术进

步，外国语言学更是面临不小的生存发展压力。有人认为，人工智能翻译软件的

技术迭代进步，对教授级的语言专家的影响也许还不是那么直接，但是对外语专

业学生的能力应用场景和职业就业空间正在形成巨大冲击。所以他们在非常积极

地推动区域国别学的建设，以此为外语院校和外语系找到新的学科增长点。

另外就是各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和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

治，原本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国际问题研究一般来讲由四部分构

成：理论、历史、区域和议题研究，但做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自觉在国际关系学

科中的地位相对边缘。如今，由于学科目录的调整，区域国别学成了交叉一级学

科，学科的 “辈分”跳升两格，从事亚、非、拉、俄等地区研究的学者对此感

到非常兴奋。当然，除国际关系学科之外，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不

少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个新交叉一级学科对于其传统学科发展转型的重大意义。

总之，区域国别学这个交叉一级学科的设立，如同太平洋里发现了一个新大

陆，相关各方都想及时占领并展示其存在感。由于有上述几股学术力量的合流与

竞争，其功能上又积极回应了国家和时代的需求，所以形成了一个供需两旺的局

面，推动着区域国别学的快速展开。

三　国际政治经济学为区域国别学贡献的知识和方法

正如多位外国语学院的领导所坦承的那样，语言学学者要转型成区域国别学

专家的难度不小，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的原有知识储备通常并不包含政治学、经

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学术训练；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目标国的方方面面，

他们在长期的语言与文化学习中有很多了解，但是他们却缺乏把这些信息串联起

来形成系统性解释、分析和判断的理论工具和知识基础。在较小程度上，从事区

域国别历史研究的学者也有此困境。

国际政治经济学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为区域国别学的提升提供助力，一是全

球政治经济的解释框架；二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知识积累。

以笔者自己的研究体悟为例，在全球层面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已经能

够为学习者提供远不止一套系统性的理论解释框架，包括基于中心—外围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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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变形，基于商品、资本、人员、信息等各类要素流动及其定价机制的体系，基

于技术进步和货币体系变迁所导致的国际竞争策略演进，等等。在全球政治经济体

系视角的观照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命运总是不断地受到世界市场和世界政治经济

思潮的冲击和型塑，鲜有闭关自守而能独善其身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我们可

以借助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方法，看到文化、历史、制度、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都

大相径庭的国家之间，其实不仅存在着许多相似的问题，犯着类似的错误，面临着

差不多的发展瓶颈，而且最终也会服从同样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当我们将具有

一定可比性的若干国家放在一起进行多维度跨学科的比较时，专精于一国一地的学

者们就会意识到他所研究的那个国家其实没有学术小圈子里原本认为的那么特殊。

套用金融学的术语，全球政治经济的系统视角，讨论的是国家命运的 “贝塔值”，

也就是全球的系统性风险和结构性因素，它可以为区域国别学者提供一个关于世界

政治经济运行的宏大地图，以及该国参与国际体系分工和博弈的方位感与坐标系，

让该国所经受的外部冲击变得可解释乃至部分地可预测；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和方法，讨论的则是一国命运的 “阿尔法值”，也就是个体的特质、优势与缺陷，

从而让一国内部的许多独特性也在智识上变得有迹可循。

总之，国际政治经济学理应成为区域国别学的知识谱系和研究方法工具箱的

主要供应商。区域国别学的发展，离不开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全球和比较层面上提

供的知识积累和理论指导。

四　区域国别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反哺：
案例、数据与问题意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社会科学的大发展离不开两个因素的合力：一是实

证主义和计量研究方法的崛起，二是大量美国青年知识分子跟随和平队等项目而

系统地考察和研究全球外围地区，从而形成发展经济学、比较政治学等一系列学

术增长点。今天，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恐怕也离不开中国中青年

社会科学学者对全球外围地区的全面、深入、自主的考察和研究。而在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的时代，中国对全球各国各地区的研究，将具备比一甲子前美国同行们

更强大的智能武器装备。

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源自美国同行的探索，常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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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和比较，以及较为初级水平的计量方法。但是由于研究对象背后因素的复杂

性和易变性，靠数量有限的几个案例的比较，或者靠某些口径下的统计和回归，

是很难揭示这个世界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背后的各种机理的。不仅如此，目

前几乎所有的研究设计都是基于学者个人对某种可能机理的猜想，而人脑对巨量

数据和事实的把握能力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容易受到各种流行意识形态偏见的左

右。因此，以全球各地区各国的海量数据为基础，借助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技

术赋能，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能够用人工智能手段识别出我们此前无法想

象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和动态纠缠，而扎实的区域国别调研将是中国学界引

领的这一社会科学知识大爆炸时代到来的必要准备工作。春耕犁地犁得越是透，

秋收的回报越是丰厚。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越是充分，那么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

学将越有底气挑战美国的同行和曾经的老师们。

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基于我们新构建的大数

据和新具备的人工智能手段，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将有机会构建出独树一帜

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并以此超越美国同行们的智识成就。

国际数字政治经济学：现实基础与研究路向


徐秀军


　　当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５Ｇ、区块链和人工

智能等新兴技术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演进也由此进入

数字时代。与以往的技术创新不同，数字技术应用更加广泛，不仅实现了整个产

业链的渗透，还对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数字技术日益广泛应

用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政治

经济学研究也随之面临新的变革，并催生了国际数字政治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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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数字技术与国际政治经济的数字化转型

从技术层次来看，数字技术体系涉及面非常广，涵盖数字资源、数字设备、

数字传输、数字信息、数字智能等诸多领域。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些领域的技术

探索一直在推进，相关行业也一直在快速发展。近年来，这些领域的技术突破进

入到了新的阶段，并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主力。从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和世

界经济论坛每年分别评选的 “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和 “全球十大新兴技术”

榜单来看，信息和数字领域的技术突破相对其他领域占比更多。在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发布的这两份榜单中，与数字和信息领域直接相关的技术占四成，涉及数字和

信息领域的技术占六成。这些新技术的突破与运用，正在加速推动国际政治经济

的数字化转型。

在国际政治层面，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国家主权和国际安全的基础与内涵。一

方面，数字主权既给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带来了挑战，也大大拓展了国家主权

的内涵。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数据已成为一种日益重要的新要素，以数据要素

所有权为基础的数字主权将国家主权拓展到网络空间。但是，相对领土范围内的

土地、人员、资金等传统要素，数据的跨境流动更为便捷。根据联合国资本发展

基金 （ＵＮＣＤＦ）报告估计，２０１７年的跨境数据量是２００７年的２０倍，２０２２年的

数据量是２０１７年的４倍。① 同时，数据的所有权的界定也更为困难，因而对数

字主权的界定和维护也更为复杂。另一方面，数字安全既成为国际安全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改变着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安全认知。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已走向国际安

全博弈的前台，无人机攻击也日益替代传统军事武器被广泛运用到国家之间的军

事对抗中，战争的形式也因此发生了重大改变。总之，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国际政

治博弈的环境、内容与形式，国际政治关系也在现实和虚拟空间纵横交错，呈现

更加多元多维的互动。

在国际经济层面，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全球经济及其治理体系的基础与内涵。

从全球数字市场来看，近年来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规模大幅提升。根据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２０２１年全球４７个主要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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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美元，较上年增加１５６％；占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的比例为４５０％，其

中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的比例为４５８％。相比而言，发达国家数字

经济占ＧＤＰ的比例更高，２０２１年达５５７％，比发展中国家高２５９个百分点。①

在全球贸易增长动力不足的背景下，数字贸易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根据联合国

贸发会议测算，２０２１年全球跨境数字服务贸易额达３８６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１４３％，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比例达６３３％。②

此外，一国内部的政治经济也在加速数字化转型，并因此改变了国际政治经

济的国内基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催生了数字 （网络）政治的发展，国内

主体的政治参与更加便捷，政治空间大幅拓展。同时，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的发展，尤其是数字与产业的加速融合，深刻地改变了国内经济结构，传统产业

与数字产业的利益分化也日益明显。

二　数字场域与国际政治经济的互动实践

在数字时代，国际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呈现出新的变化，国际政治经济主体

的差异也更加明显。目前，世界上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未使用互联网，并且由于

网络太慢、联网不稳定、接入成本过高以及缺乏使用互联网的数字技能，有很多

接入互联网的人口也不能实现 “有意义的联网”。这导致全球数字鸿沟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ｓ）在各个层面深刻体现出来。根据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 （ＩＴＵ）发布的报

告，全球数字鸿沟在不同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男性和女性之间、青年人和老年

人之间、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使用光纤联网和３Ｇ联网的人群之间、相关技术

的精通者和新手或弱势群体之间都有所体现。其中，低收入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

为２２％，远低于高收入国家接近９１％的水平；农村地区的互联网用户所占比例

也只有城市地区的二分之一。③ 这意味着一国内部不同群体、不同国家之间在数

字空间存在巨大的权力鸿沟，并因此赋予部分群体和国家优势地位。在市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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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数字技术日益向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加速渗透，并可能因此改变各国在产业链

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在过去，发达国家主要通过控制产业链高端以及产业链的关

键节点来主导全球产业链。在这种模式下，尽管少数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上长

期保持支配地位，但在一些中低端领域其他国家也会因其所拥有的独特作用而对

发达国家形成制约。如今，产业数字化的发展导致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都与数

字深度融合，并形成全球数字产业链。在此背景下，在数字技术占支配地位的国

家就可能实现对包括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等在内的全产业链的直接控制。这将给未

来市场结构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带来深远影响。

同时，国家政治经济主体的竞争更加激烈，并越来越聚焦于数字技术的创新

和应用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包括美欧等发达国家和中国等新兴大国在

内的很多国家都通过了数字创新法案，不断推进数字技术在全产业链的应用。但

是，部分国家却不惜破坏国际通行的市场原则，将数字技术的竞争政治化和安全

化，以谋求在数字技术的优势地位。例如，２０２２年８月，拜登签署的 《２０２２年

芯片与科学法案》（ＴｈｅＣＨＩＰＳ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ｃｔｏｆ２０２２）① 就是从全球地缘政治竞

争的角度看待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与合作，旨在动用政府力量改变半导体领域的国

际分工格局，严重扰乱各国企业遵循基本市场规律开展正常科技交流和经贸往

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这类行为，无疑会对全球贸易投资和产业链供应链产生重

大负面影响，并最终波及人类福祉。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很多国家都出台了战

略规划和行动方案，并成立了相关促进部门。例如，美国政府出台了 《美国数

字经济议程》，英国政府出台了 《英国数字化战略》，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 《数

字经济战略２０３０》；中国政府也出台了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并组

建了国家数据局。数字经济日益成为各国实现经济繁荣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重要

领域，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日益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内容。

此外，国际政治经济互动的影响更加广泛。从国家和市场两个维度来说，国

际政治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由于数字技术存在显著的中心化特点，数

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会在国内国际层面带来更加频繁的市场失灵、失效、失序现

象，以及政府对数字技术和数字市场的监管。同时，数字时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越来越超出政治和经济范畴，向更加广泛的社会、安全甚至是文化等领域的溢

出。数字时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日益加大，这也是当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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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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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措施”。



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基本构成要素和影响因素。

三　数字规则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大国博弈

数字领域不仅是一个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领域，也是一个规则密集型的领

域。但是，在全球层面尚未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数字规则体系。由于数字领域

存在严重的规则赤字，大国在国内和国际层次为抢夺国际数字规则制定权和话语

权的博弈更加激烈。

一方面，数字规则博弈的国内路径大大增强了国际政治经济的联动性。由于

全球数字规则的缺失，以及达成全球规则存在巨大困难，一些大国和大国集团越来

越注重内部立法来塑造国际规则，涉及数字技术、数字平台监管与竞争、隐私保

护、数字产业和数字贸易等各个方面，并且通过内部执法迫使他国接受自己制定的

数字规则。近年来，美国在联邦和地方层次都加大了数字相关领域的立法步伐，并

以数字安全为名加强了对电信、金融、教育、健康等领域的保护和干预；欧盟于

２０１８年全面实施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后，２０２２年又通过包括 《数字市场法》和

《数字服务法》的 “数字服务一揽子法案”（ＤＳＰ），大大增加了欧盟理事会在数字

领域的管辖权。各国越来越多的数字立法导致全球数字规则越来越国内化，并且一

些大国和国家集团通过内部执法将其内部规则施加给外国实体，并通过长臂管辖不

断扩大其内部立法的溢出效应。数字领域的内部立法因此构成了国际数字规则竞争

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被部分大国作用遏制和打压他国的工具和武器。

另一方面，数字规则博弈的国际路径深刻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的碎片化特征。

无论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技术标准方面，还是数字化

治理和数字经济合作的规则和机制方面，大国博弈日益彰显全球的政治分歧与经济

分化，全球数字规则建构仍停留在全球小多边、区域、双边等某些特定国家的范围

内。在多边层面，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已启动电子商务谈判，涵盖一切通过电

子手段生产、分配、营销、销售或交付的货物和服务。截至２０２３年２月，８９个

ＷＴＯ成员参与这一谈判；尽管参与谈判的成员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达

９０％以上，但谈判成员数仅占成员总数的 ５４％。① 在区域层面，美墨加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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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ＭＣＡ）、《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和 《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等自由贸易协定都包含数字经济与贸易条款，《数字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 （ＤＥＰＡ）更是建立了专门针对数字经济与贸易规则。但是，

针对同一议题领域，这些协定的标准与程序却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存在一些矛

盾。此外，美国还通过美欧贸易科技委员会 （ＴＴＣ）、印太经济框架 （ＩＰＥＦ）、

美日印澳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ＱＵＡＤ）等 “小圈子”加强数字技术和网络

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并试图主导包括数字规则在内的国际新规则。数字规则因此

成为大国博弈的新领地，并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四　面向未来的国际数字政治经济学研究

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的数字化，并深刻改变了国际政

治经济的互动关系。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国际数字政治经济学为观察和理解

数字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关于国际数字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路向，可能存在很多不确定和难以预料的因素会影响未来的判断，但如何理解数

字将是开创这一全新领域的基础。在国际数字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中， “数

字”至少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数字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工具和方法。在数字时代，国际政

治经济学研究的工具和方法要不断拓展和更新，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兴技术给研究带来的便利。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经济互动实践的复杂性远远超

出过去仅凭人脑的直接思考就能得以很好的理解和解释。尤其是在量化研究上，

大数据挖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长期以来面临国际问题研究的样本不足问题；

人工智能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的复杂问题。

第二，数字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对象和领域。数字可以赋能政治与

经济，并演化为数字政治和数字经济。数字还可以赋能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

从而大大拓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资本的

形态也经历了从商品资本、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向数据资本的演进。① 当今世界

经济已逐步形成由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基本要素构成评价标准的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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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课题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政治格局演进》，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４期，第２７—３６页。



系，并为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动创造了广阔的实践空间。

第三，数字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的思维和理念。数字思维是能够改变甚

至颠覆认识世界的思维。一方面，数字思维体现了中心化思维和平板化思维的统

一。数字化世界的特征是万物互联，控制世界的权力高度集中；同时，处于每个

节点的行为体都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对其他行为体形成制约，并使世界展现出

平板化的一面。另一方面，数字思想体现了创造性思维和破坏性思维的统一。从

创造力来看，数字技术大大提升了行为体的行动效率，数字化程度高的行为体也

更易于在国际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从破坏力来看，掌握先进数字技术的行为体

可以发起数字制裁和攻击使其他行为体权益遭受巨大损害。这是一种负向权力，

但它在数字时代更加凸显出来了。因此，以数字思维观察世界，我们对国家与市

场等基本要素及其关系的认知都会发生深刻变化。

第四，数字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的权力和利益。数字空间是国际政治经

济博弈的新疆域，其中包含的数据要素与传统的物质化的要素不一样，与精神上

的要素也不一样。它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高度联动的复杂要素。数字与

传统意义上的行为体权力和利益相融合，使各行为体在一些领域的权力和利益的

界限变得模糊，并形成共享权力和共容利益。这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

供了新的现实基础。

总之，数字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既面临来自现实的挑战，也迎来了创

新发展的机遇。无论从当前还是从未来看，将数字方面的内容融入国际政治经济

学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也更符合我们所处时代的需求。

百年变局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钟飞腾


　　从字义看，“国际政治经济学”（ＩＰＥ）可以分为 “国际”（Ｉ）“政治”（Ｐ）

８２

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２３年第二辑 总第十八辑）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依据笔者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６日在北京大
学举办的 “新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研讨会暨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２０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内容整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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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Ｅ），这三种学问在西方社会科学门类中是单独成科的。１９世纪末期到

２０世纪初是现代社会科学创立的时期。以美国为例，从１８８５年至１９０５年的二

十年间，全国性的经济学会、心理学会、人类学会、政治学会和社会学会相继成

立。① 在西方的大学和学科分类系统中，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属于政治学之下，

公认的创立时期是１９１９年，而作为一门学科的ＩＰＥ则被认为从属于国际关系学，

创立时期是１９７０年。与社会科学中几门相对成熟且创设时期较早的学科相比，

国际关系以及ＩＰＥ都有明显的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特性，真正属于本学科独特的

基本概念以及基本规律是比较少的。由此导致的一个难题是，往前追溯ＩＰＥ的学

科发展历史时就容易进入其他学科领域，学科思想演变的线索盘根错节。２０世

纪是中国国力由衰而盛的一个时期，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思

想在中国的发展也是跌宕起伏。

一　１９世纪末至二战结束时期政治经济学
转向经济学、政治学

准确识别西方ＩＰＥ的学术发展脉络并抓住其核心要义并非易事。西方的学术

和学科不是天生为中国的发展而准备的，而中国直到最近四十年国势上升才开始

系统性地研究和发展有关 “国际”的学问。２０世纪中国几代学者在向国人传播

西方的 “国际”“政治” “经济”等学术概念和学科体系时曾发生过偏差。例

如，２０世纪初严复翻译亚当·斯密 《国富论》，但该书在半个多世纪里并不曾在

中国有任何重大反响。

陈焕章于１９１１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按英文直译

是 《孔子的经济学原理及其学派》。几乎一个世纪后，这本博士论文才以 《孔门理

财学》为名出中文版。仅从中译本的书名看，我们较难识别陈焕章模仿和借鉴阿

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思想。马歇尔出版于１８９０年的 《经济学原理》是当时西方经

济学界最为权威的教科书。１９０３年，担任 “政治经济学”教席的马歇尔在剑桥大

学建立 “经济学与政治学系”，将经济学纳入本科课程，“政治经济学”在西方课

堂中逐渐成了 “经济学”，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则单独发展成了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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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 “政治经济学”转向 “经济学” “政治学”独立分科的时代，是帝

国主义秩序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先行者思想转变的重要阶

段。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孙中山完成 《实业计划》一书，提出借助国际资本力量发展

中国。在该书的结论部分，孙中山则强调，“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

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

界之文明也。”① １９２９年，宋子文在该书英文版第二版的序言中认为，资本更多

流向了欧洲，而不是更需要的其他地区，欧洲甚至出现了对美国金融帝国主义的

警告。② 孙中山的构想没有得到欧美资本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人对

“国际”的了解还有待深入。帝国主义之间的权势竞争对欠发达国家的国际发展

的负面影响是极其重大的，而关于这类知识的系统总结是二战以后由马克思主义

者以及依附论等ＩＰＥ的思想流派完成的。尽管如此，在西方学术界，孙中山被誉

为 “‘国际发展’概念的先行者”，“第一个呼吁现代意义上的 ‘经济发展’的

人”“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③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世界受到１９２９年 “大萧条”的严重冲击，中国国内掀起

了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马克思主义学说得到很大的传播和发展，自由主

义理论相对受挫。１９３０年中国教育部设立了统一的大学科目表，西方社会科学

的各个学科最终进入到高等教育体系中。④ 日本入侵中国再度改变了中国思想界

的方向。１９３８年，由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 《资本论》三卷本中文全译本由上

海生活读书出版社公开发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关

于 “国际”层面的 “政治”与 “经济”的互动关系的分析，给中国学者带来了

很强的启发。

二　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

１９４７年，胡绳的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上海出版，到１９６３年先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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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５版。从知识原创性看，胡绳在这一著作中发展的思想，丝毫也不弱于阿尔伯

特·赫希曼１９４５年在 《国家权力与对外贸易结构》一书中提出的 “依附论”思

想。① １９７８年，胡绳在该书第６版中曾这样回忆：“（政论文章）这种情形并不

妨碍作者严格地从历史的真实出发来写自己的书。为了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

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

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

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

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

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中的本质的、

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②胡绳的上述论断与早期依附论学者向拉美国

家提出的与发达资本主义体系 “脱钩”的建议如出一辙。中国学者注意不多的

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依附论的第二代学者已经发展和改进了依附论。例如，

在美国布朗大学任教的彼得·埃文斯１９７９年出版的 《依附性发展》一书，已经

开始部分否定依附论第一代学者的主导性范式。③

１９７９年３月，访问美国回来后不久，邓小平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

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如

此关注这几门学科建设和研究，其重要背景是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

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

则。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④ 由此开始，中国学术界建设 “世界经

济学”的步伐加快。１９８１年初，《中国社会科学》刊登了宦乡和复旦大学教授蒋

学模有关重新认识列宁的 “帝国主义的垂死性”的学术争鸣文章。宦乡认为，

“现在的问题不是维护和论证 《帝国主义论》中每句话的正确性，而是以它为指

针，研究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甚至也不能拘泥于列宁根据当时情况所得出的个

别结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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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年，钱俊瑞主编的 《世界经济概论》上册出版，其主要目标是创建马

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并将其作为 “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① 该书是

按照教育部和人民出版社共同决定的 《大学世界经济丛书》编写出版计划编写

的，组成 《大学世界经济丛书》编委会的学者和专家均是一时之选，除浦山之

外，７名委员均出生于１９１０年代，如时任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时任辽宁大学

副校长宋泽行、武汉大学教授吴纪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上海社科院研

究员褚葆一。这批学者多数为解放前在英美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其

中，陶大镛和滕维藻还是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的成员，而宦

乡和北京大学教授赵宝煦则是法学评议组成员。②

略为遗憾的是，当这批学者获得机会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主持推动世界经济

学的学科建设时，多数人的年龄已过６０岁，钱俊瑞更是年过７０，且因十年动乱

在很长时间内无法追踪西方学术界的动向③，因而并不了解西方学术界出现了

ＩＰＥ这一新兴的分支学科。钱俊瑞和陶大镛反复强调要建立一门不同于 “国际经

济学”的世界经济学，出发点是解释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律，但限于

当时的开放条件，中国经济学界并不知道沃勒斯坦在１９７４年出版的 《现代世

界体系》一书中已提出分析资本主义 “世界—经济”体系演进规律的相关学说，

反而是中国社会学界最早提到了 “世界体系论”。④ 在引进西方学术著作时出现

学科错位的现象在当时并非个例，原因之一是这个时期也是西方交叉学科兴盛的

一个时期，中国学术界在引进西方学术作品时往往并非沿着学科路径前进，更多

是社会需求使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为适应改革开放需要，国内高校开始建立经济学院，

将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学并列，分属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世界经济

学科建设上出现的一个新争论是 “世界经济”和 “世界政治”的关系，有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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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两者不可分①，有的则认为 “世界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应该有与其他学科

的严格区别，它不应该包罗万象”。②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随着钱俊瑞、宦乡

等老一辈学者相继去世，世界经济学以及政治与经济不分家的学科建设思路也发

生了转变。

三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际、政治与
经济的重新关联

在世界经济学学科建设转变之际，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 “国际” （Ｉ）以

及 “经济”（Ｅ）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对推动中国的 ＩＰＥ研究发挥了极

为关键的作用。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起，中国学者陆续介绍了西方ＩＰＥ的代表

性论著及相关理论，如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０年分别出版了罗伯特·吉

尔平的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和苏珊·斯特兰奇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导

论———国家与市场》。事后来看，这两项研究分别代表了 ＩＰＥ研究的美国学派与

英国学派。③ １９９１年，罗伯特·吉尔平、迈尔斯·凯勒、宋新宁等知名ＩＰＥ学者

应袁明教授邀请到北京大学参会讨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④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ＩＰＥ作为国际关系和外交学教学的相关课程在中国著名大学里得到广泛传

授，但并没有纳入教育部的专业目录。

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ＷＴＯ对ＩＰＥ的发展影响深远。２００３年在王正毅教授的主持

下，北京大学积极推进ＩＰＥ本硕博专业的建设，系统性地发展了ＩＰＥ课程教学和

人才培养体系。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美 ＩＰＥ研究第

二代学者参加的一次会议上，美国 ＩＰＥ的第二代学者戴维·莱克在 “开放经济

的政治学”（ＯＥＰ）视角下专门讨论了中国与开放经济学的关系。莱克认为，中

国已经成为美国学者关注的大问题之一，原因之一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经济力量

的崛起。但从学术的角度看，“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看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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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比较优势格局的一次重大转移”，因而 “中国大多数政治和对外经济政策及

其对他国的影响都可以用ＯＥＰ来解释”。与此同时，莱克也强调，“中国的崛起

的确凸显了ＯＥＰ研究在国际市场力量与规模收益递增这两个假设上的局限。”①

对ＯＥＰ两个核心假设的挑战是中国 ＩＰＥ知识创新的来源之一。第一个是

“小国经济”假设，认为小国是国际市场的价格接受者，而麻省理工学院戴维·

奥特尔等人自２０１６年以来发表的关于 “中国冲击”的系列论文表明，中国有很

强的能力改变世界市场的价格。② ２０１８年中美经贸摩擦进一步表明中国是一个

“大国经济”，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安全与发展并重的对外政策。③ 第

二个假设是规模收益不变，但规模经济贸易已经表明利益不能被当做是政治的外

生变量，而是政治的产物，最典型的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日贸易摩擦时产生的战

略性贸易政策。中国学者在８０年代初推动 “世界经济学”建设时即有所强调，

如陶大镛指出，基于比较成本理论的所谓各种国际贸易纯理论只是李嘉图体系的

翻版，各国即便按照相对低的成本进行贸易，也不可能让所有参与者互利。④ 中

国人民大学田野教授２０２２年发表的 《大国竞争的根源》一文则强有力地表明，

大国关系中的报酬递增机制在地缘竞争、技术竞争以及国际制度竞争上均发挥重

要作用，因而不能被忽视。⑤ 中国与美国实力地位的进一步缩小，挑战了 ＩＰＥ第

二代学者的诸多假设和理论成果。这一点正如本杰明·科恩在新近出版的 《反

思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的

ＩＰＥ研究，已转变为一个更加开放和迅速发展的研究领域，创建一个真正的本土

版ＩＰＥ的势头正在增强”“中国ＩＰＥ最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普遍强调国家的中心

地位”。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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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百年大变局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角度看，中国的 ＩＰＥ发展已经从模仿转向了自

主知识体系的创新，立足于中国经验的理论阐释成为中国 ＩＰＥ研究的学术增长

点，反映出崛起的中国与处于重大转型中的世界的互动——— “国际” “政治”

“经济”三方面的显著而且深远的变化。① 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森及其团队开

发的数据显示，按２０１１年可比价格，以购买力平价 （ＰＰＰ）衡量，过去１２０年

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１）１９００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不到１０００美元，仅相当于英

国的１２８％、美国的１２１％；１９２９—１９３８年，中国的人均ＧＤＰ与３０年前持平，

仅相当于英国的１０％；（２）二战后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人

均ＧＤＰ占美国比重下滑至５％左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逐步上升，

至２０世纪末翻了一番，占英美的比重又开始超过１０％，中国的相对发展水平告

别了２０世纪；（３）２１世纪初以来，中国人均ＧＤＰ有巨大的提升，至２０１８年超

过１３万美元，相当于英国的三分之一、美国的四分之一。②

将上述三个阶段的人均ＧＤＰ相对水平的变化轨迹与学术思潮的阶段性变化

联系起来看，最突出的一点是，在发展水平发生重大变化的阶段，也是我们学术

思潮转轨的阶段。当前，中国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意味着 “国际”部分

发生首当其冲的变化，从过去单纯地参与国际大循环逐渐转变为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由于中国的经济总量正在快速接近美国，西方战略界人士普遍担忧中

国经济实力也在快速转变为地缘政治影响力，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 “经济”“政

治”关系也在发生显著的改变。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宇燕研究员强调的，原

本被视作外生变量的外部环境现在需要加以内生化。③ 在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的

前景下，“国际”“政治”“经济”均在发生较大的变化，因而在未来一段时期

中国的ＩＰＥ研究也会继续呈现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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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徐秀军：《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一项研究议程》，《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第７期，第
４—３４页。

数据来自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增长和发展中心提供的麦迪森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ｕｇｎｌ／ｇｇｄｃ／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５日，张宇燕在北京大学举办的 “新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研讨会暨国际政治经

济学专业２０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内容。



自主知识体系下国际政治经济学

奏出的 “二重曲”

黄琪轩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谈到：“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杯酒，我们

就可以看到整个宇宙……如果我们小小的头脑，为方便起见，把这杯酒，把这个

小宇宙分成几个部分：物理学、生物学、地质学、天文学、心理学等。请各位记

住，大自然并不知道这些！”我们现有的知识体系，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

学以及国际关系各分支学科，如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是学术共同体为了科研探索与课堂教学方便划分出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一

门交叉学科，它从诞生之初就走在 “新文科”建设前列。当前，中国的国际政

治经济学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从授课到研究，面临一些新变化。其他学

科也会不同程度面对这些新变化，包括新的参与群体、新的探索主题、新的学习

模式以及新的竞争压力。

新的参与群体让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堂主体超越传统师生。随着交通日益便

利，网络更加普及，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有着更广阔的

受众。除了在大学课堂的学生，政府官员、企业高管、研发人员都成为国际政治

经济学的知识受众。广阔范围的受众打破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传统课堂的 “师生

关系”。来自国际政治经济实务部门的实践者和大学师生之间互动交流，构成

“亦师亦生”的关系，他们不仅是知识的消费者，同时也是知识的生产者。

新的探索议题让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超越已有教材眼界。正如物联

网、３Ｄ打印、人工智能、量子信息、ＣｈａｔＧＰＴ等新技术不断涌现，而传统课本

聚焦恒定知识和稳固规律，国际政治经济学教学也由此面临变革压力。世界政治

经济变化越快，传统课本承载的理论的生命周期也就越短。现实需求推动，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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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补充让国际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日益超越教材眼界，把新事物、新现象、新

研究纳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堂。

新的学习模式让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受众自主自愿学习。随着教学途径日

益多元化，学生选择的学习模式也日益多样化。大量网络在线课程、公开课与开

放的学术讲座带来了 “学生主导的学习”、“大规模开放学习”、“基于探索的学

习”以及 “自主决定的学习”。这样的学习不拘泥于标准的课程考核，不局限于

完整的知识体系。丰富多样的选择是对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课堂有益的补充。

新的竞争压力使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授课教师超越狭隘眼界。打开互联网，我

们就能找到形形色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习资料：你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哈佛大学

杰弗里·弗里登关于全球化的讲座；你也有机会在中国大学校园跟随康奈尔大学

彼得·卡赞斯坦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堂不仅面临国内同行

的竞争压力，“世界是平的”，“课堂是平的”，讲授 “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

学教师还面临来自全球同行的竞争压力。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以往的知识体

系、课程内容、授课手段与学术眼界日益打开，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大家

“再次开眼看世界”。在诸多新变化面前，笔者用 “二重曲”来展示中国的国际

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在追求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过程中呈现的一些迥异却并行不

悖的特点。

第一，“超大市场规模”促成了 “分工”与 “综合”。亚当·斯密在 《国富

论》前三章集中探讨 “分工”。他展示 “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中国市场规模

大，世界日益互联互通，一个更大的受众群体呈现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面

前。受众广阔支撑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内部更为精细的 “分工”。就中国高校课程

名称来看，我们可以轻易找到：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区域化

的政治经济、国际货币的政治经济、国际金融的政治经济、政治经济学与国家安

全等。和斯密的判断一样，中国的超大市场规模支撑了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科研

分工与教学分工日益细化。同时，更为广阔的受众在促成相反趋势初现端倪，即

走向新一轮 “综合”，走向新一轮 “知识大融通”。以前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

参与者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群体。现在的参与者带来了新的 “知识贡献者”，打破

以往的固化分工。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机制是有限的，会被不断重复，会在

不同学科领域重复，乃至会在文学作品 （如 《三体》）中再现。因此，当前的

“综合”不仅在试图融合经济学、社会学等各色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乃至在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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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文学”。不同群体，不同学科的新人在帮助国际政治经济学提炼重要机制。

从课程到专著，“通论”“通识”等不断涌现。“分工”与 “综合”成为国际政

治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过程中奏出的 “二重曲”。

第二，“新的动荡变革期”推动的 “自主”与 “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世界进入 “新的动荡变革期”。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

系》中强调：战争风险与安全压力促使一个国家要实现产业与技术 “自主”。一

般而言，国际关系学者往往强调在外部压力下，各国会加强 “自助”“自主”来

保障安全。当前，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都更加重视建设自主知识体

系，用中国视角来整合世界知识，将民族特质融入普遍规律。和中国技术 “自

立自强”一样，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中文论著中日益可见这样的努力，日益涌现

出一批有中国特色、有原创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探索。相关研究关注边缘地

带发展，关注礼治秩序。在外部竞争压力下，为 “生存”“发展”，也需要 “开

放”，通过开放，学习强者，壮大自己。国际政治经济学因而也呈现出不同趋

势，追求更大程度的开放，通过开放，学习强者，服务国家安全；通过高水平开

放，实现的 “文明共鉴”。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来著作的引介就一直没有中

断。当时大学图书馆便能找到翻译成中文的灰皮书、蓝皮书、白皮书，向中国读

者介绍世界文明。在面临巨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中国学界坚持 “批判借鉴”

“学习强者”，和苏联构成极大反差。缺乏外部学术联系的苏联，其大学图书馆

罕见类似外来政治经济译著力。所以当苏联知识界重新阅读外来著作时，表现得

更缺乏反思，更容易走极端。当前，在 “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下，中国的国际

政治经济学在强调 “自主”的同时仍在加强学术的高水平开放，一直在翻译、

一直在比较、一直在共鉴。“自主”与 “开放”是国际政治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

设过程中奏出的又一 “二重曲”。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建设下的 “规整”与 “多样”。亚当·斯

密在 《国富论》中对牛津大学多有抱怨。他说：在牛津大学，大部分教授许多

年以来甚至已经完全放弃了假装在教学。这是因为，享有官方垄断地位的牛津大

学教授缺乏竞争压力。中国一流大学均为政府创办，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与教学

在中国大学里均比较 “规整”。和西方大学多样化的教材、个性化的大纲、多元

化的阅读材料不同，马工程 《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出版让全国大学的国际

政治经济学教学有了更规整的范例；持续举办的中国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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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汇聚各方研究力量以形成学科共识。中国大学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科研

在 “规整”中稳步推进，缺乏西式 “竞争”，却没有以牺牲 “效率”为代价。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大都保持了较好 “稳定性”。正如在德国，员工在一家

企业就职几十年，而在美国则为几年。稳定的工作环境支撑了德国企业持续的经

验积累和强劲的渐进创新。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职业的相对稳定性带来了这个

学科逐渐形成：没有输赢的竞争、并行不悖的共生、互助共赢的成长。北京、上

海、天津、江苏、广东等各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都有自己的平台、都有各自的

听众、都有研究的侧重，都能在较好的职业稳定性下展开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努

力和尝试。在缺乏西式竞争的学术共同体中，不仅有 “规整”，还有并行不悖的

“多样”。从论文发表来看，中国学界没有被 “ＩＯ”体 （《国际组织》期刊的论文

样板）所统一，学术成果从研究选题到写作风格，都呈现极大差异，风格各异、

各具特色。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旗帜下，中国学者既做普遍理论，又做特殊规律；

既做中国研究，又做区域国别；既用科学方法，又用多样手段；既做精深学理，又

做经世学问。这是一个多样共存的知识演进平台。大家在分散中试错，从错误中学

习，不断尝试积累，逐渐形成有自身特色的知识体系。这既为未来的学术发展提供

更多可能，又为研究者的互动互补、竞争共进提供了稳定预期。“规整”与 “多

样”是国际政治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过程中奏出的另一 “二重曲”。

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认同，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持续努力汇聚了

一批学者。面对世界政治经济的新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在细化的

“分工”中提升 “综合”水平；在追求 “自主”的同时保持 “开放”心态；在

“规整”中追求 “多样”，共同构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经济开放、经济安全与中国国际政治

经济学的学术创新

李　巍

　　近十年来，国际关系学术界对于纯粹的理论研究的热度有明显下降趋势，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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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这是正常的。理论的创新是非常困难的，也是少有的。我们生产了很多致

力于理论创新的学术论文，其实绝大部分都不会被学术史所记录，学术期刊是定

期出版，但理论创新却不是定期产生。我们很多的理论 “创新”其实是为了发

表，而不是为了生产知识。为了理论 “创新”而刻意别出心裁，凭空创造与现

实脱节的理论概念，甚至牵强附会、强行构建一般性因果关系，笔者认为这是与

学术精神和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在学术研究上，我们千万不能 “为赋新词强

说愁”。

笔者认为历史会有某种程度的重复，所以产生了很多类型的周期理论。我们

今天所面临的很多困惑，其实历史当中都或多或少有些答案。所以我们不能以理

论创新为目的，来进行学术研究；而是要以解决现实或历史问题为目标，来进行

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与解决问题的关系不能搞反，否则就是违背了学术研究的

“初心”。理论创新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之中逐渐水到渠成的产物，理论创新不能

心浮气躁揠苗助长。因此，我们大可不必为今天的 “理论停滞”而过于哀怨，

而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术界不能很好地回答现实世界中的问题，

以至于被决策者所 “抛弃”，被公众所 “蔑视”。

今天笔者想讨论的是一个关涉中国的大的现实问题，很难说有大的理论创

新，但是这个大的现实问题中提出了许多小的学术命题，在一个一个地解决这些

小的学术命题之后，蓦然回首，我们或许会发现，成体系的理论创新或许就在

“灯火阑珊处”。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经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紧密

地缠绕在一起。即便是一直自诩坚守自由市场原则的美国，政治领导人也多次喊

出 “经济就是国家安全”的口号，并在现实实践中大力展开经济外交捍卫国家

经济安全，在国内层次则公然出台产业政策来应对大国经济竞争。因此，致力于

研究政府和市场、权力与财富如何在国际体系层次进行互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也

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趣和迷人，国际政治经济学也因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黄金

发展期。

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二十年里，美国一家独霸，大国权力政治明显退场，自由

秩序得以确立，塑造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力量被认为是霸权国的国内政治。国际

政治经济学在第二代学者的引领下进行了一场 “还原主义”的赌博，这就是所

谓的开放经济政治学 （ＯＥＰ）的研究路径。它推崇精密的研究方法，追求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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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看齐，研究议题越来越小，丧失了对大问题的话语权。后来的事实表明，开放

经济政治学并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学派概念，它的意义含混，成为一个学术小团

体 “相互捧场”的 “标签”，与 “开放”背道而驰，因此也没有产生太大的跨

学科的影响力，很多从事国际安全研究的学者都对开放经济政治学所谓何物而不

甚了了，就更别提在国际关系学之外了。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批评到，冷战结

束之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引领下变得异常 “乏味”，陷入了

思想贫乏的境地，这直接限制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学术影响力的

提升。

更加致命的是，从２０１０年开始，它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开放经济———

正在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肇始于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发酵于克里

米亚危机、“特朗普主义”崛起和英国 “脱欧”，而包括加征括进口关税、抬高

投资壁垒、管制技术出口和削弱金融纽带在内的中美经济脱钩进程则进一步挑战

了开放经济秩序。如今，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和美国针对中国 “世界工厂”地

位的产业战略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则成为压垮经济全球化这个骆驼的最后三根

稻草，世界正在走向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分裂。

开放经济这一前提不复存在了，它也再次证明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人类社会必

然的归宿。过去两百年的世界政治史表明，地缘政治和全球市场的撕扯和博弈并

不必然以后者的胜出而告终，今后也同样是如此。中国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自由

秩序最大的受益者，这种受益主要体现在中国的 “世界工厂”地位的牢固确立。

“世界工厂”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尊严和权力的来源。但是，中国的 “世

界工厂”地位有着相当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源自于中国高度仰仗一个平坦的

世界市场，包括商品消费市场和金融投资市场，以及一个稳定的世界资源供应体

系，具体包括能源、矿产和粮食这三大资源的供应和交易。

如今，这一切都岌岌可危。从２０１８年开始，美国对支撑中国 “世界工厂”

地位的优质企业的打压正在从无序变得有序。从挤压市场规模到阻塞技术交易，

从抬高投资壁垒到切断融资渠道，再到组建产业联盟和技术联盟，中国企业的发

展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系统性的地缘政治压力，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来

没有遇到过的。而优质的企业是支撑中国经济崛起和保障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

所以，我们可以认定，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实际上是围绕 “世界工厂”的竞

争———美国要通过 “产业战略”系统性打压中国的 “世界工厂”，而中国则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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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时世中保卫自己的 “世界工厂”地位。

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十四亿中国人口的高质量发展又离不开对国际市场和

国际资源的利用，我们绝大部分的优质企业都是在国际化的进程中获得了成功。

中国要发展成为一个高等收入国家，只能更加开放，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为仅

靠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中国的 “世界工厂”地位恐怕难以为继，而离开了

“世界工厂”地位，我们也难以支撑起一个高度发达和富足的巨型经济体。因

此，中国有足够的意愿和动力来维持这个以开放经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才刚刚超过１万美元，与主要发达国家还

有相当大的距离，而且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还呈现出发展的高度不平

衡，这意味着中国 “富起来”的发展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但随着自由秩序的

衰落和大国竞争的回归，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

济安全问题非常显著地摆在决策者面前。

这就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命题：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环境中，

中国如何在继续坚持经济开放的进程中，保卫国家的经济安全，即确保经济发展

不被外来政治力量干扰或破坏；如何在保卫国家经济安全的同时，又扩大对外开

放，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简言之，即如何平衡经济开放和经济安全之间的

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外交战略的核心问题，而且也成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

研究的核心问题。如果说对于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主

要围绕经济开放的政治学来展开，那么在今后的新时代，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研究则需要显著增强经济安全的政治学研究，这意味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过去逐

渐脱离国际安全研究之后，又要重新向传统安全研究回归。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就主要是以美国和欧洲的实践

为基础构建起来，而中国的实践将构成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的主要经验

基础。今后，中国将以自己的经济外交实践，在经济开放与独立自主、经济发展

与国家安全之间，寻找最优的政策组合。而这一选择的过程，一方面当然取决于

政治决策者的既有经验、价值理念和政策直觉，但另一方面也迫切需要国际政治

经济学共同体所提供的学术支持。更重要的是，作为国际舞台中央的一个主要经

济体，中国在开放与安全之间寻找平衡的内政与外交实践，不仅决定着自身的走

向，也成为塑造未来国际秩序演进的重要力量，因此也就孕育着国际关系宏观理

论突破的巨大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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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而言，我们在中外学术交流互鉴的基础

上，亟需考虑超越西方学术同行所划定的学术议程，聚焦中国自身最为紧迫的现

实核心问题，在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上走出一条新路。套用伟人的一句话：只有

自主的知识，才是世界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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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
“福利沙文主义”立场与主流政党的

政策调整

齐天骄


　　 【内容提要】　西欧国家经济增长放缓、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阶层

分化引发了政党政治的结构性调整，民粹主义政党纷纷崛起。其中，右

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将 “内外对立”，以反移民、反全球化政策获得了

众多选民的支持。近些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将议题扩展至社会经济领

域，提出排斥移民享受社会保护的福利沙文主义政策，进一步满足了中

下阶层对于扩张本民族民众再分配制度的诉求。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福

利沙文主义立场与其运用选票寻求策略回应选民关切和以身份认同为前

提寻求执政或组阁有关。由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福利沙文主义政策与

主流政党存在议题竞争，因此，为了防止选民流失，主流政党进行了适

度的政策调整。虽然获得了广泛关注，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面临

着一系列困境。此外，乌克兰危机和新技术革命可能会进一步影响西欧

国家的政党政治架构。

【关键词】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主流政党；福利沙文主义；政策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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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阶层分化是近些年被广泛讨论

的话题。在发达国家内部，精英享受了资本和产业结构转移带来的红利，被全球

化淘汰的低收入阶层则陷入贫困。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人口的结构性困境愈

演愈烈，福利国家尝试进行制度性调整。一方面，国家持续紧缩福利，如提高退

休年龄、收紧福利享受资格等；另一方面，国家实行社会投资政策，将被动的转

移支付调整为以增强人力资本投资为目标的政府支出，从而将社会政策与后工业

社会的新社会风险相耦合。后者如促进女性就业、提倡灵活保障；呼吁进行人力

资本投资，提倡终生教育、儿童早期教育和照护等政策。① 上述政策虽然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福利国家的困境，然而并未有效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贫富分化的扩大除了给民众福祉带来负面影响，还会加剧社会矛盾，导致

政治极化。② 始于２００８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扩大了财富鸿沟，贫困人群的

可支配收入持续降低，③ 精英和民众对立的趋势越发显现。这引发了西欧政党制

度的结构性改变。④ 为了度过危机，各国政府采取的紧缩政策给民粹主义政党

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机遇，其呼吁国家在危机中保护底层民众，从而对执政党发

起挑战。

根据穆德 （ＣａｓＭｕｄｄｅ）的定义，民粹主义认为社会被分为两个同质且相互

排斥的群体——— “纯洁的人民”和 “腐败的精英”，而政治应该是民众普遍意志

的表达。⑤ 民粹主义政党强调经济和政治民族主义、疑欧主义，并且将自身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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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建制、反精英政党。① 其代表了社会经济中的弱势群体，这些人多对现状心

存不满，对执政者和政治机构的信任度较低。② 民粹主义政党分为左翼民粹主义

政党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位于政治谱系的两端。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强调全球化

对底层民众的冲击，从而将掌控经济并制定规则的精英与无权无势的低收入群体

进行 “上下对立”；而同样是基于全球化冲击，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则重视难民和

移民对本民族民众的不利影响，将具有同一民族和文化认同的 “我们”与民族

宗教异质的 “他者”进行 “内外对立”。③

过去二十年，以英国独立党 （ＵＫＩＰ）、法国国民联盟 （ＦＮ）、德国选择党

（ＡｆＤ）、奥地利自由党 （ＦＰ?）、荷兰自由党 （ＰＶＶ）、瑞典民主党 （ＳＤ）、丹麦

人民党 （ＤＦ）、意大利联盟党 （Ｌｅｇａ）和意大利兄弟党 （ＦｒａｔｅｌｌｉｄＩｔａｌｉａ）等为代

表的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本国选举中得到广泛支持。其强调文化的差异性

并排斥多元文化的社会，主张强化民族国家的职能。这些政党将对移民的排斥和

重申本民族文化的主导地位作为其政策的出发点，④ 强调民族利益优先和本国国

民优先。随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持续崛起，其不再仅限于对移民等议题发表看

法，而将关注点推广至社会经济领域。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右翼民粹主

义政党强调巩固甚至扩张本民族民众的福利，扩大政府的福利供给职能；对于移

民则力求缩紧福利享受资格，认为移民抢夺了本国国民的饭碗，浪费了本国的福

利资源。⑤ 由于反对劳工移民，他们限制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竞争。在具体的政策

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更关注传统福利政策的稳定，但并不看好社会投资政

策。⑥ 总体而言，在社会福利领域，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强调在区分 “我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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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基础上，对再分配政策进行重新考量。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上述政策让我们不禁产生疑问：作为政治谱系中右翼政

党的一员，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何在与提倡自由市场的主流右翼政党的合作中主

张其福利政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带来的选举竞争，如何改变主流政党的竞选策

略？面对接踵而至的变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将向何处去？本文拟对以上问题进

行回答。

一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福利沙文主义立场

起初，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是利基政党，由于反移民政策而得到了民众支持。

现代化和全球化对本国文化和经济造成了影响，带来了文化观念的冲突和部分民

众的不满。① 就内部变革而言，技术革命重塑了就业结构，改变了不同职业的相

对重要性和价值。在后工业时代，作为中下阶层核心的劳工阶层，由于对工种的

需求减少，就业人数大幅缩减。因此，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稳定就业和

按时退休制度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这一变化让中下层民众产生了被孤立、被疏

远和不适感。② 就外部变革而言，进入２１世纪，随着移民群体占比的显著增长，

围绕移民社会地位的辩论在许多欧洲国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主要集中于是否应

接纳人员的自由流动，移民是否能够以及何时可以获得福利国家的社会保护等议

题。随着经济下滑、公共支出减少和社会分化加剧，无法赶上现代化步伐的中下

层民众需要寻找 “替罪羊”。而移民的增加让这些 “他者”成为了本民族民众针

对的对象。他们认为，移民的涌入冲击了本国传统社会文化根基，其应该对国民

生活质量的下降承担责任。

近些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对上述两方面进行整合，并将议题拓展至主

流政党的重点关注领域———社会福利，赢得了本国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右翼

民粹主义政党指出，移民对本民族民众福利的抢夺导致了福利国家的困境，因而国

家应保护本民族民众免受全球化的不利影响。通过将其观念根植于对多元文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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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对，这些政党政策超越了福利扩张或紧缩的二元选择，而将是否 “应得”作

为福利享受的先决条件，认为只有本民族民众才可以被福利国家所保护。需要指出

的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于福利国家的强调与传统左翼政党存在较大差别，一方

面，其表达了福利国家制度和再分配政策的重要性，宣称支持较为慷慨的福利政

策；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坚持认为，有资格获得这些福利的仅仅是那些本

民族的居民，反对将社会福利推广到非本族裔民众，因而排除了移民、难民和其他

的 “他者”。① 基于此，该类型政党由于强调再分配的福利政策而与主流左翼政

党趋近，由于反对多元文化主义而与主流右翼政党趋同，② 因而其吸引了部分中

右翼政党的支持者，并将部分左翼政党选民纳入麾下。由于其政策融合了保守主

义和再分配立场，因而被称为 “福利沙文主义”（ｗｅｌｆａｒｅｃｈａｕｖｉｎｉｓｍ）。③

福利沙文主义可以被定义为一种集体社会保护制度，仅保护那些为其做出贡

献的族群。④ “福利沙文主义”一词肇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学者将右翼民粹主

义政党在西欧国家的成功归结于其福利沙文主义政策得到了选民的广泛支持。彼

时，通过对丹麦和挪威的研究，学者发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支持福利再

分配政策，但排斥移民享受社会福利，因此将福利沙文主义描述为 “社会福利

应仅限于 ‘我们自己’享受”。⑤ 德科斯特 （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ｅＫｏｓｔｅｒ）等人认为，福利

沙文主义是对经济再分配的强烈支持与对向移民分配福利的抵制相结合的一种意

识形态。⑥ 卡雷哈 （ＲｏｍａｎａＣａｒｅｊａ）等人认为，福利沙文主义是强烈的亲福利国

家立场与明确的排除 “他者”的目标的结合。⑦ 基歇尔特 （ＨｅｒｂｅｒｔＫｉｔｓｃｈｅｌ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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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选民和政党可以在相互冲突的两种观念———有利于社会再分配的经济维度和

持反移民态度的社会文化维度中采取截然相反的立场，且这两个维度相互关联。

因此，福利沙文主义被定义为对属于同质族群并为福利国家制度做出贡献的人提

供社会保护的主张。① 具体到欧洲，马克斯 （ＰａｕｌＭａｒｘ）和瑙曼 （ＥｌｉａｓＮａｕ

ｍａｎｎ）将难民危机后选民福利沙文主义倾向的增加解释为，众多难民带来的人

口异质性引发了选民的反感，从而加强了其排外倾向并主张保护本民族公民获得

福利权利。② 也有学者将福利沙文主义与传统观念进行关联，认为主张福利沙文

主义的政党促进了 “选择性团结”（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即团结了可以享受再分

配政策的本民族居民，而将移民排除在外。③ 在具体政策方面，福利沙文主义关

注个人在面对风险时通过国家政策进行收入替代，如养老金、失业救济金等，因

而对社会投资这种无法产生短期收益的政策强调较少。④

福利沙文主义满足了劳工阶层对慷慨的再分配制度的诉求，其政策成为右翼

民粹主义政党社会经济政策的基石。⑤ 那些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民众认为，当局者

本应对他们的困境负有责任。由于民众的诉求未得到满足，他们对建制派政党越

发失望和不满。此外，工会、宗教组织等被大幅削弱，去工业化和经济重构与劳

工组织的解体同步发展，劳工阶层趋于松散，从而按照自发意愿行事。⑥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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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将劳工阶层融入左翼政党能力的式微，有利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劳工阶层

中取得成功。雪上加霜的是，金融危机使得主流右翼政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合

法性受到挑战，而主流左翼政党为赢得选举背叛了劳工阶层，使其失去了选民信

任。主流左翼和右翼政党观念的融合使得民粹主义政党更有可能在政治谱系中找

到自己的位置，① 劳工阶层放弃了对主流政党的支持，部分转向右翼民粹主义政

党，带来欧洲政党格局的改变。传统的中左和中右翼政党的两极竞争转变为三极

竞争格局：民粹主义政党发展壮大，中左和中右翼政党式微。这挑战了根据经济

利益，产业工人支持主流左翼政党、企业主支持主流右翼政党的传统阶级—党派

间关系，选民的阶级认同逐步淡化。② 甚至有学者指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逐渐

成为蓝领劳工聚集的 “无产阶级政党”。③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主流左翼政党和主流右翼政

党在社会经济领域的议题主张进行总结，如图１所示。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政

党持福利沙文主义立场，对本民族公民持保护主义政策，支持去商品化、反对多

元文化主义、扩大福利享受对象和标准；而对于 “不应得”的移民，右翼民粹

主义政党则持新自由主义观点，强调福利紧缩、反对移民获得同等福利。基于

此，在福利扩张方面，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吸引了部分支持左翼政党的 “全球化

的失败者”，分化了左翼政党的传统支持者，从而与左翼政党存在选民竞争。另

一方面，作为政治谱系中右翼政党的一员，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持保守主义立场，

因而吸引了部分主流右翼政党的选民。然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福利沙文主义

政策与主流右翼政党的福利紧缩政策相悖，同时其对移民的排斥又与主流左翼政

党普遍性的福利扩张政策相冲突。因此，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主流政党间竞合

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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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主流政党间的议题联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另参见ＷｅｒｎｅｒＫｒａｕｓｅａｎｄＨｅｉｋｏＧｉｅｂｌｅｒ，“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Ｗｅｌｆａｒｅ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ＲａｄｉｃａｌＲｉｇｈｔ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ＳｕｃｃｅｓｓＢｅｙｏｎ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５６，ｎｏ３，２００２，

ｐ３３５。

二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构建福利沙文主义立场的原因

如前所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在社会经济领域发表观点，构建了福利沙

文主义立场，从而吸引了众多选民甚至成为政府一员。其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进行

分析：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票寻求策略促使其不再仅仅关注专有议

题，而是通过福利沙文主义政策回应选民关切并赢得选举；另一方面，为上台执

政或组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以身份认同为前提，以是否 “应得”福利作为划

分标准，从而既维护了劳工需求，又迎合了主流右翼政党的政策主张。

（一）运用选票寻求策略回应选民关切

实际上，移民是东道国社会福利的净贡献者。诚然，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

收入较少的阶层往往对这一问题缺乏客观认识。然而，作为政治精英，其察觉到

国家是移民的受益者这一事实并不难。那么为什么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恰恰在福利

沙文主义政策方面大做文章？这与政党的选举策略有关。选票寻求策略 （ｖｏｔｅ

ｓｅｅｋ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认为，一方面，主流政党的政策调整带来基于阶层分化的左右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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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分野被打破，传统政党纽带逐步松动，政党归属和政治效忠日渐解除。随着

主流政党政策的趋同，社会福利议题不再是主流左翼政党的优势议题。因此，右

翼民粹主义政党只有不断适应政党政治变化，调整关注的议题和对社会福利议题

的态度，才能满足选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在竞争性民主国家中，由于政党无法

控制政治议程，其不能只关心本党派的核心议题，而必须对选民关注的议题进行

广泛回应。如果某一政党在受到广泛关注的传统议题方面表达了过于异化的态

度，便会失去选民支持。在大多数民主国家，包括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内的凭借

利基议题而兴起的政党，只有在其囊括广泛的议题时才能在本国政党制度中得以

生存。因此，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议题进一步扩展，不再仅限于反移民议题，还

关注更为普遍的社会经济层面议题，并将两者进行结合，以吸引该阶层选民。具

体而言，中低收入阶层选民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主要关切涉及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

诉求和社会文化诉求。

１经济诉求

群体冲突 （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ｆｌｉｃｔ）对经济因素带来的选举政治变化进行描述。该理

论将福利沙文主义解释为内外群体之间冲突的结果，冲突存在的前提是对稀缺资

源或风险的感知。社会群体对稀缺性商品存在利益冲突，如住房、工作或社会福

利等。因此，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可能导致族群冲突和对外来群体的消极态度。一

个群体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成为构建群体间关系的核心要素。① 由于客观贫困为

群体间冲突提供了基础，对于低技能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而言，其收入水平

和社会地位更低，因此更有可能感知族群间竞争的威胁。② 当经济下滑时，由于

竞争和冲突持续加剧，族群威胁的感受将会更加普遍。

移民在劳动力市场、公共服务等方面会与本民族民众产生竞争。因而，出于

对自身利益的考量，本民族民众会对移民产生排斥情绪。③ 经济低迷，加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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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带来的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得民众之间为争夺有限资源而竞争加

剧，多数族裔与移民在资源分配方面的冲突持续加大。① 具体而言，全球化带来

竞争加剧，导致新的社会分化。然而，相比对同胞的抱怨，民众更容易将这一问

题归罪于外来者，从而形成对他族的排斥。② 移民被认为是劳动力市场上竞争过

于激烈的替罪羊，并造成社会倾销。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多数族裔通过对右翼民

粹主义政党的支持来表达他们对移民的不满。对于本民族民众，尤其是那些收入

水平较低、更容易受全球化冲击的民众而言，外来劳工带来的竞争对其工作和收

入造成了更直接的威胁，这些担忧推动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③

就社会福利政策而言，那些视移民为本国威胁的民众更有可能将其视作福利

国家的负担。对移民的财政补贴带来的高昂成本，以及移民给本已有限的公共服

务造成的压力，增强了本民族民众对移民对福利国家影响的担忧。④ 他们认为，

自己将通过更多赋税来补贴移民，从而进一步将不稳定的收入、社会阶层的下滑

和经济的不安全感与福利沙文主义相联系。⑤ 去工业化、对凯恩斯主义的质疑以

及放松对充分就业的要求，导致许多传统行业面临高失业率的困境。由于劳工阶

层学习新技术的速度有限，加之信息技术的发展、资本的跨国流动和产业链的外

迁等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让其难以适应新环境。作为在经济社会变革中失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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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人，劳工阶层成为 “全球化的失败者”。这些选民无法从主流政党那里获得

所需的支持，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及时认识并抓住了这一点。这些政党认为，移

民和难民不应获得本国福利，移民破坏了现存的社会保护体系，福利国家制度已

经成为懒惰的移民的吸铁石。例如，德国选择党将移民与社会福利支出的攀升进

行关联。法国国民联盟主席勒庞指出，法国必须把社会福利留给本民族同胞，并

让其拥有优先就业和获得住房的权利。她将这些目标与禁止移民相联系，声称在

数百万同胞失业的背景下，允许大量移民进入法国是荒谬的。英国独立党的竞选

纲领则将注意力集中在与普通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问题。该党指出，移民带

来了本国失业、低工资以及国民医疗服务 （ＮＨＳ）过长的等候名单，普通英国

人将无法享受到足够的社会服务。上述政党通过将选民关切与移民对本国的影响

进行关联，成功吸引了众多选民。鉴于此，作为经济结构性变化的主要受害者，

劳工通过选择唯一公开拒绝经济现代化的政治替代方案，即通过投票给右翼民粹

主义政党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２社会文化诉求

持社会文化诉求的学者指出，他族的威胁带来了对福利沙文主义的偏好，而

主观感知的经济风险所起到的影响有限。① 这些学者认为，失业率上升与右翼民

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攀升无必然联系，因为提升就业议题并非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所独有。而那些在移民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更有可能使其政

策合法化。② 因此，一般而言，移民群体对东道国的经济威胁仅反映了一种工具

性功能，其动机是保持本族裔群体物质上的特权；文化威胁则具有根本的身份性

功能，其动机是区分 “我们”与 “他者”的身份认同，③ 从而形成是否有资格

享受社会福利的分野。相较而言，全球化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起到了加剧不同人

群之间社会文化分裂趋势的作用。

社会文化因素主要指本民族公民对于多元文化主义和平权的态度对党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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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其反映了人们对进步主义所带来的改变的一种抵制。由于教育背景和生

活经历的差异，民众在面对全球化浪潮时，或采取开放的心态欢迎文化自由，或

反对全球化、排斥移民。而后者更多地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① 这些选民对本

民族群体产生身份认同，并对外来群体形成偏见，从而不断强化本族群与其他族

群之间的区别。偏见的起源被视为占人口多数的群体对特权受到威胁的防御性反

应。② 其强调民族国家应该完全由本民族成员居住，他族成员的到来将对民族国

家构成威胁。③ 这种威胁通常基于象征性威胁，即由于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

的差异，产生的本民族的优越感与对他族的排斥情绪，体现了本民族受外来移民

的非经济冲击时所表现出的抵触心理。④ 在西欧，新左派为吸引中间选民而更加

强调普遍价值观、文化自由主义，忽略了中下阶层的诉求，使得后者对于左翼党

派的支持收缩。⑤ 这些选民由于担心来自非西欧国家的移民对社会造成影响，纷

纷转投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这些支持者多为较为年轻或年老的男性、受教育程度

较低者、劳工、小资产阶级，以及日常从事非体力劳动但不存在国际竞争的普通

雇员。⑥ 其中，劳工阶层对多元文化的排斥更为明显，其在应对移民带来的文化

挑战方面显得更加力不从心。⑦ 另有学者认为，那些社会地位与移民相似的群体

更有可能将移民视为威胁。⑧ 由于这些人无法完全融入社会，因此需要一个组织

将其进行整合以寻求归属感，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对民族主义的强调满足了

上述群体的诉求。例如，德国选择党在２０２１年的竞选纲领中对多元文化主义的

意识形态持坚决反对的立场，指出其将对主流文化构成威胁。该党认为，不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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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无法在一个国家共存，主流文化应该代替多元文化。① 基于此，选择党建立了

一种有利于德意志人的话语体系，并表明外来移民对德意志人的生存构成了威

胁。此外，“文化抵制”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ｂａｃｋｌａｓｈ）助推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繁荣。

近几十年来，代际人口更替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扩张激起了年长、保守群体的

威权主义反弹。这些人失去了社会话语权，并认为其核心规范、价值观和传统身

份受到威胁，因此对移民、全球化和进步的文化价值观产生了愤怒和怨恨的

情绪。②

就社会福利政策而言，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形塑了民众对福利国家的态度。身

份认同和对社会的看法区分了 “我们”和 “他者”，进一步塑造了个人将社会福

利的安全网扩展到与自己不属于同一民族的 “他者”的意愿。③ 对公民身份认知

的差异带来了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由于公民身份基于文化或民族的同质

性，因此，只有长期在本国生活的公民才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 “成员”，④ 而大

量外国人的涌入给本民族公民造成了不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捍卫上述关于公民

身份的排他性定义，将移民视为 “入侵者”。由于民族国家是公民身份和权利的

载体，⑤ 因此社会福利的享受作为一种权利，需要民族国家实现。在这之中，民

族国家需要对何种身份的公民提供社会福利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当狭义的民族

国家意味着居住在其中的公民具有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时，对于外来移民而言，

其是否可以被认为享有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进而是否可以享受福利，是相关民

众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关注的焦点。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不能孤立来看，二者共同推动了

福利沙文主义政策的发展。综合威胁理论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ｈｒｅａｔｔｈｅｏｒｙ）包含了对民

６５

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２３年第二辑 总第十八辑）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ｆ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Ａｂｅｒｎｏｒｍ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ｍ ｄｅｒ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ｆü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ｆüｒｄｉｅＷａｈｌｚｕｍ
２０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ｆｄｄｅ／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２１／０６／２０２１０６１１＿Ａｆ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
２０２１ｐｄｆ

ＰｉｐｐａＮｏｒｒｉｓａｎｄＲｏｎａｌｄ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Ｂａｃｋｌａｓｈ：Ｔｒｕｍｐ，Ｂｒｅｘｉｔ，ａｎｄ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Ｒｏｎａｌｄ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ａｎｄＰｉｐｐａＮｏｒｒｉｓ，“Ｔｒｕｍｐ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ａｒｔｉｅｓ：ＴｈｅＳｉｌｅｎｔ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ｖｅｒｓ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１５，２０１７，ｐｐ４４３－４５４

ＲｏｍａｎａＣａｒｅｊａａｎｄＥｌｏｉｓａＨａｒｒｉｓ，“ＴｈｉｒｔｙＹｅａｒｓｏｆＷｅｌｆａｒｅＣｈａｕｖｉｎｉｓ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
ｇｅｓ，”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３２，ｎｏ２，２０２２，ｐｐ２１２－２２４

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Ｂｅｔｚ，“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ｒｙ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ｉｎｔｈｅ１９９０ｓ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ＡＴｈｒｅａｔｔｏ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Ｒｉｇｈｔ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Ｐａｐｅｒｎｏ９，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２００４

朱浩：《欧洲移民潮中的公民身份和福利政治》，《欧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５３—６８页。



众享有社会福利权利的所有威胁因素。① 该理论认为，威胁不仅存在于现实的稀

缺性商品冲突，还与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下降息息相关。② 外来群体不仅被视为

对本民族民众经济利益的挑战，还对其文化认同和政治权力构成挑战。③ 因此，

综合威胁理论认为，经济威胁是由物质资源，如高薪工作、负担得起的住房和福

利提供的竞争造成的，且植根于外来者对这些稀缺资源造成威胁的固有印象；象

征性或文化威胁则源于群体间对既定社会秩序、文化传统和共同规范、价值观和

信仰的冲突。因此，当群体内成员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受到外来群体

的挑战时，就会感受到象征性威胁。④ 不同的他族可以被视为经济威胁、文化威

胁或两者的结合，即 “综合威胁”。⑤ 对移民对东道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的担忧成

为本民族民众对移民主观偏见的合法性外衣。⑥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选民感知的经济威胁，还是社会文化威胁，都不一定

是客观存在的不利因素。⑦ 民众对经济形势、个人社会地位的 “误判”可能带来

对移民和移民的福利政策的排斥。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利用这一 “误判”，放大

民众对全球化和移民的恐惧，⑧ 造成民众对现实的扭曲看法和危机感。⑨ 民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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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危机意识彼此塑造，① 民众所认知的经济社会文化危机不仅触发了民粹主

义，而民粹主义也在催化危机。② 如上文所述，对于移民 “搭福利便车”的指摘

忽视了移民对东道国财政的积极贡献和其福利领取资格上的 “次公民”待遇。③

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的统计显示，成员国中移民在税收和缴费方

面的比例超过了政府为其提供的社会保护、医疗和教育支出；④ 从移民个人角度

而言，其最多可以享受与东道国民众相同的福利水平，且通常情况下其实际获得

的福利更低。⑤ 以英国为例，新世纪以来，来自欧盟的移民为英国带来积极的财

政贡献。移民缓解了英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短缺困境，其年轻化、受教育程度

较高、工资水平较低等特质为英国创造了更多财政收益。与之相对比的是，由于

英国对移民设置较苛刻的福利申请条件，⑥ 加之信息不对称或语言障碍，许多欧

盟移民在申请社会福利时存在众多困难。因此，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间，欧盟移民对

英国财政系统的贡献比他们获得的转移支付和福利收益高出４％，而英国本土居

民的贡献比收益低７％。⑦ 德国的研究也显示，移民进入德国将会弥补本国劳动

力不足的困境、降低工资成本并促进经济增长。⑧

总结而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票寻求策略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该类型政

党回应了选民对于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关切。与之相对比的是，主流政党或不愿回

应、或无法回应相关诉求，给底层民众造成了被抛弃的感觉，其纷纷 “投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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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从这方面来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策立场，无论在政

治上是否可行，都不应被视为仅仅是空洞的民粹主义诱惑，而是为被抛弃的社会

中下层民众提供宣泄的出口。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福利沙文主义政策，缓和了

西欧政治中的 “回应性危机”。

（二）以身份认同为前提寻求执政或组阁

作为在政治谱系中均居于右侧的政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主流右翼政党都

强调保守主义立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要想在联合政府中谋得席位，只能尝试与

主流右翼政党组阁。然而，两者间面临着政策冲突。主流右翼政党将经济表现作

为执政优先目标，在竞选时往往强调经济政策，并注重财政责任，因而更提倡社

会福利的适度支出，这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为 “应得者”扩大福利给付的目

标相悖。① 因此，为了上台执政或与主流政党联合组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何

将其福利沙文主义政策 “渗透”进主流右翼政党的政策中？

诚然，许多学者指出，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并不是主流右翼政

党的第一选择。然而，这一判断也有所松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诸多国家

取得了成功，在几个国家成为了联合政府中的一员，或者是反对党的中坚力

量。② 例如，２０２２年９月的意大利议会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意大利兄弟

党、联盟党和中右翼的意大利力量党 （ＦｏｒｚａＩｔａｌｉａ）组成新联合政府。意大利兄

弟党甚至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党首梅洛尼任总理。③ 同月的瑞典议会选举中，瑞

典民主党成为第二大党。虽然其没有成为新政府中的一员，但新执政联盟已经与

民主党签署了合作协议，承诺将与后者紧密合作。④ 法国国民联盟虽然在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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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总统大选中未能获胜，但成为议会的最大反对党。此外，与其他政党一样，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内部也存在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分化，① 后者试图软化其极端排

外主义政策，因而其更加温和的政治主张对于吸引主流政党的组阁方面具有一定

的优势。而基于反精英的意识形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主流右翼政党相似，对

工会持保留态度。② 因此，瓦解法团主义并削弱精英的政策更容易获得主流右翼

政党的支持，并侵蚀左翼政党等竞争对手的权力基础。③

就社会福利议题而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倾向于在再分配和放松管制政策方

面与主流右翼政党进行博弈。由于两个政党分别以上述两个政策为其核心议题，

因此，谋求联合政府职位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面临着权衡：支持主流右翼政党的

放松管制和福利紧缩政策会失去其劳工阶层选民，而捍卫劳工阶层选民的利益将

会危及与主流右翼政党的联盟政策。为了赢得选民支持并同主流右翼政党保持合

作，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会捍卫再分配现状，而在放松管制领域进行让步。④ 在此

情况下，同选民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社会文化诉求相似，身份认同亦成为右翼民

粹主义政党的主要抓手。以身份认同为前提，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保护 “应得”

的福利接受者的社会福利政策迎合了劳工的需求；对于被视为 “不应得”的福

利接受者则进行福利紧缩，迎合了主流右翼政党的主张并重申了其反移民政策。

具体而言，其福利沙文主义政策分为两类：直接福利沙文主义和间接福利沙文主

义。直接福利沙文主义是在立法改革时明确将移民等认定为不应享受福利的个

人，从而排除在社会保护之外或降低社会保护水平，如在社会救助领域排除对移

民的帮扶；间接福利沙文主义则是泛化政策所针对的对象，即政策既适用于本民

族公民也适用于移民，但将对移民在福利削减或条件满足方面产生更大的影响。

例如，在劳动力市场领域，满足最低工作时间的个人才可以领取相应福利。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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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更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因而其无法获得足额的福利。① 在家庭政策领域，由

包括丹麦人民党在内的联合政府在欧债危机期间提出了紧缩的家庭政策，将家庭

福利额度缩减５％，并降低最高享受额度。其中，只有拥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可以

享受足额家庭福利，第三个孩子仅可获得７５％的福利，多于三个孩子则无法获

得相应福利。这种紧缩型的家庭政策会牵涉所有家庭，但对于移民家庭的损失更

大，因为其往往比本民族家庭拥有更多的孩子。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政策的基

础上，丹麦人民党还对移民设定了额外规则，规定新移民家庭无法享受家庭福

利。只有在本国居住时间达到六个月的移民，才可以获得２５％的家庭福利，并

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而逐步增长，直至居住两年可获得足额福利。② 可以说，直

接福利沙文主义和间接福利沙文主义都在丹麦人民党的家庭政策中得到了充分体

现。此外，即使是以普遍性福利政策著称的北欧模式，由于移民人数的攀升，右

翼民粹主义政党也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对移民政策的批评中。在瑞典、挪威和芬

兰三个国家中，虽然完全排斥移民的福利沙文主义政策在国内并不明显，但上述

三国规定，移民需要获得公民身份才能享受平等的福利保障。③ 总体而言，来自

非欧洲的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由于与欧洲文化差异较大而受到更多

排斥。④

因此，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试图将其在选举和议会中的优势转化为对福利

沙文主义政策的强调，即诉诸将移民排除在社会福利以外的方式，既迎合了本民

族公民的诉求，也完成了有针对性的福利紧缩。通过对本民族民众进行福利再分

配，而将移民排除在社会福利之外，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实现了社会福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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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文主义”。通过这种身份认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满足了主流右翼政党的议

题诉求，从而保留了其在政府谋求职位的可能性。

三　福利沙文主义背景下主流政党的政策调整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重构了欧洲政党格局，对主流政党造成了侵蚀。对于主流

政党而言，选票分流会带来政策调整，从而促进或淡化民粹主义政党提出的特定

议题。① 在反移民、反全球化领域，为迎合选民需要，无论是主流左翼政党还是

主流右翼政党都表现出普遍的 “右转”倾向。作为纷纷向新自由主义政策趋同

的主流政党而言，通过把福利紧缩引发的民众愤怒转嫁给 “他者”，营造出的话

术是对党派利益的最佳保护。主流政党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

政治诉求，开始强调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关注移民、多元文化主义、民族认同

等议题。② 通过这种方式，主流政党向选民发出信号，即其也关注并致力于在相

同议题上发声。这种 “适应性战略”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让主流政党通过

承认该议题的合法性和重要性，并选择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相近的政策定位，试

图削弱后者的立场独立性，③ 以赢得部分选民。通过在限制移民方面的适度让

步，主流右翼政党在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博弈的过程中试图换取在经济社会领

域更多的回旋余地。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将选民的反移民情绪

政治化，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主流政党认同其立场，但总体而言后者的反移民

情绪更加温和。④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出现带来了反移民情

２６

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２３年第二辑 总第十八辑）

①

②

③

④

ＺｅｙｎｅｐＳｏｍｅｒＴｏｐｃｕ，“Ｔｉｍｅｌｙ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ａｓ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ａｒｔｙＰｏｌｉｃｙＣｈａｎ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７１，ｎｏ１，２００９，ｐｐ２３８－２４８；ＴａｒｉｋＡｂｏｕＣｈａｄｉ，“ＮｉｃｈｅＰａｒｔｙＳｕ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ＰａｒｔｙＰｏｌｉｃｙＳｈｉｆｔｓＨｏｗＧｒｅｅｎａｎｄＲａｄｉｃａｌＲｉｇｈｔＰａｒｔｉ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ａｃｔ，”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４６，ｎｏ２，２０１６，ｐｐ４１７－４３６；ＢｏｎｎｉｅＭＭｅｇｕｉ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ｎｅｑｕａｌ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Ｐａｒ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ＮｉｃｈｅＰａｒｔｙＳｕｃｃｅｓｓ，”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９，ｎｏ３，２００５，ｐｐ３４７－３５９

ＪｅａｎＹｖｅｓＣａｍｕｓ，“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ＲｉｇｈｔｉｎＦｒａｎｃｅ：Ｒｅｄｒａｗ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ｐｔｏｂｅ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ｉｎＮｏｒａＬａｎｇｅ
ｂａｃｈｅｒａｎｄＢｒｉｔｔａＳｃｈｅ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ｅｄｓ，ＩｓＥｕｒｏｐｅ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Ｐａｔｈ？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Ｐｏｐｕ
ｌｉｓｍ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Ｂｅｒｌｉ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ｂｅｒｔＳｔｉｆｔｕｎｇ，２０１１，ｐ８３；ＭａｒｔｉｎＳｃｈａｉｎ，“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ａｎｄ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Ｗｅｓ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２９，ｎｏ２，２００６，ｐｐ２７０－
２８９

王聪聪：《西方政党政治中的议题所有权理论：研究进路与理论反思》，《欧洲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５
期，第５５—７１页。

ＣａｓＭｕｄｄｅ，“ＴｈｒｅｅＤｅｃａｄｅｓｏｆ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ａｄｉｃａｌＲｉｇｈｔＰａｒｔｉｅ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ＳｏＷｈａ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５２，ｎｏ１，２０１３，ｐｐ１－１９



绪。实际上，主流右翼政党的反移民立场是先于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合组阁

而存在的。① 对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较为弱势的国家而言，主流右翼政党也有可

能实施严格的移民政策，因为这些政党将其视为一个在未来会有影响力的

议题。②

在社会福利领域，其鲜明的政策分野决定了选民的选择并架构了政党的选

举策略。因此，主流左翼政党与主流右翼政党的竞选策略存在差异。由于左翼

政党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存在更为直接的竞争关系，因此与对待移民的态度相

反，左翼政党作为执政党的国家，其社会福利立场并不会右转，反而会采取更

加具有左翼色彩的政策，以应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票分流，即通过 “对

抗性战略”（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增加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策距离。③ 由于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社会福利政策话术实际上源于左翼政党的政策主张，因此

左翼政党将普遍性的福利国家政策视为其主要立场。简言之，由于左翼政党拥

有社会福利和社会正义议题，因此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社会经济弱势群体的吸

引力对左翼政党产生了更直接的威胁，后者有更强动力在社会福利方面采取更

加鲜明的立场，以挑战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议题主张。④ 此外，主流左翼政党

还会通过关注社会投资政策来扩展新社会风险下的社会政策，从而吸引中产

阶层。

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相比，主流右翼政党由于更强调经济自由主义，因此其

并不排斥作为劳动力的欧盟内移民的福利享受，只对非欧盟移民的福利持更加严

格的态度。⑤ 面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福利沙文主义主张，主流右翼政党普遍反

对多元文化主义并适当保留社会福利政策。⑥ 另有学者指出，与没有右翼民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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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政党参与的右翼政府相比，由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参与组阁的政府更倾向于对自

由市场和福利紧缩政策持保留态度，① 这表明主流右翼政党适当吸纳了右翼民粹

主义政党的福利沙文主义政策，以吸引保守的劳工阶层。例如，２００６年，作为

首次参加议会二院选举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荷兰自由党便获得了９个席位，成

为当年的一匹黑马。为此，主流右翼政党自民党 （ＶＶＤ）吸收了自由党的政策，

规定移民只有在荷兰工作十年后才可以获得相应的社会福利，并对移民的语言能

力进行划定。②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的奥地利政府由中右翼政党奥地利人民党 （?ＶＰ）

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奥地利自由党联合组阁。政府规定，对于没有通过德语水平

测试的难民只能领取５６３欧／月的社会救助金，与该国最低收入线的８６３欧／月相

距甚远。除此之外，对于移民家庭，若只有一个孩子，则可以获得２５％的额外

救助金；若有两个或三个孩子，则只能分别获得１５％和５％的额外救助金。③ 由

此可见，中右翼政党在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合组阁的过程中，也适当吸收了后

者的政治诉求，对于 “他者”采取更严格的排外政策。需要说明的是，在主流

右翼政党内部，自由党、保守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政策调整存在差异。在限制移

民的福利权利方面，除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强调福利沙文主义外，自由党和保守党

总体而言反对移民的福利扩张，但在程度上比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略显温和。相较

而言，自由党对移民的态度更加开放，④ 保守党则更趋向于民族主义。⑤ 由于对

福利国家制度持更为积极的立场，基督教民主党希望保留甚至扩大移民的权利。

实际上，基督教民主党在福利国家黄金时期是福利国家有效扩张的重要推动力

量，因而也更加支持保持一定水平的社会支出。对于基督教民主党的选民而言，

削减移民的福利，尤其是阻止家庭团聚和难民庇护，被认为是对基督教价值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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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基督教民主党都主张保留移民福利，只是与自由党

和保守党相比，基督教民主党对移民的态度更加温和。因此，若共同执政，自由

党和保守党在移民的福利政策议题上更容易受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策影响；而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若想与基督教民主党达成共识则较为困难。此外，需要指出的

是，即使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是执政党，其也可以间接影响主流右翼政党的政策

制定，① 从而达到削减移民福利的目的，如上文所述的瑞典民主党与新政府间的

合作就是如此。

四　结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困境与发展方向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及其福利沙文主义政策得到广泛认同有其现实因

素。一方面，主流政党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而形成政策趋同，体现出现代民主制

度的多元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具体而言，对于 “全球化的失败者”的诉求，

主流左翼政党通过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福利紧缩等政策拥抱中间选民，从而牺牲

低技能劳工的利益，而主流右翼政党的政策倾向更符合中产阶层的利益，产业工

人陷入了没有政治代言人的困境。② 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政党填补了政治光

谱中的空白，成为维护产业工人利益的政党，③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福利沙文主

义政策得到了众多中下层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民粹主义政党的核心特征

是指责主流政党忽视底层民众，因此对于那些对建制派不满的民众而言，其更加

倾向于通过 “抗议式投票”（ｐｒｏｔｅｓｔｖｏｔｉｎｇ）表达愤懑。④ 选民通过支持右翼民粹

主义政党表达了他们对当前政治制度的幻灭。⑤ 这一过程可能会因为大规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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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增长停滞而异化，使得劳工阶层对传统建制派的反抗意愿更为强烈，①

从而更加强调对多元文化主义和普遍的福利给付政策的排斥态度。鉴于此，福利

沙文主义不仅是社会福利是否慷慨的问题，还涉及福利给付的底层逻辑。② 如果

说左翼政党推动了福利制度的普遍化，扩展了公民和市民权利，那么右翼民粹主

义政党则通过身份认同，致力于将本民族民众与外来者进行区分，从而维护福利

国家的边界。因此，社会福利政策会持续成为主流政党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争夺

选民的核心议题。

虽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反移民和福利沙文主义主张方面影响了主流政党的

相应政策，但若想获得广泛认同，其仍然面临一些困境。第一，在西方民主国家

中，“反歧视法”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其反对基于民族和国籍的歧视性政策。③

这为有意将移民等特定群体排除在社会福利制度之外的政策立法带来了障碍。鉴

于此，相比控制移民流入，通过制定政策将移民直接排除在福利制度之外的做法

并没有得到主流政党的普遍认同，因为这有可能被认为有使民粹主义话语合法化

之嫌。第二，在政治制度方面，对于简单多数的选举制度而言，右翼民粹主义政

党很难获得大规模的民众支持而进入政府。对于混合比例代表制而言，虽然右翼

民粹主义政党可以与其他政党联合组阁，然而，由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了获得

席位必须与主流政党进行协商博弈，而主流政党的议题偏好往往与右翼民粹主义

政党的政策主张相悖。④ 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多为中低收入阶层这一事实

相比，主流政党的选民在社会经济中地位相对较高，因而其普遍没有表现出对移

民的明显排斥。鉴于此，主流政党，尤其是主流右翼政党所谓的 “反移民”“排

外”倾向并没有如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那样极端，这会导致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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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党派间不可调和的可能性。第三，从议题所有方面而言，金融危机后右翼民

粹主义政党的再次兴起只是对现存议题进行重新宣传包装，并没有创造新的议

题。因此，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福利沙文主义政策的可操作空间已经较窄，① 对

选民的长期吸引力有限。第四，如前所述，民粹主义政党内部往往存在温和派与

激进派的分化，一旦进入政府，民粹主义政党更有可能适当软化其政策，从而面

临失去部分中低收入阶层选民支持的危机。鉴于此，虽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欧

洲政党政治格局带来了挑战，主流政党针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福利沙文主义议

题进行了回应和调整，但不能认为欧洲政治已经普遍转向反自由主义，“四大自

由”依旧是欧洲一体化的基石。鉴于此，或许认为主流政党的政策调整是基于

“防御性的”② 更加合适。

就民粹主义政党，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未来发展方向而言，主要有

两个方面。一方面，乌克兰难民的大量涌入可能进一步推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的发展。虽然目前为止，西欧国家选择 “政治正确”，对乌克兰民众报以同

情，纷纷主动接收乌克兰难民，政府也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难民迁徙。然而，

难民的大量涌入对本国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影响。例如，２０２２年约１１０万

乌克兰人流入德国，其中净流入人数达 ９６２万，这一数字已经超过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从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前往德国的难民总数。这使得乌克兰人成

为仅次于土耳其人的德国第二大移民群体。③ 如此多的难民带来公共设施被大

量挤占、财政支出持续高企、地区政府互相龃龉等弊端。随着众多难民涌入北

威州、巴伐利亚州等富庶地区，以及柏林、汉堡等大城市，民众对难民的态度

也逐渐趋于冷静客观。目前来看，这些难民返回母国的愿望正逐渐降低，意味

着这可能带来长期财政支出、移民融合、家庭团聚等一系列问题。诚然，与来

自中东地区的难民不同，乌克兰难民的受教育水平和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由于

历史文化传统的相似性，与中东地区的难民相比，乌克兰难民被西欧国家民众

视为 “兄弟”民族。然而，也有研究显示，中东欧的劳工移民也遭到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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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民众的反感。① 那么，那些未曾因２０１５年难民危机而影响就业的中产阶

级劳动力，却因乌克兰难民的涌入造成职位竞争，该部分民众是否会将难民视

为其生活水平下降的 “替罪羊”？进一步讲，如果主流政党依旧未能回应受移

民影响的本国劳动力的诉求，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是否有可能借由此次危机继续

吸引中下层民众，乃至中产阶级，从而在竞争性选举制度中继续保持优势？这

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可能使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议题选择进一步扩展。人

工智能在给人类提供诸多方便的同时，由于其具有技术工人所不具备的大数据

时代的必要技能，将会给普通劳动者带来更大的、根本性的冲击，传统的社会

契约不复存在。根据推算，超级算法将使计算机胜任发达国家中８０％的工作

岗位，一旦计算机达到了与人类同等智力水平，人类劳动将会被大范围取代，

“不劳社会”将来临，越来越多的人沦为 “无用阶层”。② 如果福利国家依旧以

“工作福利”为逻辑，不进行根本的政策调整，那么 “无用阶层”将无法获得

足够的生活保障并进一步危及政治稳定。诚然，大数据时代提高了劳动生产

率，劳动力市场上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将更加旺盛，形成高技能人才的劳动

力短缺风险。然而，权力和财富将集中在拥有强大算法的精英手中，带来

“数字溢价”，而一般技能劳工则面临失业困境，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

并冲击选举制度。从人口结构而言，一般技能劳工是社会中的中产阶级。随着

技术进步，这些中产阶级将会面临阶层滑落，冲击福利国家的社会结构，并外

溢到政治领域。而具有 “变色龙”特征的民粹主义政党会根据政治环境不断

调整政策倾向。例如，ＣｈａｔＧＰＴ的广泛应用，对众多领域，如编程、文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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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金融保险等带来冲击。① 这些领域曾是后工业时代中产阶级聚集的工作，

这些人拥有较为体面的工资收入。在先进技术大范围取代传统劳动力，对中产

阶级的工作岗位也造成冲击的背景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有可能持续调整其议

题，以期将选民范围扩大到中产阶级，从而在选举竞争中分得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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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对特朗普政府
中东政策的影响

赵　骁

　　 【内容提要】　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与奥巴马政府有明显反差，

采取了 “亲近以色列、联合沙特阿拉伯、遏制伊朗”的激进型政策。

与官僚政治模式、总统个性以及决策圈 “私人化”的分析视角相比，

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更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利益集团通过游

说、资助、影响人事任免和地方经济的方式参与美国政党政治，从而

影响政府和国会推动特朗普采取对以色列 “一边倒”和加强与海湾

阿拉伯国家同盟的政策。与两届民主党政府相比，利益集团对特朗普

政府的中东政策的影响有决策圈 “私人化”、集团间人员流动频繁、

对外政策受到对象国的形塑等特征，这主要是由特朗普的个性、共和

党的传统影响力、特殊的国际环境等因素造成的。特朗普政府的中东

政策主要受到右翼犹太团体、基督教福音派等无形道德利益集团与军

工复合体、化石能源企业等有形产业利益集团的影响。美国中东政策

的反复是其国内政党政治存在严重分歧的缩影，政党更替导致了不同

利益集团对中东政策影响力的升降。特朗普连任失败也体现出利益集

团影响力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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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利益集团；政党政治；特朗普外交政策；美国中东

政策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中东政策发生了显著调整，表现为由奥巴马政府后期的

稳健型转向了激进型。首先，特朗普试图延续奥巴马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和离

岸制衡原则，并依靠地区盟国发挥作用而非美国直接的大规模军事干预。其次，

特朗普与奥巴马中东政策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其扭转了奥巴马时期美国与以色列和

沙特阿拉伯的紧张关系，并放弃奥巴马对伊朗缓和的政策，采取可以被概括为亲

近以色列、联合沙特阿拉伯、遏制伊朗的 “亲以、联沙、遏伊”政策。对以色

列近乎 “一边倒”式的偏袒体现在巩固美以同盟；将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

承认以色列对叙利亚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主权；推动有利于以

色列的巴以 “世纪协议”等。对沙特的联合体现在巩固美沙同盟；特朗普上任

后首访沙特，批准对沙特大规模军售和沙特对美国投资；支持沙特国王萨勒曼

（ＳａｌｍａｎｂｉｎＡｂｄｕｌａｚｉｚＡｌＳａｕｄ）和王储小萨勒曼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ｂｉｎＳａｌｍａｎ）家族

的统治；支持沙特 “２０３０愿景”（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３０）经济战略的实施；支持沙特在伊

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地与伊朗进行代理人战争；等等。而特朗普政府将遏制伊

朗作为中东战略的核心，体现在对伊朗的 “极限施压”：退出 《联合全面行动计

划》（Ｊｏｉｎｔ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ＰｌａｎｏｆＡｃｔｉｏｎ，即 “伊核协议”），恢复并加大对伊朗的

制裁；推动以色列、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共同构建 “反伊联盟”遏制

伊朗；意图同时阻止伊朗拥核、遏制其地区影响力并颠覆其政权；军事上也对伊

朗进行围堵和打压，并且将伊朗革命卫队列为 “恐怖组织”，并以无人机暗杀圣

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 （ＱａｓｅｍＳｏｌｅｉｍａｎｉ），险些酿成全面战争。

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格外关注以色列、沙特和伊朗这三个国家，并尝试以

激进的手段追逐短期利益，以遏制伊朗为主要目标，试图通过政权更迭等方式一

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① 美国中东政策对交易性和临时性工作的重视程度也在

不断提高。② 特朗普政府的激进型中东政策使美国继续深度参与中东事务，有悖

于在中东地区战略收缩的长期宏观战略目标，与奥巴马政府的关注重点和手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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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的区别，导致美国中东战略的实施既不连贯也不一致，显得反复无常。美

国多数的对外政策调整都属于力度的微型变化而非目标的变化，而与奥巴马政府

相比，特朗普中东政策则属于目标的转变，对这种重大政策转型的分析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文献综述

近年来，外交问题正在成为美国国内政治对立的催化剂，出现了国际政治问

题国内化的趋势。① 而中东问题因为同时涉及反恐、宗教、少数族裔、移民、能

源等多个话题，更具复杂性，美国国内政治也深受中东问题的影响。②

对外政策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也服务于国内政治的目标，是国内政治的工

具。③ 与国际体系层面相比，国内政治因素对大国的对外政策更重要，因为国际

体系的压力必须要通过输入国内行为体的互动中才能输出对外政策，政治过程决

定利益分配的方式从而决定对外政策。从国内政治视角出发分析对外政策，强调

国内政治过程和个人的作用。国家并不是现实主义假设的单一理性行为体，政策

选择是国内行为体博弈的结果。

本文综合阐述了三种典型的国内政治理论来分析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即

官僚政治模式、总统个性与小集团思维、利益集团理论。然而，前两者并不能完

全解释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特殊性，利益集团理论能够更有效地解释该问题。

（一）官僚政治模式

官僚政治模式认为国家利益并非清晰和不变的，不同部门对国家利益的认知

有所不同。戴维·布卢姆菲尔德 （Ｄａｖｉｄ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和查尔斯·林德布洛姆

（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ｉｎｄｂｌｏｍ）提出在美国的分散化决策过程中形成了个人和组织行为者之

间的讨价还价。④ 格雷厄姆·艾利森 （ＧｒａｈａｍＡｌｌｉｓｏｎ）和莫顿·霍尔帕林 （Ｍ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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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ｎＨａｌｐｅｒｉｎ）提出的官僚政治模式指出政府内部个人之间的互动决定国际政治

中的政府行为，政策的制定者并不是会进行理性计算的决策者，而是大型组织和

政治行为者的集合体；决策的过程是集团博弈 （ｇｒｏｕｐｇａｍｅ），处于不同职务的

个人和组织彼此相互竞争以影响决策。① 在美国政府中，各部门都希望保护并扩

大自身的既得利益，例如，不受外界影响掌握更多任务、更大的自主性、更多的

资源和人员、更多的财政来源等。② 因此政府最终的决策结果是在协调不同个人

和组织利益的基础上做的非最佳选择。

官僚政治模式认为不同部门的领导人优先追求自己部门的利益，即 “职位

决定立场”。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中各部门确实都曾有分歧和对立的情况。在

奥巴马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国务院、国防部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直存在矛

盾，导致相互牵制和制衡。特朗普轻视外交团队的建设和决策机制，重视下属的

忠诚并喜欢让下属之间相互竞争。③ 他还因为缺乏外交经验而过多地将决策过程

交给对外政策团队，加剧了官僚政治斗争，加大了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并利用

这种不确定性作为政治工具。④ 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 （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ｏｍｐｅｏ）与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 （ＪｏｈｎＢｏｌｔｏｎ）之间的冲突激烈，加之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一职频繁更替，导致国务院和国安会只顾争夺外交事务的主导权而难以有

效地协调合作。

官僚政治模式更适合分析政府内出现明显对立的情况，强调利益冲突和政策

博弈，但是与特朗普政府各部门在其他议题中的激烈斗争不同，特朗普政府中东

政策中各部门立场的一致性远大于差异性，降低了官僚政治模式对分析美国中东

政策调整的适用性。聚焦于某个地区或领域的对外政策可能不是多个部门斗争的

结果，而是由最高领导层在小范围的关键决策者中做出的决定，总统身边的小圈

子可能左右总统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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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朗普的特殊个性与决策圈 “私人化”

美国总统是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最高和最后决策者。杰雷尔·罗萨蒂 （Ｊｅｒｅｌ

Ｒｏｓａｔｉ）认为在官僚政治模式中虽然总统的影响力可能最强大，但是他只是参与

者之一，最终结果可能是各方立场的折中和妥协。① 然而在实际中官僚部门只有

其立场与最高领导人一致时才能有效发挥作用，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产生重要乃至

决定性的影响。在美国行政部门中，总统的个人风格、关注点和介入程度是决策

结构的关键因素。②

特朗普中东政策的调整也受到了他个性特征的影响。③ 特朗普善变的个性打

破了美国外交固有的偏好和规范。④ 他把个人政治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国

内政治凌驾于国际政治之上，要求团队成员必须服务于 “美国优先”（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ｉｒｓｔ），导致个人作用取代部门作用。

特朗普的特殊个性使其特别重视亲信的作用，要求其身边的小圈子成员必须

与其立场一致，这十分容易产生 “小集团思维”。 “小集团思维” （ｇｒｏｕｐｔｈｉｎｋ）

是指 “当人们陷入一个内聚团体时，团体成员对一致的追求取代了进行客观评

估的动机”。⑤ 这意味着当决策团队与外界隔绝并缺乏公平的领导时最终可能会

导致对外政策的失败。特朗普的性格会纵容决策团队顺从自己的意见，用自己的

威望和权威影响其他成员赞同他的选择，压制成员个人的怀疑。小圈子虽然具有

较强的排他性而导致很难接受不同观点，但是小集团思维并不一定会导致外交政

策的失败。

在最近几届美国政府中，决策团队 “小圈子化”是普遍现象，而非特朗普

政府独有的。在小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中，副总统理查德·切尼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ｈｅｎｅｙ）、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ＤｏｎａｌｄＲｕｍｓｆｅｌｄ）、副国务卿博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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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保守派及其支持者结成了小圈子，对伊拉克战争的决策起到了决定性影响。

而后小布什更加依赖先后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的康多莉扎·赖斯

（ＣｏｎｄｏｌｅｅｚｚａＲｉｃｅ）。而奥巴马和特朗普都因为政治根基较浅，更需要忠于自己

的小圈子。

奥巴马的小圈子具有对内封闭性和对外冲突性。① 虽然奥巴马在决策过程中

鼓励广泛的多方辩论与良好的人际互动，副总统拜登和两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

顿 （ＨｉｌｌａｒｙＣｌｉｎｔｏｎ）、约翰·克里 （ＪｏｈｎＫｅｒｒｙ）也都积极参与中东决策，但是

奥巴马的小圈子成员 ［如白宫办公厅主任丹尼斯·麦克多诺 （ＤｅｎｉｓＭｃＤｏｎ

ｏｕｇｈ）、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隆 （ＴｈｏｍａｓＤｏｎｉｌｏｎ）、苏珊·赖斯 （Ｓｕ

ｓａｎＲｉｃｅ）、副助理本·罗兹 （ＢｅｎＲｈｏｄｅｓ）、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 （Ｓａ

ｍａｎｔｈａＰｏｗｅｒ）等人］发挥了更大影响力，使权力更向奥巴马小圈子成员所在的

白宫集中，国防部也遭疏远。② 奥巴马经常与麦克多诺、罗兹等人讨论外交政策

后再通知其他内阁成员。③ 在埃及政策上，奥巴马的小圈子就与希拉里对立。④

奥巴马小圈子成员大多年轻，因此相对务实、追求实效，但也多缺乏外交和军事

经验，而奥巴马也过度依赖其小圈子成员的意见。⑤ 最终导致在阿拉伯剧变的背

景下，美国对介入叙利亚和利比亚内战、延续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打击 “伊

斯兰国”组织等政策上反复多变且滞后。

特朗普也经常在小圈子内做出重要的中东政策。例如在筹划与塔利班及阿富

汗政府在戴维营秘晤过程中，特朗普只与蓬佩奥、博尔顿等极少数幕僚进行商

讨，导致对阿政策前功尽弃。在刺杀苏莱曼尼的决策过程中，只有彭斯、蓬佩

奥、国安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 （ＲｏｂｅｒｔＯＢｒｉｅｎ）、国防部部长马克·埃斯

珀 （ＭａｒｋＥｓｐｅｒ）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 （ＭａｒｋＭｉｌｌｅｙ）参与。国防

部部长詹姆斯·马蒂斯 （ＪａｍｅｓＭａｔｔｉｓ）、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 （ＲｅｘＴｉｌｌｅｒ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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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蓬佩奥也都有绕开官方渠道直接影响特朗普的途径。①

决策团队成员之间关系越好，团队精神越强，出现小集团思维的可能性就

越大。但是有小圈子并不一定会产生 “小集团思维”。特朗普虽然有决策小圈

子，但其内聚性并不强，参与中东决策的成员也并非完全与小圈子成员吻合。

蓬佩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赫伯特·麦克马斯特 （ＨｅｒｂｅｒｔＭｃＭａｓｔｅｒ）、博尔

顿、白宫高级顾问斯蒂芬·班农 （ＳｔｅｖｅＢａｎｎｏｎ）、贾里德·库什纳 （Ｊａｒｅｄ

Ｋｕｓｈｎｅｒ）等对美国中东政策有重大影响力的决策者都一度博得特朗普的信赖，

但他们并不处于同一个强内聚性的小圈子当中，反而相互倾轧严重：库什纳联

手麦克马斯特赶走了班农及其党羽，而蓬佩奥促使特朗普逼走博尔顿。决策团

队成员之间充满矛盾就很难产生小集团思维。这反映了特朗普团队中军人、犹

太裔精英、福音派势力和新保守派之间的差异。② 在小集团思维的视角下，很

难准确回答谁在何时主导特朗普的哪些对外政策，因此具有很大的 “不确定

性”。③ 而无论特朗普政府内人事如何变动，其 “亲以、联沙、遏伊”的中东

政策大方针始终未变。

（三）利益集团的深度影响

美国政治和政府是由相互作用和讨价还价的集团所组成的集合体，其政策结

果也被看作是利益集团对决策过程施压的结果。利益集团是指 “建立在共有态

度基础上的集团，为了建立、维持或增强共有态度所含的行为行事，对社会中的

其他集团或组织提出某些要求”。④ 利益集团只为自身利益而非公共利益服务，

并针对特定议题只向公众提供对他们最有利的事实和解释。⑤ 因此利益集团的诉

求往往是具有短期性且狭隘的，基本上只和与其利益相似的集团互动，但执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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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需要与各种利益集团结盟来使自身合法性最大化。① 利益集团影响政府的偏

好，但是不直接介入决策过程，主要通过捐助竞选资金、动员选票和提供信息的

方式影响行政和立法机构等政治行为体的政策偏好。②

美国的多元化社会和代议制的政治体制，使利益集团能够发挥较大影响。周

琪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的原因之一在于美国多元化和分散化的

外交决策体制允许利益集团发挥较大的影响。③ 特别是美国的政治体制相对开

放、存在着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游说和人事制度、决策机制相对多元化和分散

化、国内和国际事务之间的界线模糊，使得利益集团可以塑造政府的对外政策偏

好。总统和国会议员为了政治利益而回应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诉求，因此特定的

社会利益约束或者塑造政治人物的行为。④

利益集团有不同的偏好，追求的是有形或无形的特殊利益。而利益集团政治

的分化导致本可以缓和的问题难以解决，严重干扰美国对外决策的一致性。本文

将利益集团分为追求无形利益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和有形利益 （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ｉｎｔｅｒ

ｅｓｔｓ）的两类集团，前者主要关注通过保护特定对象而获得的道义利益，后者关

注于维护本群体的物质利益，特别是商业利益。无形利益集团重视的族裔宗教政

治已经和产业利益集团政治一样成为美国多元主义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⑤ 这两

类利益集团本质上都是追求有别于公共利益的特殊利益。

美国中东政策受到国内利益集团及其代表人物的极大影响。⑥ 在有能力影响

美国中东政策的利益集团中，追求无形道德利益的利益集团主要有犹太裔和基督

教福音派两种组织，其构成基于共同的族裔和宗教信仰，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很大

程度上就是为了迎合这两大群体。⑦ 两者都致力于通过影响美国外交决策和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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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来维护以色列的安全。迈克尔·林德 （ＭｉｃｈａｅｌＬｉｎｄ）、约翰·米尔斯海默

（Ｊｏｈｎ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斯蒂芬·沃尔特 （ＳｔｅｐｈｅｎＷａｌｔ）等人认为以色列游说集

团推动美国外交政策向亲以色列的方向发展，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① 美国犹

太裔组织主要通过支持总统和国会议员候选人参加选举、影响媒体和舆论、接近

和影响决策者等方式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② 其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对

国会施加了更关键的影响，可以通过影响竞选资金的能力奖励或惩罚国会议员和

候选人。③ 但近年来美国犹太裔利益集团也出现分化的现象，右翼犹太组织极力

推动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并遏制伊朗，左翼组织则主张推动巴以和谈及 “伊

核协议”。奥巴马时期，美以两国在巴以问题和伊朗核问题的立场分歧严重。特

朗普时期，美国和以色列的右翼犹太势力实现了联合，两国关系高度亲密。④

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不仅依靠美国犹太裔组织，还动员其盟友基督教福音派

等美国宗教右翼势力，所有宗教右翼组织均持亲以色列的立场。⑤ 沃尔特·米德

（ＷａｌｔｅｒＭｅａｄ）指出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最大的宗教派别正是福音派。⑥ 福音派

深入影响了美国的反恐和对以政策。⑦ 特朗普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也是为了赢得白

人福音派选民的支持。⑧

维护有形物质利益的主要有军工复合体与化石能源企业两种利益集团。这两

类利益集团因为商业利益而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更为密切，与阿拉伯裔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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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组成了亲阿拉伯国家利益集团，试图制衡亲以色列的犹太裔和宗教右翼集

团。随着 “９·１１”事件后沙特阿拉伯加大对美国朝野的游说力度，约翰·麦克

阿瑟 （Ｊｏｈｎ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将这个松散的联盟称为沙特阿拉伯游说团体。① 阿拉伯

裔游说团体试图影响美国的巴以政策，但始终要与经验和资源更为丰富的犹太裔

游说团体进行斗争，导致阿裔组织 “从未有效改变过国会的中东政策”。② 而能

源利益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力和干预的动机要比上述其他利益集团小

得多。③

既有文献指出了追求无形利益和有形利益的集团各自的利益偏好和影响美国

中东政策的途径，无形利益集团有着更强的影响力。这两类四种利益集团在中东

问题———特别是围绕巴以问题存在利益冲突，但还无法完全解释为何在特朗普时

期这两类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逐渐减弱，反而共同推动特朗普的激进中东政策。

（四）研究问题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目标包括但不限于保护油气产地和运输航线的安全、

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打击恐怖主义、遏制单个国家建立霸权等战略性

目标，美国官方从来没有表示过宗教利益的重要性。无论是官僚政治模式还是小

集团思维，都假定决策者的目标是具有战略性的，但是无形利益集团推动的族裔

和宗教目标却反映出了美国中东政策非战略性的动机。

官僚政治模式反映了当团队成员之间分歧较大时，会导致政策是折中和妥协

的结果且具有不确定性。小集团思维反映了当团队成员之间分歧较小时，会导致

政策高度一致且容易失败。而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则表现出第三种情况，即团队

成员分歧较大，但政策高度一致，其中东政策的大方向并不以人事变动而变化。

因此，对国内视角的分析需要超越政府决策的层面，深入挖掘政治现象背后的社

会因素，即利益集团如何影响政府的对外决策。而且个人只有通过集团才能参与

政治过程，特朗普决策圈成员的立场反映的是其代表的集团利益。因此与学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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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关注的官僚政治模式、特殊个性与决策圈 “私人化”相比，它们的竞争性解

释假设———利益集团才是影响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关键因素。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利益集团对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产生了什么特殊影

响？下文将首先论述利益集团影响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分析框架。其次论述这

两类四种亲保守派利益集团如何通过游说、影响人事任命、竞选资助、促进地方

经济等方式来影响特朗普的中东政策。最后对利益集团影响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

进行总结并指出利益集团理论的局限性。

二　分析框架

本文提出了利益集团影响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分析框架。如图１所示，以

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等美国中东地区盟国为了能够获取美国的帮助达到联合

“遏伊”的目的，继而通过族裔和宗教认同、军事和商业合作的方式与美国国内

的无形和有形利益集团建立联系。这些利益集团又通过游说、资助、影响人事任

免和地方经济的方式参与到美国政党政治中，从而影响政府和国会推动特朗普采

取 “一边倒”向以色列和加强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同盟的政策。

图１　利益集团影响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机制示意 （简图）

本部分将首先论述利益集团与政党政治之间的互动机制，其次论述上述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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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为何不能有力地影响民主党的中东政策，最后分析利益集团对特朗普政府中

东政策造成特殊性影响的特点和原因。

（一）利益集团与政党政治的互动

利益集团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反映了美国政党政治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联

机制。利益集团通过游说、资助竞选和支持候选人等手段影响决策，但是利益集

团作为社会力量只能通过政党间接影响决策过程。政党政治反映了不同群体和集

团之间的利益关系。

政党是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度性中介。戴维·卡罗尔 （Ｄａｖｉｄ

Ｋａｒｏｌ）将政党定义为 “对某些特定政策有强烈偏好的群体联盟”和 “具有共同

关注议题和自我意识的个体集合”。① 可见政党既是相似意识形态的集合体，又

是利益集团的联盟。

利益集团和政党都致力于推行自身偏好的政策。政党是追求选票最大化者

（ｖｏｔｅ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ｒｓ），必须与利益集团结成更具广泛性的联盟来赢得选举，而利益

集团则是追求政策最大化者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ｒｓ）。② 政党为了选举不得不需要利

益集团的政治支持和竞选资金资助，迎合利益集团的偏好可以在下次选举中继续

保住职位。利益集团相信支持某个政党或政客会带来无形或有形的收益，为政党

竞选和国会工作提供了资金和信息支持，并且让自己的支持者得到关键决策位置

的任命从而实现目标。利益集团还通过议程设置将自身关心的议题转化为政府和

国会也关心的议题。

由于政党代表更大范围的公民和不同利益的广泛联盟，而利益集团仅代表部

分公民，所以需要彼此竞争推动议题。白宫和国会的政党轮替也是利益集团影响

力洗牌的关键时刻。因此政党轮替会导致对外政策的调整，干扰了美国中东政策

的连续性。无形道德和有形利益集团的偏好因依靠不同的政党而存在差异性。

党派分歧反映的是利益集团的博弈，也是国家发展方向的路线之争。美国的

国家利益被两党政治精英代表的不同国内政治和社会利益所构建，因此各自代表

的政治联盟有不同的对外政策偏好。由于政治极化导致国会中两党席位差距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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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两党意识形态差距的扩大，所以利益集团在选举中同时支持两个政党的情况更

少了，特殊利益集团与某个政党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和团结。因为两党背后不同

的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目标和方式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排序，所以导致美

国对外政策产生严重分歧。

与国内政策相比，两党在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上分歧较弱，但是因为右翼犹

太团体和基督教福音派等无形利益集团的高度参与，使得美国的中东政策容易被

意识形态因素干扰，偏离了战略性目标，而越发非理性化。两党除反对大规模军

事干预外无法在中东政策中完全达成共识，因此很难对美国的中东战略进行长期

规划并监督落实。不同政府的中东政策反映了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偏好。特朗

普的中东政策显示出共和党惯用的 “高压胁迫”，而民主党的特点是 “软硬兼

施”，① 这恰恰体现出奥巴马和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建立在不同的国内政治逻辑基

础上。②

政党的价值取向、外交偏好也不必然由利益集团决定，而有着自身的演化过

程。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现象导致身份政治重要性的上升。共和党的基督教认

同越来越强，反映了当前政治极化格局下两党正在形成基于价值观认同而非经济

利益的 “跨阶级联盟”， “文化—身份”认同的观念冲突正在取代 “经济—阶

级”矛盾的经济周期成为美国政党政治演化的首要矛盾。③

利益集团在外交决策中发挥最明显的作用是影响政府的政策选择。随着特朗

普领导的右翼民粹运动崛起，共和党对外交与安全战略的定位越来越表现出带有

冷战思维的现实主义。④ 在共和党内部经济民族主义者执掌经济、新保守派控制

外交、宗教右翼主导文化的过程中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决策者的主导观念和重

要民意基础。在当前美国激烈的 “文化战争”和政党极化的背景下，共和党正

在与白人基督教的身份认同逐渐绑定，这导致无形道德利益集团可以决定共和党

的中东政策偏好，特别是将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矛盾描绘为黑白分明的宗教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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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斗争。共和党和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倾向使其不信任 “伊核协议”的有效

性。而化石能源和军工产业与新保守派的利益一致，都从美国的武力干涉中获

益，同时满足了特朗普 “能源主导”、 “制造业回流”、 “美国优先”等政策主

张，这两种有形利益集团与共和党的合作关系在特朗普时期进一步加深。

与共和党相反，近年来民主党逐渐与多元文化和全球主义的身份认同绑

定。因此包括犹太教正统派和基督教福音派在内的宗教右翼对民主党影响力的

弱势导致无形道德利益集团几乎难以影响民主党的中东政策，使得拜登政府可

以继续推行战略收缩和离岸平衡，对以色列的态度也更加理性而非受无形道德

观念的约束。民主党对多边主义原则和国际道德责任的坚持使其相信 “伊核

协议”可以有效解决问题。就产业利益集团而言，化石能源产业是本土主义

和保守主义的代表，环境和气候议题则是后工业文明的关注点。奥巴马和拜登

政府推行的 “绿色新政”源于民主党多年来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更根植

于民主党对美国未来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宏观战略，而化石能源产业并

未占一席之地。

利益集团对两党影响力的共同点在于军工复合体和犹太裔群体仍具有跨党派

的持久影响力。因为军工产业遍布美国各州，已经与美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地理

融为一体，而且两党许多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都有着服役经历，扩大军事装备出

口也是两党政客共同推动的目标。长期以来，过度保护以色列是美国重要的外交

和政治原则，两党都将支持和保护以色列视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和政治合法性来

源。但是２０１５年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在未告知白宫的情况下邀请以色列总理本

雅明·内塔尼亚胡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Ｎｅｔａｎｙａｈｕ）访美，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拒绝

接见，体现出将以色列议题引入党争的功能性，使是否坚持美以特殊关系成为党

派问题。① 美国犹太裔内部正统派与非正统派的分化只会影响共和党或民主党在

巴以问题中的偏好，但仍然会让两党都将巴以问题视为联系国内合法性和国际战

略的重要复合型议题。

（二）利益集团对民主党政府中东政策的影响

在奥巴马和拜登两任民主党政府时期，在美国中东政策中对沙、以、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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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取向都有别于特朗普政府，体现为奥巴马政府对沙特和以色列的冷落、推

动对伊朗的缓和并从中东地区撤出军事力量转移到亚太地区。拜登政府则力图

纠正特朗普的中东政策，试图重返 “伊核协议”并避免中东政策被以色列、

沙特等盟国过多牵制的局面，以及在 ２０２２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稳定国际油价，

最终以机制化而非 “私人化”的中东外交机制重拾地区事务主导权。① 民主党

政府的中东政策体现出部分利益集团的失势以及民主党的政策偏好，使相关利

益集团难以阻止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上文两类四种利益集团对民主党政府

影响力较弱的原因在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奥巴马和拜登并不像以往的美国领导人具有鲜明的亲以立场，两人都

曾表示支持巴以 “两国方案”。两任政府也都希望将美国战略重心尽快转向亚太

地区，不希望中东地区有新的麻烦。然而以色列游说集团对奥巴马政府和国会的

影响力仍然巨大，例如奥巴马原已任命傅立民 （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ｒｅｅｍａｎ）为国家情报委

员会主席，但遭到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反对而被迫取消。

拜登执政后也不再完全偏袒以色列，而是希望通过援助巴勒斯坦赢得阿拉伯

世界的好感，同时迎合民主党进步派在巴以问题中的立场。国务卿安东尼·布林

肯 （ＡｎｔｏｎｙＢｌｉｎｋｅｎ）等非正统派犹太人执掌美国外交事务和美以关系， “犹太

街”等自由派犹太组织的影响力再度提升。但是，非正统派犹太人也同样关心

巴以问题，保障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和美以特殊关系也是美国中东战略和美国国内

政治的底线要求。在新一轮巴以冲突发生后的２０２１年９月，众议院通过法案向

以色列提供援助用于完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未来巴以问题仍将在美国国内受到

持续的特别关注。

第二，民主党对宗教群体的依赖度较小。包括福音派在内大多数基督教派系

对民主党的影响力都比共和党更弱，共和党选民比民主党选民更加虔诚：４６％的

共和党选民和３２％的民主党选民每周或几乎每周都参加宗教仪式；９％的共和党

和超过２０％的民主党选民没有宗教身份；６０％的共和党和４６％的民主党选民表

示宗教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② 民主党选民对犹太教、天主教、卫理公

会、浸信会、福音派、原教旨主义基督教等关心以色列的宗教团体的态度也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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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选民更差。①

特朗普政府的结束标志着福音派对白宫的影响力大幅下降。拜登本人虽然是

天主教徒，但是他在国内社会问题的立场大多与民主党的世俗主义、多元文化主

义和自由主义保持一致。加之民主党对宗教群体的依赖比共和党更小，使拜登不

必像特朗普那样试图通过 “一边倒”亲以的方式来赢得宗教群体的支持。

第三，奥巴马上台后致力于从中东地区战略收缩，特别是军事力量的收缩。

在债务危机的沉重压力下，奥巴马政府大幅削减国防开支，还计划裁撤军队并关

闭部分军事基地。② 奥巴马在其任内更换了三位国防部长，军费开支的缩减和国

防部长的频繁更换都体现出国防部地位的下降。

虽然拜登政府一度暂停了特朗普政府末期与沙特和阿联酋的军购订单，但最

终仍予以批准，可见美国军工复合体影响力之大已经超越了两党分歧，将自身的

集团利益嵌入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当中。中东地区未来仍将是美国军工业不可忽视

的市场，但与欧洲和印太地区相比并不是最重要的。

第四，民主党在国内外大力推行其 “绿色新政”战略，在鼓励新能源产业

发展的同时力求能源独立，摆脱美国对中东油气能源的依赖。气候变化是民主党

最具标志性的政策议题，因此与共和党相比，民主党政府受化石能源企业的资助

也更少，导致与沙特等海湾地区产油国盟友关系的进一步松动。

（三）利益集团对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特殊影响

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特殊性就在于上述四种利益集团对其决策过程的影响

比民主党政府大。利益集团对特朗普中东政策的影响有如下特点。

第一，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决策圈非常 “私人化”，几个关键人物集中发

挥重大影响。在国际层面，特朗普通过库什纳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沙特王

储小萨勒曼、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 （ＭｏｈａｍｅｄｂｉｎＺａｙｅｄ）

等国家领导人建立紧密的私交；在政府层面，彭斯、蒂勒森、蓬佩奥、马蒂斯、

博尔顿等人亲以、亲沙、反伊的立场十分坚定；在社会层面，围绕在特朗普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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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则是谢尔顿·埃德尔森 （ＳｈｅｌｄｏｎＡｄｅｌｓｏｎ）、科赫 （Ｋｏｃｈ）兄弟等利益集团的

代表人物。

第二，政府和利益集团之间的 “旋转门”现象明显，人员流动频繁。上述

利益集团之间存在交叉任职现象，即同一人可以代表数个利益集团。特朗普政府

的人员组成也呈现出军工复合体、宗教右翼、商业精英和犹太精英相互影响的格

局。比如蓬佩奥同时具有福音派、军工业、能源企业三重身份背景。右翼犹太团

体、军工复合体、化石能源企业、保守派智库之间的人员流动频繁，体现出共和

党保守派政治网络的复杂性和紧密性。

第三，在利益集团的影响下，美国的对外政策容易受到对象国的形塑。而特

朗普政府的利益却与以色列和沙特等国的国家利益高度一致，共荣共损。以色

列、沙特、阿联酋等国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共同激化美伊矛盾。支持以色列的

福音派是共和党选民基本盘，右翼犹太裔人口虽然不多但增长迅速，正统派精英

的影响力也很重要。而美国从沙特、阿联酋等国可以获得军售、贸易和投资的实

际利益，并抢占伊朗退出的油气市场，这些都与特朗普的 “美国优先”理念

相符。

利益集团能对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产生更重要影响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特朗普对个人政治利益的重视超过国家利益，力求将个人利益最大化

而非国家利益最大化，其个人特性导致利益集团更容易影响其决策小圈子。刁大

明指出特朗普政府秉持 “美国优先”理念的特殊性就在于其没有接受建制派精

英们关于国家利益的构建，而是强调回应对其至关重要的基本盘与关键群体。①

“美国优先”也意味着美国利益集团利益优先，让外交完全服务于内政，服务于

有利于白人产业工人的 “制造业回流”目标。因此特朗普中东政策的选择也有

强化国内关键个人、组织和群体对其支持的动机。

第二，特朗普作为华盛顿建制政治 “局外人”的身份，较为缺乏中东问题

专家和顾问班底，使亲共和党的利益集团对其人事任命举荐有着更多的可操纵空

间。同时，共和党强调宗教与传统价值观、强大国防并支持大企业和工商业发

展，而福音派信徒、化石能源企业、军工企业也广布于中西部和南方各州等共和

党保守派的传统势力范围。特朗普既为了回报这些利益集团对他的支持，也为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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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刁大明：《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逻辑、成因与影响》，第２２页。



大自己的选民基础，通过 “亲以、联沙、遏伊”的政策利用共和党既有的政治

社会结构团结保守派并改造共和党。这两类四种利益集团对特朗普政府的影响力

因此提升，但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是有差异的，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决策过

程就是对国内不同集团利益的分配。

第三，特朗普政府所处国际环境具有特殊性。从国际层面分析，奥巴马政府

主张与伊朗缓和的原因是急于从全球反恐战争中抽身，将美国的战略重心从中东

转移至亚太，服务于 “亚太再平衡”战略，但是又没能应对好阿拉伯剧变和利

比亚、叙利亚两场内战爆发的新中东地缘政治局势。

特朗普中东政策调整的地区局势背景是巴以问题作为美国中东政策曾经的核

心正在让位于伊朗问题。① 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迅速崛起让以

色列和沙特同时感受到了威胁，具有遏制伊朗的共同目标。因此注重政治和宗教

利益的无形利益集团与强调商业利益的有形利益集团可以构成议题联盟共同影响

特朗普政府推行 “亲以、联沙、遏伊”的中东政策。随着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伊拉克

拉瓦、２０１９年３月叙利亚上巴古斯战役的结束和同年１０月 “伊斯兰国”头目巴

格达迪被击毙，“伊斯兰国”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迅速下降，特朗普政府的中

东战略重点得以从反恐战争转向遏制伊朗。

三　无形道德利益集团的影响

无形道德利益集团主要关注目标对象的物质利益而非自身群体的物质利

益，对目标对象物质利益的帮助可以满足自身群体的精神层次道德需求。美国

右翼犹太团体和基督教福音派长期通过游说、资助和人事举荐等方式促使美国

政府和国会保护、扶持、援助以色列。无形道德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

影响力是持久的，因为美国犹太裔和基督教福音派基于自身族裔和宗教的长期

身份认同是代际传承的，根植于血统和精神层面的族裔和宗教身份也极少因为

政治经济的外部环境变化而改变。因此，无形道德利益集团对重视保守主义传

统道德观念的共和党有着极深的影响，更擅长动员广大基层民众为政党的选举

活动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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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右翼犹太团体

美国和以色列的犹太群体长期保持密切联系。美国有大量极具影响力的犹太

裔组织，充当着两国之间的桥梁和代理人，并致力于在美国社会促进亲以共识，

主要通过影响人事任命和竞选资助的方式影响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但因为同

时受到以色列和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影响，美国犹太群体内部也产生了分歧，出

现了 “双层极化”的现象，① 并不完全支持美国政府的亲以政策，亲以两党共识

已被削弱。

近年来，亲共和党的右翼犹太团体不断渲染 “伊朗威胁论”并通过游说特

朗普政府推出反伊政策。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以两国关系降至低点。受美国宗教右

翼势力支持的特朗普上台后与内塔尼亚胡政府合作甚密，特朗普上任之初颁布针

对部分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后，以色列第一时间明确表示支持。特朗普就任不

到一个月，内塔尼亚胡便访问美国，还表示特朗普政府退出 “伊核协议”具有

重大历史意义，并感激特朗普的努力。②

（１）人事任命。

虽然正统派只占美国犹太裔人口的１０％，③ 但特朗普身边的犹太裔精英多

出自正统派。他们影响了特朗普的亲以立场。特朗普政府的以色列政策主要由

以下正统派犹太裔精英参与制定：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大卫·弗里德曼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反对 “两国方案”；特朗普竞选顾问、国际谈判特别代表、中东和

平特使杰森·格林布拉特 （ＪａｓｏｎＧｒｅｅｎｂｌａｔｔ）坚持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犹

太人定居点是合法的；特朗普更是将致力于 “彻底解决”巴以问题、实则偏

向以色列的 “世纪协议”交由他的正统派犹太裔女婿、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

操办。

库什纳和小萨勒曼王储、内塔尼亚胡总理、穆罕默德王储等中东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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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着密切的私人联系，他还亲自推动阿联酋、苏丹、巴林、摩洛哥等国与以色

列建交，并调停沙特与卡塔尔的外交危机。库什纳实质上处于特朗普政府中东决

策圈的核心位置，还促成亲阿与亲以、无形利益集团与有形利益集团结成议题联

盟，促使他们支持特朗普的国内外政策。库什纳在美、沙、以、阿之间穿针引线

构建遏制伊朗的同盟，并帮助促成美国向沙特出售巨额军备。小萨勒曼曾称库什

纳为其在沙特国内权力斗争中提供了情报支持，① 特朗普离任后库什纳创立了一

家私募股权公司，该公司总资产２５亿美元中的２０亿美元来自沙特主权财富基金

的投资。② 体现了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后，特朗普—库什纳家族仍与沙特有着

密切的往来。

（２）竞选资助。

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犹太裔博彩业巨头埃德尔森在美国保守派中具有巨大

影响力，他于２００８年创办免费日报 《今日以色列》（ＩｓｒａｅｌＨａｙｏｍ）大力宣传内

塔尼亚胡。埃德尔森夫妇在２０１６年大选中向共和党捐赠８０００万美元，向特朗普

捐赠３５００万美元；２０１８年为共和党捐款１２４亿美元；在２０２０年大选中为特朗

普和共和党投入了超过２１５亿美元，他曾称向共和党捐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

影响美国对以政策。③ “犹太裔共和党联盟”等右翼犹太组织也得到埃德尔森的

大力支持。埃德尔森还极力促成了特朗普政府将美国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２０１８

年特朗普向埃德尔森的妻子授予总统自由勋章。２０２１年１月埃德尔森去世后，

内塔尼亚胡表示他是 “历史上对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和以色列贡献

最大的人物之一”。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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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２０１６年大选中民主党约５０％的选举资金来自犹太裔，而共和党只有

２５％，但有７４％的共和党选民同情以色列，① 特朗普推行激进的亲以政策有利于

巩固共和党选民和右翼犹太裔对他的支持。共和党也在大力宣传 “犹太出走”

（Ｊｅｘｏｄｕｓ）运动，利用亲以政策争取犹太裔选民的支持，② 但收效甚微。２０１９

年，特朗普更是亲自参加了 “以色列裔美国人理事会”年会并发表演讲。同

年，“犹太价值联盟”等右翼犹太团体在犹太节日逾越节期间发表 “特朗普

颂”，以此感谢特朗普的诸多亲以政策。特朗普 “一边倒”亲以的中东政策并

没有争取到大多数犹太裔，他的国内外政策都是为了争取意识形态较保守的右

翼犹太团体，特别是维护了如库什纳和埃德尔森等关键正统派犹太裔代表人物

的利益。在２０２０年大选中，虽然只有约３０％的犹太裔将选票投给特朗普，但

他却获得约８０％的正统派犹太选民支持，③ 这一方面体现出虽然犹太裔群体的

政治立场继续呈现极化的趋势，但整体仍保持更支持民主党的传统；另一方面

体现出保守派犹太裔与共和党立场的高度一致性和对特朗普中东政策的认同和

大力支持。

（二）基督教福音派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基督教福音派为代表的宗教右翼崛起，开始参与到美

国政治和外交。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福音派更是成为共和党的重要选民基础，开

始对共和党的竞选纲领产生较大影响。④ 当前福音派约占美国总人口的２５４％，⑤

主要有 “美国基督教联盟”（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全国福音派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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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宇馨、谢韬：《２０２０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 “犹太出走”悖论》，《当代美国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３
期，第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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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ｌｓ）、“以色列基督徒联合会”（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Ｕｎｉｔｅｄ

ｆｏｒＩｓｒａｅｌ）等组织。基督教福音派组织虽然不像右翼犹太组织那样财力雄厚，但

主要通过动员共和党基础选民的方式和人事举荐影响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福

音派的巨大的影响力甚至让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专门设立与其进行工作的

联络办公室。

福音派是共和党保守派重要的票仓，在２０１６年的总统选举中８１％的福音派

选民都投票支持特朗普。① 与竞选资助相比，共和党更倚重福音派的基层组织和

动员方式。福音派支持特朗普的重要原因是福音派信徒彭斯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

人，福音派由此成为特朗普的重要盟友，彭斯也经常参加 “犹太裔共和党联盟”

年会。

为了回报福音派对总统竞选的大力支持，特朗普在白宫成立了咨询机构

“福音派咨询委员会”（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ｌ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Ｂｏａｒｄ），还任命了许多具有福音派

背景的内阁成员，如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司法部长杰

夫·塞申斯 （ＪｅｆｆＳｅｓｓｉｏｎｓ）、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本·卡森 （ＢｅｎＣａｒｓｏｎ）、教

育部长贝琪·德沃斯 （ＢｅｔｓｙＤｅＶｏｓ）、能源部长瑞克·佩里 （ＲｉｃｋＰｅｒｒｙ）、交

通运输部长赵小兰 （ＥｌａｉｎｅＣｈａｏ）等。其中蓬佩奥曾自称 “基督教领袖”

（Ｂｅｉｎｇ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Ｌｅａｄｅｒ）。② 博尔顿等人作为新保守主义者，高度关切以色列

的安全利益，将犹太民族与美国和西方文明的命运联系起来。对美国传统道德

和价值观的重视也使新保守派与宗教右翼成为对抗自由派势力和全球主义者的

盟友。

大部分福音派信徒都坚定支持以色列并反对伊朗。２０１５年约有６４％的福音

派共和党人认为总统候选人对以色列的态度至关重要，正是在福音派的驱动下共

和党整体越来越倾向支持以色列。③ 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 “一边倒”式的偏袒使

福音派更加支持特朗普。在苏莱曼尼被美军无人机暗杀后，“以色列基督徒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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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向其数百万支持者发送电子邮件，赞扬特朗普的举动。① 在特朗普时期，福

音派在中东问题上甚至比右翼犹太组织更为活跃。而特朗普的中东政策也得到了

福音派对他的持续支持，在２０２０年大选中８４％的福音派白人选民支持特朗普，

甚至比２０１６年的８１％更高。②

四　有形产业利益集团的影响

有形产业利益集团主要关注物质性的商业利益。军工复合体和化石能源企业

分别将中东地区视为巨大的市场和能源来源。共和党中的新保守派与军工复合

体、化石能源企业关系密切，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在国防部、能源部等政府机构和

相关智库身居要职。新保守派以基督教传统道德观念为思想基础，鼓吹以单边主

义和武力干预的方式维持美国的国际霸权地位。新保守派推动小布什政府发动伊

拉克战争，军工复合体和化石能源企业都获益颇丰，因此长期以来支持共和党的

单边主义和强硬外交政策。产业利益集团更擅长走上层路线，为政党活动提供资

金支持。

（一）军工复合体

军事—工业复合体主要由行政部门内的国防部等军事机构、军工产业工商

业、国会和科研学术机构等组成，③ 其核心是由军工企业、国防部和国会两院军

事委员会组成的 “铁三角”。“铁三角”之间通过具有美国特色的 “旋转门”完

成人员流动。军工复合体主要通过游说、人事任命、竞选资助和提升地方经济的

方式影响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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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ＬｏｃｋｈｅｅｄＭａｒｔ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波音公司

（Ｂｏｅ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 （ＮｏｒｔｈｒｏｐＧｒｕｍｍａ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通

用动力公司 （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和雷神公司 （ＲａｙｔｈｅｏｎＣｏｍｐａｎｙ）等

军工企业成为主要国防承包商。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年，军工业花费了２５亿美元用于游

说；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军工业平均每年雇用超过７００名说客。① ２０１６年大选期间，

军工业对两党直接捐款３３１６万美元，其中６２％直接捐款给共和党；２０１８年中期

选举期间，捐款达３２７０万美元，其中６０％捐给共和党国会议员；２０２０年大选

中，捐款达４９５８万美元，其中５４％捐给共和党。② 军工业倾向共和党人的主要

原因在于支持扩充军备和对外强硬是共和党的传统立场，军工产业密集的中西部

和南方也多为国会共和党议员的选区。

（１）人事任命。

特朗普内阁中有军工企业背景的阁员包括：曾任职雷神的国防部部长埃斯

珀、曾任职通用动力和诺斯洛普·格鲁曼的国防部长马蒂斯、曾任职波音的代理

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 （ＰａｔｒｉｃｋＳｈａｎａｈａｎ）、曾任职雷神和洛马的国防部副

部长约翰·罗德 （ＪｏｈｎＲｏｏｄ），国防部副部长高级顾问和幕僚长大卫·特鲁利奥

（ＤａｖｉｄＴｒｕｌｉｏ）也曾任职于雷神和洛马，还有曾任职洛马和波音的代理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查尔斯·库珀曼 （Ｃｈａｒｌｅｓ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等。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营飞机零

部件制造商塞耶航空 （Ｔｈａｙｅｒ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为洛马、波音等企业供货，还获得了

共和党大金主科赫工业 （Ｋｏｃ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的投资。

特朗普曾在军事化学校学习，他也偏爱任命军旅出身的阁员。有服役经历的

阁员包括：毕业于西点军校的蓬佩奥、两任国防部长埃斯珀和马蒂斯、能源部部

长丹尼·布鲁耶特 （ＤａｎｎｙＢｒｏｕｉｌｌｅｔｔｅ）、内政部部长莱恩·辛克 （ＲｙａｎＺｉｎｋｅ）、

退伍军人事务部长罗伯特·威尔基 （ＲｏｂｅｒｔＷｉｌｋｉｅ）、先后担任国土安全部长和

白宫幕僚长的约翰·凯利 （ＪｏｈｎＫｅｌｌｙ），以及包括迈克尔·弗林 （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ｌｙ

ｎｎ）、约瑟夫·凯洛格 （ＪｏｓｅｐｈＫｅｌｌｏｇｇ）、麦克马斯特、博尔顿、奥布莱恩在内

的历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们。其中凯洛格参与过海湾战争，马蒂斯、凯利和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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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特曾参与伊拉克战争，对中东局势有切身体会，它们都认为伊朗对于伊拉克

的渗透损害了美国的利益。① 博尔顿作为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在小布什时期就

主张对伊拉克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并颠覆伊朗政权。在国家安全委员会２５个高

级顾问岗位中有十个都由现役或退役军人担任，远多于奥巴马时期的两个。②

特朗普内阁中有军工企业和服役经历的大量阁员使得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

极具 “军事优先”色彩，整体倾向于关切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并主

张对伊朗强硬。如蒂勒森主张在沙特和卡塔尔之间保持平衡，马蒂斯与阿联酋阿

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私交甚密。

（２）军售与地方经济。

军工业与其他利益集团相比的优势在于，其对美国许多州的经济发展和就业

至关重要，进而可以直接通过选区影响国会议员。决策者也倾向于选择既能够促

进经济增长又能符合集团利益的政策。

军工业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在国际市场拥有较大竞争优势的本土制造业，为军

工业谋求订单也符合特朗普提倡的 “美国优先”和 “制造业回流”。２００１年１０

月至２０２１年８月间，洛马、雷神、通用动力、波音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五

家军工企业从国会预算中获取了２０２万亿美元。③ 美国国防开支由２０１７年的

６０５８亿美元猛增至２０１８年的６４８７亿美元，④ 极大地促进了军工制造业的发展。

２０１８年９月国防部产业政策办公室发布的报告，军工产业贡献了美国９％的就业

岗位、１２％的ＧＤＰ、６０％的出口产值、５５％的专利数和７０％的科技研发。⑤ 军工

业帮助美国经济的发展并促进地方经济和就业，更何况军工业和航天航空产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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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中西部和南方本就是共和党的基本盘。例如，２０１７年，北卡罗来纳州获得

了６６０亿美元的国防拨款，占该州ＧＤＰ的１２％；国防航空航天产业群为科罗拉

多州带来 １９万就业岗位和 ２７０亿美元的经济规模，分别占该州就业人数的

５２％和ＧＤＰ的６５％。①

中东客户们也为美国军工业发展贡献颇多，特别是来自沙特、阿联酋、卡

塔尔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订单将它们的国家安全与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紧密捆

绑。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沙特共花费６０２亿美元从美国购买武器，美国国防部作

为中间人能从对沙特的军售销售额中获得７％；② 在组建 “反伊联盟”的背景

下，２０１７年５月沙特同美国达成１１５０亿美元的巨额军购订单，并计划未来十年

再采购３５００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这为美国创造了约１００万个的就业岗位，③ 是沙

特与美国以 “军购换安全”关系取代 “石油换安全”关系的起点；２０１８年３月

到４月小萨勒曼王储访美期间会见了洛马、波音等军工业企业领导层；２０１９年

美国对中东军售达２５５亿美元，占其全球军售份额的三分之一；同年５月，特

朗普以 “伊朗危害地区安全”和 “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增加”为由，宣布美国进

入 “紧急状态”从而绕开国会，直接向沙特和阿联酋出售８１亿美元的军备。④

美国每出口１０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就能在国内提供大约４２万个就业岗位，⑤

对重视选区利益的国会议员而言为本地的军工企业拉到更多订单符合他们的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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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石能源企业

与其他利益集团相比，化石能源企业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力要小得多。自

美国页岩油气开采技术和新能源技术取得巨大突破后，世界原油市场从２０１４年

起面临供过于求的局面。约瑟夫·奈认为 “页岩革命”是一场地缘政治革命，①

美国可以开始摆脱对中东的能源依赖并扩大本国的能源出口，与石油输出国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ＰＥＣ，“欧佩克”）和俄罗斯抢

占世界能源市场。

２０１７年，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油气生产国。因为美国本土能源产出的持续

增长，油气行业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增加，尤其为中南部贡献了更多就业岗

位。２０１８年之后美国页岩油气行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埃克森美孚、道达尔等

石油巨头逐渐代替了中小型公司成为页岩油气生产的主力。油气出口州的国会议

员和美国油气出口商共同组成的油气—金融复合体，希望保持能源市场稳定，即

“可控的”高油价。该复合体希望出口更多的油气资源，这将挤占沙特、阿联

酋、卡塔尔等美国盟友的市场，导致美国与海湾国家石油—安全关系的脱钩②。

２０２０年３月，支持共和党的石油生产州和油气利益集团强烈反对沙特挑起的石

油价格战，一些产油州的国会参议员如北达科他州的凯文·克拉默 （ＫｅｖｉｎＣｒａ

ｍｅｒ）和约翰·霍文 （ＪｏｈｎＨｏｅｖｅｎ）、得克萨斯州的泰德·克鲁兹 （ＴｅｄＣｒｕｚ）、

路易斯安纳州的比尔·卡西迪 （ＢｉｌｌＣａｓｓｉｄｙ）、阿拉斯加州的丹·沙利文 （Ｄａｎ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和莉萨·穆尔科斯基 （ＬｉｓａＭｕｒｋｏｗｓｋｉ）等人要 “推高油价、惩罚沙

特”刺激共和党选情。２０２０年５月，因两国就即将召开的ＯＰＥＣ＋谈判存在较大

分歧，美国宣布从沙特撤出四套 “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因此，美国油气能源企业在中东的投资意愿逐渐降低，其有形利益存在正在

淡化，难以与其他利益集团相比。油气能源企业主要通过 “美国石油研究所”

（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等组织来影响国会立法和总统决策，还通过人

事任命、竞选资助等方式影响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美国能源企业在中东的有

形利益下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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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金融复合体”的概念由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安雨康提出。



第一，美国能源企业面临其他国家能源巨头的挑战。沙特阿美公司、俄罗斯

国家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等发展中国家油气公司凭借

其掌握的油气资源和消费市场迅速崛起，挑战了欧美油气公司的石油权力。作为

美俄博弈的重要反制措施，２０２０年２月，美国制裁了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

和生态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普京的政治密友伊戈尔·谢钦 （ＩｇｏｒＳｅｃｈｉｎ），他

也是ＯＰＥＣ＋减产协议的坚定反对者。

第二，美国能源企业在中东的利益减少。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埃克森美孚在阿

联酋持有的约２０％权益被转售给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的企业；２０１８年以来，包括

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德士古都等欧美石油巨头已经出售了 ２８１亿美元的上游

资产。①

尽管化石能源企业在中东的利益存在和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在下降，但化石

能源企业仍然是共和党的重要支持力量。在２０１６年大选和２０１８年中期选举中，

化石能源企业８７％的竞选资金流向共和党，每年约有４４００万美元；而在２０２０年

大选中，化石能源企业８４％的竞选资金流向共和党，约有６４００万美元。② 化石

能源领域巨头科赫工业不仅每年都是选举中数一数二的共和党捐款大户，还广泛

向各类保守派智库捐款从而影响政策。

特朗普政府的首任国务卿蒂勒森曾任埃克森美孚公司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

官。蒂勒森在埃克森美孚工作期间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密切。埃克森美孚作为

传统和保守的化石能源行业利益代表，反对依靠清洁能源的 “能源独立”政策，

公开质疑全球变暖理论，同时又极其重视天然气项目。③ 特朗普政府因此也重视

天然气在美国能源战略中的作用，向东亚和欧洲市场推销天然气，其与另一个天

然气出口大国卡塔尔在削弱欧佩克问题上有共同利益，有观点认为卡塔尔退出欧

佩克的行动是对美国的支持。④ 对伊朗的制裁也有利于美国抢占其原有的油气市

场份额。蒂勒森的继任者蓬佩奥曾任油田设备制造商哨兵国际 （Ｓｅｎｔ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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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页。

王晓丽：《卡塔尔 “退群”与相关国际合作变局》，《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５０页。



ｔｉｏｎａｌ）的总裁，该公司与他曾经营的塞耶航空同样是能源巨头科赫工业的合作

伙伴，蓬佩奥竞选堪萨斯州国会议员也是由科赫工业资助的。①

五　结论

本文认为特朗普的 “亲以、联沙、遏伊”中东政策主要受四大亲共和党保

守派的利益集团支持和推动：少数族裔利益集团右翼犹太团体、宗教利益集团基

督教福音派、产业利益集团军工复合体和化石能源企业。因此特朗普政府的中东

政策并不必然将美国的长期国家利益放在首要位置，而在很大程度上基于集团利

益，特朗普的决策团队 “小圈子”中就充斥着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右翼犹太团体、基督教福音派、军工复合体和化石能源企业本就是共和党保

守派的重要支持团体，它们通过游说、影响人事任命、竞选资助、促进地方经济

等方式进行政策建议和信息支持，进而影响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具体而言，

右翼犹太团体和化石能源企业的特长在于直接游说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基督教

福音派善于动员基层选民对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施压，军工复合体关乎选区经济

命脉和就业岗位，因此更能够影响来自关键选区的议员。总的来说，右翼犹太团

体和基督教福音派这两类关注无形利益的集团对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影响力比

其他两个关注有形利益的集团更大，因为右翼犹太团体和基督教福音派在美国外

交事务中最为关心以色列事务，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是它们参与美国对外决策过程

的最大动力。而中东地区只是军工复合体和化石能源企业的重要市场之一，随着

美国从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和能源独立，这两类集团对中东地区的依赖只会越来

越小。无形的政治、族裔和宗教利益比有形的商业利益更为长久，因为其依赖的

不是市场而是民意。

保守派利益集团从特朗普对中东的激进型中东政策中获益匪浅，从而阻碍了

美国战略重心的调整。特朗普的 “亲以、联沙、遏伊”政策让他本人和共和党

赢得了选票、右翼犹太团体得到了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福音派满足了宗教诉

求、军工企业和化石能源企业赚得盆满钵满。然而，在上述利益集团的支持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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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普仍未能成功连任，这表明利益集团对美国中东政策和美国政治的影响也具有

局限性。正因为利益集团因其社会属性只能通过政党政治影响政府决策，所以新

政府会极力限制上届政府所以依靠的利益集团，导致任何一个利益集团很难左右

美国的中东政策。

综上，政党交替导致利益集团影响力的升降，进而导致了美国中东政策不一

致和不连贯。美国中东政策缺乏连贯性会让美国的地区盟国对美国逐渐丧失战略

信任，而与其他大国建立更多的伙伴关系以降低美国政策调整带来的风险。美国

中东政策的反复只是美国国内集团政治分歧严重的缩影，今后党派极化政治和利

益集团之间分歧将继续掣肘美国的对外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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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对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影响



遏压与接触之间：美国对阿富汗
塔利班政策的嬗变与走势

潘子阳


　　 【内容提要】　自 “９·１１”事件以来，美国在阿富汗进行了长达
二十余年的战争。在美国因素的重要作用下，塔利班从建立政权到失去

政权再到重新掌权，从反面见证了美国霸权的衰落进程。美国与塔利班

的互动肇始于塔利班第一次执政时期，由于双方在塔利班的外交承认和

“基地”组织庇护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最终走向决裂。“９·１１”事件

后，美国对塔利班政策经历了从干预到妥协的转折，总体上是 “遏压”

和 “接触”并用。美国政策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收益，还助推了塔利班

的重新执政。在后撤军时代，美国彻底放弃使用武力手段来打击和颠覆

塔利班政权，美国的政策底线是确保塔利班不走向反美的支恐政权，美

国的长期利益是将塔利班纳入其中南亚战略的轨道。然而，美国在塔利

班的国际承认以及反恐承诺等问题上存在矛盾，这为双方开展新型关系

埋下隐患，也从根本上限制了美塔关系的高度。

【关键词】　美国；阿富汗塔利班；美阿关系；阿富汗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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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的 “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战略重心从应对大国崛起调整为

打击恐怖主义，并高调介入、干预阿富汗问题。小布什政府联合北方联盟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Ａｌｌｉａｎｃｅ）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扶持建立了阿富汗前政府。① 由于阿富

汗战争消耗巨大，分散了美国的战略资源，不利于其推行大国战略竞争，与此同

时，塔利班进行组织重组后，表现出较强的社会动员力，与阿富汗前政府的腐败

无能形成鲜明对比，美国认识到其再也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消灭塔利班。奥巴马政

府开始与塔利班进行接触，特朗普政府与塔利班进行和平谈判及签署和平协议，

拜登政府履行了和平协议、完成了撤军行动。在大国战略竞争时代，美国为了加

速从阿富汗抽身，抛弃了盟友阿富汗前政府，这直接导致塔利班重新掌权。塔利

班上台之初，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开明政策，然而其社会治理政策日益呈现出保守

化趋势，与国际社会的期待存在一定的差距。由此，在美国因素的综合影响下，

塔利班从失去政权到重新执政，阿富汗政治格局也迎来了二十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　既有研究成果述评

关于美国对塔利班政策的缘起、演变及走势，现有研究主要以 “９·１１”事件

为时间节点：“９·１１”事件前，阿富汗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美国不存在系

统的塔利班政策；“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将反恐作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事项，

阿富汗是其反恐战争及反恐战略的关键一环。美国与塔利班历经了二十多年的战略

互动，双方的博弈深刻影响了阿富汗问题的基本走向。现有研究一方面重点讨论了

“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四届政府的塔利班政策，另一方面分析认为美国的塔利班政

策还受到美国安全威胁认知、美国军事行动及塔利班演变等因素影响。

第一，“９·１１”事件前美国缺乏成体系的塔利班政策。冷战结束后，美国

在阿富汗陷入了战略空窗期，尽管美国与塔利班存在一定的战略互动，但美国不

存在系统的对塔利班政策。２０世纪末，塔利班平息了阿富汗的军阀混战，建立

了教法治国的伊斯兰政权，与美国就石油开发、人道主义和 “基地”组织 （Ａｌ

Ｑａｅｄａ）问题展开互动。这一时期的美塔博弈主要集中在塔利班的承认问题，塔

利班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美国则要求塔利班交出本·拉登 （ＯｓａｍａＢ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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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行文一致，除各级标题外，正文内容将 “阿富汗塔利班”简称为 “塔利班”，“阿富汗伊斯

兰共和国政府”简称为 “阿富汗前政府”。



Ｌａｄｅｎ）且不再庇护 “基地”组织，双方没有达成共识。由于美国在阿富汗没有

重大的国家利益，克林顿政府又面临国内舆论和人道主义压力，遂放弃了与塔利

班的石油合作，采取了强硬的对塔政策。①

第二，关于 “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塔利班政策。一是美国对塔利

班的军事打击阶段。 “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

美国没有剿灭塔利班的残余势力，并将塔利班排除在阿富汗政治重建外，失去了

与塔利班和解的最佳时机。② 二是美国对塔利班的边打边谈阶段。奥巴马政府提

倡 “软实力”（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外交理念，实施 “阿富巴战略”，强调对塔利班的倾

听与接触。奥巴马政府将塔利班视为可与之谈判的叛乱分子，而非坚决打击的恐

怖分子，这就变相承认了塔利班的政治地位，为美塔后续接触扫清了政治障碍。

由于美国并未放弃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美塔接触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③ 三是

美国与塔利班的和平谈判及和平协议阶段。特朗普政府 “阿富汗和南亚战略”

的核心是政治和解，美国先是试图武力压服塔利班但效果不佳，后全面推行与塔

利班的和平谈判。然而，美国绕开阿富汗前政府进行 “越顶外交”（ｏｖｅｒｈｅａｄｄｉ

ｐｌｏｍａｃｙ），这就打击了阿富汗前政府权威，赋予塔利班合法性。④ 四是拜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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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和平协议及全面撤军阶段。为了进一步推动国家安全战略的大国战略竞争转

向，拜登政府秉持撤军与阿富汗内部谈判脱钩的原则，提出美国版阿富汗和平方

案，向阿富汗前政府施压，对塔利班进一步妥协，从阿富汗全面撤军，最终导致

阿富汗前政府倒台及塔利班重新执政。①

第三，从影响因素来讨论 “９·１１”事件后美国的塔利班政策。一是从安全

威胁认知的视角来考察美国的塔利班政策。美国国内政治精英就反恐战争走向展

开过辩论，“９·１１”事件后，政治精英夸大了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威胁，美国推

行反叛乱政策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ＣＯＩＮ），打击塔利班的中兴势头；随着反恐

战争长期化，军事介入的成本持续上升，政治精英对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威胁认知

逐渐流散，美国积极推动与塔利班的和平谈判，退出非对称的反恐战争。② 二是

从阿富汗军事行动的框架下讨论美国的塔利班政策。美国与塔利班的互动是决

定美国阿富汗政策走向的关键要素，既有研究更多聚焦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

动，即发动反恐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大规模增兵打压塔利班势头和全面撤军

对塔利班妥协，即美国如何从军事遏压转向外交接触。③ 三是从塔利班的组织

演变中考察美国的塔利班政策。塔利班 “下野”后进行了组织机构的重组，

形成了多中心的权力结构，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斗争策略。塔利班表现出坚强的

抵抗意志，以普什图人和阿富汗农民的利益为代表，不断挤压美国的政策空

间，誓言不与美国傀儡政权阿富汗前政府谈判。与此同时，塔利班内部温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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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ＳｈａｒｉｆｕｌｌａｈＤｏｒａｎｉ，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ＦｒｏｍＢｕｓｈｔｏＯｂａｍａｔｏＴｒｕｍｐ，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ＩＢＴａｕｒｉｓ，２０１９；ＣａｒｔｅｒＭａｌｋａｓｉａｎ，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Ｗａｒ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１。



与激进派之争，以及塔利班领导人的变更，都影响了美国对塔利班政策的实施

效果。①

整体而言，现有研究较为充分地反映了美国对塔利班政策的基本样貌。

“９·１１”事件前，美国与塔利班在本·拉登的庇护以及外交承认问题上存在重大

分歧，最终走向敌对；“９·１１”事件后，美国的塔利班政策大致经历了从军事

遏压到外交接触的转变。美国对塔利班的政策还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包括美国对

恐怖主义的威胁认知、阿富汗战争的进程以及塔利班的重组和再兴。然而，现有

研究仍未充分厘清美国政策中的关键问题。一是没有全面、系统地讨论美国的塔

利班政策及其转折；二是没有准确评估美国政策的基本特征和实施效果；三是没

有分析研判后撤军时代美国政策的基本走势。梳理分析以上问题有助于总结美国

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的成败得失，可以更好地把握后撤军时代的美塔互动。综上

所述，既有研究从多个视角剖析了美国的塔利班政策，为本研究的开展打下了较

为坚实的基础，但仍存在继续探索的空间。

二　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策的缘起

塔利班自２０世纪末诞生以来，一直深刻塑造着阿富汗问题的基本走向。

在苏联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认为阿富汗失去了战略上的利用价值，遂

断绝了对阿富汗 “圣战”（Ｊｉｈａｄ）的支持，美国的阿富汗政策也进入了一段空

窗期。塔利班运动兴起后，美国政府在油气公司和国内人权运动的影响下，与

塔利班进行了有限互动。由于塔利班推行一系列倒退政策，使其自绝于国际社

会，更由于其包庇 “基地”组织及其头目本·拉登，导致了美国与塔利班走

向彻底决裂。

（一）阿富汗塔利班的诞生

塔利班的诞生是为了结束阿富汗旷日持久的内战，它以消除腐败和结束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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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战为目标。① 塔利班运动承诺给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带来稳定、安全与和

平，该运动还得到宗教学者发布的伊斯兰法令 （Ｆａｔｗａｈ）的背书。② １９９２年，苏

联扶植的社会主义政权倒台后，阿富汗陷入了各派势力厮杀的军阀混战中，人

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兴起的塔利班，高举 “铲除军阀、恢

复和平、重建家园”的旗帜，得到了阿富汗人民的普遍支持。③ 塔利班在草创

时期便拟定了一个以 “救国救民”为宗旨的行动准则：“建立和平环境、解除

军阀武装、确保教法统治、捍卫领土统一和伊斯兰教的地位。时至今日，这个

章程仍然是塔利班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基本纲领。”④ １９９６年，塔利班攻占首都

喀布尔，并占领了阿富汗的大部分领土，建立了政教合一的阿富汗伊斯兰酋

长国。

塔利班第一次建立政权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阿富汗军阀混

战，人民渴望和平，塔利班承诺为人民带来基本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塔利

班利用了特殊的地缘政治现实，尤其是得到了美国和巴基斯坦的暗中支持。值

得注意的是，美国之所以支持早期的塔利班运动，是为了打压俄罗斯和伊朗在

阿富汗的影响力，阻遏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北方联盟在阿富汗境内的扩张。⑤ 塔

利班第一次执政时期的低效治理和倒退政策，使得该政权彻底失去了国际承认

的机会。塔利班政权实施了较为严苛的妇女政策，俨然使阿富汗回到了狂热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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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在阿拉伯语中，学生的单数形式为塔里布 （Ｔａｌｉｂ），学生的复数形式即一群学生就是塔利班
（Ｔａｌｉｂａｎ）。塔利班的早期成员主要来自阿巴难民营的伊斯兰学校学生，故又称 “伊斯兰学生军”，其组织

成员大多具有贫困的普什图族农村背景。从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１年，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约四分之三的领土，
称为 “塔利班第一次执政时期”。２００１年 “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发动阿富汗反恐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５日，塔利班推翻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 ，建立阿富汗临时政府，称为 “塔利班第二次执政时

期”。参见闫伟：《塔利班崛起的历史逻辑》，《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２１年第８期，第１—８页；何明：《塔利
班政权的兴亡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里亚兹·穆罕默德·汗：《阿
富汗和巴基斯坦：冲突·极端主义·抵制现代性》，曾祥裕、赵超兰、孟雪译，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版；艾哈迈德·拉希德：《塔利班：宗教极端主义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钟鹰翔译，重庆：重庆出版

社２０１５年版；黄逢春、曾祥裕、陈枫：《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的阿富汗局势发展与武装势力相互关系》，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ａｌｅｙ，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Ｒｅｂｏｒ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Ｔａｌｉｂａｎ，ＮｅｗＹｏｒｋ：
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ＨａｓｓａｎＡｂｂａｓ，ＴｈｅＴａｌｉｂａｎＲｅｖｉｖａｌ：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ｏｎｔｈｅ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Ａｆ
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ＨａｓｓａｎＡｂｂａｓ，ＴｈｅＲｅｔｕｒｎｏｆｔｈｅＴａ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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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ｉｆｆｉｎ，ＲｅａｐｉｎｇｔｈｅＷｈｉｒｌｗｉｎｄ：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ＡｌＱａｉｄａａｎｄｔｈｅＨｏｌｙＷａｒ，Ｌｏｎｄｏｎ：Ｐｌｕｔ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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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德·拉希德：《塔利班：宗教极端主义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钟鹰翔译，重庆：重庆

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９页。
许涛：《中亚地缘政治沿革：历史、现状与未来》，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７６页。



权统治的中世纪。① 在阿富汗国内，其一，塔利班以教法治国，忽视了妇女权

益，迫害政治反对派和少数民族；其二，北方联盟仍然有一战之力，艾哈迈德·

沙阿·马苏德 （ＡｈｍａｄＳｈａｈＭａｓｓｏｕｄ）有将近８０００人的武装部队盘踞在巴达赫

尚省、潘杰希尔谷地和阿富汗中部地区；其三，阿富汗的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罂

粟种植泛滥成灾，并且联合国安理会１９９９年通过的第１２６７号决议，对塔利班和

“基地”组织实施经济制裁。在国际上，由于塔利班政权实施一系列的倒退政

策，而且还为本·拉登的 “基地”组织提供庇护，导致了塔利班逐渐失去了沙

特的支持，并且引起了俄罗斯、伊朗和中亚国家的敌视，此外塔利班还强硬拒绝

了美国引渡本·拉登的请求。由此，塔利班政权较为极端的内外政策使其自绝于

国际社会。

（二）“９·１１”事件之前的美塔互动

美国与塔利班的关系起始于阿富汗的军阀混战，塔利班运动甫一兴起美塔就

展开互动。冷战后期，美国曾扶持阿富汗 “圣战士” （Ｍｕｊａｈｅｄｉｎ）对抗苏联的

入侵。② 老布什政府时期有美国政府官员认为，阿富汗没有充足的石油储备，也

不位于波斯湾，其本身并不关涉美国重要的国家利益。自苏联撤军后，阿富汗便

失去了大国竞争上的利用价值。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美国可以接受除了社会主

义之外的任何阿富汗政权。③ 从１９９４年开始，美国政府对于阿富汗新兴的塔利

班运动采取了支持态度，并借助地区盟友沙特和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一是出于

经济利益，美国政府支持本国石油公司开发中亚里海的油气资源，其目的是打破

俄罗斯对于中亚油气资源的垄断，削弱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二是出于政治

利益，美国政府认为塔利班代表了普什图人利益，持有亲西方国家立场，仇视伊

朗和什叶派，但选择性忽略塔利班的原教旨主义属性。④ １９９５年，美国优尼科石

油公司与土库曼斯坦签订了土库曼—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油气管线协定。当时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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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８

阿富汗圣战士直译为 “穆贾希丁”（Ｍｕｊａｈｅｄｉｎ），一般代指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的反苏力量，他
们有若干党派，各自为战。参见钱雪梅：《阿富汗政治和解的困局与前景》，《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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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美国政府与塔利班的关系》，《文汇报》２０１５年１月５日，Ｔ０７版。



富汗已陷入军阀混战，在１９９５年夏秋期间，塔利班发动了 “进军喀布尔”战

役，很快控制了全国大部分领土，塔利班重整秩序为修建油气管线提供了可能。

优尼科石油公司积极游说美国政府并向巴基斯坦政府施加压力，希望敦促拉巴尼

（ＢｕｒｈａｎｕｄｄｉｎＲａｂｂａｎｉ）政权与塔利班进行和谈，早日恢复阿富汗秩序。

１９９７年之后，美国对塔利班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塔利班在输气管竞争中对

非美国的布里达斯公司的偏爱、其不合时宜的妇女政策、拒绝与反对派和伊朗温

和派政府妥协、鼓励毒品生产的立场等，都使华盛顿烦恼。”① 尤其是美国国内

政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美国女性选民对塔利班政权的反对。克林顿总

统深陷莱温斯基事件的丑闻之中，女性选民的支持是克林顿夫妇逃过口诛笔伐并

赢得１９９６年总统大选的重要原因。克林顿的另一重要支持者，好莱坞明星也纷

纷声讨塔利班。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１８日，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 （Ｍａｄｅ

ｌｅｉｎｅＡｌｂｒｉｇｈｔ）访问巴基斯坦，当被记者问及美国为什么不承认塔利班时，她对

塔利班提出了强烈批评：“我们反对塔利班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塔利班对

待人权的态度，他们卑鄙地对待妇女和儿童，藐视人的尊严。”②

实际上，本·拉登及 “基地”组织因素加剧了美国对塔利班的敌视。１９９８

年２月，客居阿富汗的本·拉登发布宗教法令，鼓动穆斯林 “杀死美国人及其

盟友”。同年８月７日，“基地”组织策划对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发

动恐怖袭击，共造成２２４人死亡，其中包括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总领事等１２名

美国人。③ 事发之后，美国要求塔利班交出幕后黑手本·拉登未果。８月２０日，

美国向位于阿富汗东部的 “基地”组织训练营发射７５枚巡航导弹，但未能给

“基地”组织造成实际损失。之后，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的油气管道计划也宣告

破产。塔利班希望得到美国承认的愿望彻底破产，并遭到进一步的国际孤立，美

国加大了对北方联盟的扶持力度。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２日，美国海军驱逐舰 “科尔

号”在也门亚丁港遭遇 “基地”组织自杀式袭击，共造成１７名美军死亡。④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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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要求塔利班交出 “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再一次遭到拒绝，美国将塔利

班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并采取经济制裁。直到２００１年 “９·１１”事件的发

生，才使得美国下定决心发动针对塔利班的反恐战争。

塔利班政权不惜与美国敌对，却一再庇护本·拉登的原因在于以下三点。第

一，作为阿富汗主人的塔利班，必须为所谓的客人本·拉登提供庇护。根据阿富

汗通行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普什图瓦里 （Ｐａｓｈｔｕｎｗａｌｉ），主人必须为客人提供庇护，

这被视为普什图社会的荣誉。① 本·拉登曾积极投身于阿富汗的抗苏战争，在阿

富汗有一定的威望，所以塔利班不能出卖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第二，塔利班在

被国际社会孤立后，与 “基地”组织结成攻守同盟。本·拉登巧妙地利用自己

的财富和 “圣战”威望，并通过 “基地”组织向塔利班提供经济、军事援助。

作为交换，“基地”组织获准在阿富汗开办恐怖分子训练营，塔利班则保护拉登

的人身安全，为 “基地”组织的毒品生意提供便利。换言之，拉登向塔利班政

权提供物资援助，而塔利班则为其提供安全保护，双方结成了罪恶的共生体。②

第三，塔利班逐渐被本·拉登影响，甚至是受到其牵制。一方面，塔利班被

“基地”组织的极端思想洗脑，将 “圣战”视作建立纯洁伊斯兰国家的工具；另

一方面，塔利班高层被 “基地”组织的 “银弹攻势”收买，拉登的外籍武装渗

透到塔利班的军事体系中。③

三　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策的演变及特征

自 “９·１１”事件以来，在美国这一最重要的域外大国因素作用下，阿富汗

发生了两次政权更迭。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用武力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并将塔

利班排除在阿富汗政治重建之外。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收缩伊拉克反恐战线，

将反恐重心聚焦于打击塔利班中兴势头及围剿 “基地”组织，美国对塔利班以

打促谈，总体上是打击为主、接触为辅。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政府采取交易型

策略，在军事打击效果不彰后，加快与塔利班的和平谈判并签署和平协议。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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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达成的美塔和平协议，在８月３１日前完成全面撤军，完

成了始于奥巴马政府的阿富汗战略收缩。

（一）“重打弃谈”的小布什政府

小布什总统深受新保守主义影响，组建了以 “火神派”（ｖｕｌｃａｎｓ）为核心的

战争内阁 （ｗａｒｃａｂｉｎｅｔ），从决策层面奠定了极端强硬的塔利班政策。① ２００１年９

月２０日，小布什总统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讲话中指出：塔利班包庇 “基地”

组织，任何国家要么与美国共同反恐，要么与恐怖分子沆瀣一气。② 这就引出了

小布什主义的核心原则：向美国的敌人宣战；不区分恐怖分子及其庇护政权；直

面美国安全威胁；推广自由民主。③ “火神派”奉行单边干涉的有效性，把发动

阿富汗反恐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作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试金石。一是美国将塔

利班定性与恐怖分子勾结的支恐政权，这就从法理上否决了与塔利班谈判的方

案；二是新保守主义重视对 “失败国家” （ｆａｉｌｅｄｓｔａｔｅ）进行民主改造，有意将

阿富汗打造为大中东地区的 “民主示范区”。

第一，美国用武力手段推翻塔利班政权。“９·１１”事件之后，美国组建国

际反恐联盟，推动对塔利班和 “基地”组织的军事打击。一方面，美国主要依

靠坚定反塔的北方联盟；另一方面，美国还与阿富汗南部的反塔利班普什图人进

行合作，其中就包括与塔利班有杀父之仇的哈米德·卡尔扎伊 （Ｈａｍｉｄ

Ｋａｒｚａｉ）。④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７日，美英联军空袭塔利班，标志着 “持久自由行动”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Ｆｒｅｅｄｏｍ）的打响。同年１２月７日，卡尔扎伊的军队正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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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塔利班政权首都坎大哈。①

第二，美国对塔利班残余势力的清剿力度不足。２００３年，美国在没有彻底

剿灭塔利班和 “基地”组织的情况下，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匆忙将反恐战争

的重心放在了西线的伊拉克，这导致美国对阿富汗的资源投入不足，美军只能有

限地使用武力。塔利班则抓住时机，在阿巴边境完成了组织架构的重组、大打游

击战。实际上，美国的军事行动既没有消灭塔利班领导人穆罕默德·奥马尔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Ｏｍａｒ），也没有扭转阿富汗日益恶化的安全形势。

第三，美国将塔利班排除出阿富汗政治重建进程。小布什政府的战争内阁强

硬地拒绝了塔利班的接触尝试。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６日，塔利班代表向阿富汗前政府

领导人卡尔扎伊递交其领袖奥马尔的亲笔信，塔利班愿意放下武器以换取大赦，

甚至放弃在阿富汗新政府中发挥作用。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Ｄｏｎａｌｄ

Ｒｕｍｓｆｅｌｄ）强硬地拒绝了这一请求，宣称 “既不会达成谈判解决方案，也不会实

施大赦”。② ２００２年，塔利班代表再次接触美国扶持的阿富汗前政府，卡尔扎伊

政府希望与塔利班进行和平谈判，但美国逮捕了包括塔利班前外长在内的塔利班

谈判代表。③

深受新保守主义影响的小布什总统及其战争内阁，深信武力的强制作用，拒

绝与塔利班妥协，这就使得美国丧失了接触塔利班温和派、结束阿战的最佳时

机。与此同时，美国将战略重心转移至伊拉克战场，对塔利班采取了经济而有限

的军事方针，塔利班便趁机在阿巴边境实现了组织重组。各方忽视了阿富汗普什

图人的利益，没有利用好宝贵的分化、改造塔利班的机会，导致了美塔冲突长期

化，为美国在阿富汗的 “战略溃败”埋下隐患。

（二）“重打轻谈”的奥巴马政府

奥巴马总统反对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在打击 “基地”组织等恐怖分

子的同时，并不排斥与塔利班的接触。奥巴马政府扭转了小布什政府对塔利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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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范式，以 “海外紧急军事行动”取代过去的 “全球反恐战争”，认为塔利班

是阿富汗的叛乱组织而非恐怖组织，这就扫清了双方接触的政治障碍。奥巴马政

府内部围绕其塔利班政策展开辩论。美国国防部和阿富汗前线将领均主张大规模

增兵，不设定撤军 “时间表”。① 副总统拜登等 “文官幕僚小组”主张减少驻

军，并与塔利班谈判。拜登在写给奥巴马总统的备忘录中指出：一是美国在阿富

汗的根本任务是打击 “基地”组织，而不是推进国家建设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二

是塔利班是普什图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美国没有办法击败塔利班；三是塔利班不

寻求建立哈里发国，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四是即便塔利班重新掌权，也不会邀

请 “基地”组织重返阿富汗。② 奥巴马总统平衡了两派主张，第一任期听从军方

高层的军事遏压主张，打击塔利班中兴势头，第二任期转为撤军，推动与塔利班

的有限接触。

第一，美国企图分化塔利班与 “基地”组织。自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

国开始将塔利班与 “基地”组织区分开来。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７日，奥巴马总统发表

了 《关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战略》讲话：一是奥巴马同意向阿富汗增派１７０００

名士兵，将美国全球反恐战线重心转移到阿富汗；二是美国支持与塔利班及其他

叛乱组织达成和解；三是美国的政策目标是消灭、击败阿富巴地区的 “基地”

组织。③ 奥巴马政府将反恐重心放在打击 “基地”组织上，并且重视 “软实力”

在反恐中的作用。

第二，美国加大对塔利班的军事打击力度。２００８年以来塔利班呈现中兴势

头，奥巴马政府加速从伊拉克抽身、将反恐重心放在阿富汗战场，企图通过强有

力的军事手段在短期内打击塔利班的崛起势头。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日，奥巴马总统

在西点军校就 “阿富巴战略”发表讲话，承诺在６个月内向阿富汗增派３万名

美军，同时规划了撤军 “时间表”。④ 大规模增兵计划是为美国 “脱身”服务，

２０１０年美国驻军规模超过１０万人。然而，美国的反叛乱行动成本高昂、不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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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仅２０１０年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联军共死亡７１１人，打破了２００９年５２１人的

纪录，也是２０年阿富汗战争联军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①

第三，美国对塔利班政策方针转向 “打谈结合”。为了早日结束军事行动及

体面撤军，美国改变以打促谈策略：一是默许阿富汗前政府与塔利班的接触，支

持卡尔扎伊政府的 “阿富汗和平与重返社会方案” （Ｔｈｅ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Ｐｅａｃｅａｎｄ

Ｒ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ＰＲＰ）；二是美国积极推动联合国解除对部分塔利班领导

人的制裁，并在２０１０财年的美国国防预算拨出１３亿美元用于塔利班成员的重返

社会计划；② 三是美国向巴基斯坦政府施压，让巴方逼迫塔利班与阿富汗前政府

进行直接谈判及对话，巴基斯坦在推动美塔接触中发挥重要作用。２０１０年，美

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 （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ｏｌｂｒｏｏｋｅ）会见了

塔利班代表。这标志着美塔双方建立了直接沟通渠道。

然而，美国与塔利班的接触效果不佳。塔利班拒绝与阿富汗前政府谈判，并

将美国撤军作为谈判的前提条件。塔利班发言人优素福·艾哈迈迪 （ＱａｒｉＹｏｕｓｅｆ

Ａｈｍａｄｉ）称，塔利班接受谈判的条件包括：立即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完全执行

伊斯兰教法。③ 奥巴马政府和阿富汗前政府的谈判条件是：停火、遵守阿富汗宪

法并接受现政体、与恐怖组织断绝联系。实际上，奥巴马政府只是转变了驻阿美

军职能，没有实现真撤军。尤其是美国与阿富汗前政府签署 《美阿战略伙伴关

系协定》以及 《美阿双边安全协定》，扫清了美国在阿富汗继续驻军的法理

障碍。

奥巴马政府的军方高层与文官幕僚存在严重分歧，使得美国的塔利班政策在

军事打击与接触谈判之间 “摇摆”，但仍以军事遏压为主。美国在阿富汗实施大

规模增兵的反叛乱战略，打击塔利班强硬派势头和 “基地”组织。与此同时，

积极分化塔利班与 “基地”组织，争取同塔利班温和派谈判，减小美国的对立

面。美国推行带有 “软权力”色彩的塔利班政策，对塔利班的军事打击及外交

接触效果不佳，但是标志其开启了在阿富汗的退出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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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谈轻打”的特朗普政府

特朗普在总统竞选和执政期间一再重申： “伟大的国家不会打 ‘永远的战

争’（ｆｏｒｅｖｅｒｗａｒ）。”① 由于缺乏执政经验，特朗普总统执政初期的政策受到国防

部部长詹姆斯·马蒂斯 （ＪａｍｅｓＭａｔｔｉｓ）、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赫伯特·麦克马斯特

（ＨｅｒｂｅｒｔＭｃＭａｓｔｅｒ）等军方高层的塑造，在２０１７年到２０１９年间小幅增加驻阿美

军规模，加大了对塔利班的军事打击力度。同时，随着自身统治的稳固，特朗普

总统在阿富汗问题上形成以自身为主导的决策层，极力推行美塔和谈及阿富汗和

平进程。麦克马斯特试图提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话语权，将阿富汗问题拉回正

轨，这就回到了增兵反叛乱的老路，遭到特朗普总统辞退。② 接替麦克马斯特的

约翰·博尔顿 （ＪｏｈｎＢｏｌｔｏｎ）与特朗普同属传统保守势力，但是在塔利班问题上

与总统分歧较大。博尔顿强烈反对美塔和谈，希望以绝对实力压服塔利班，继续

维持美国在阿富汗的战略主导，最终遭到总统解雇。由此，特朗普总统成功排除

“异己势力”，确立了自身在塔利班政策上的主导地位。

第一，美国增兵阿富汗，对塔利班 “以打促谈”。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１日，特朗

普总统发表 《阿富汗和南亚战略》讲话，明晰了美国对塔利班政策的方针：放

弃从军事上击败塔利班，转而逼迫塔利班回到谈判桌。③ 在军方的压力下，特朗

普政府前期重视军事手段的使用，“以打促谈”是逼迫塔利班与美国进行和平谈

判。作为对特朗普新战略的回应，２０１８年２月，塔利班在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

中指出：一是塔利班一直希望与美国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但拒绝与美国的傀儡政

权阿富汗前政府谈判；二是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不会成为恐怖分子的 “避风港”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ａｆｅｈａｖｅｎ），暗示将治理阿富汗的毒品问题；三是美国反恐战争劳民伤

财，且美国扶持的阿富汗前政府腐败无能。④ ２０１８年９月，特朗普总统任命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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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联合国前大使扎尔迈·哈利勒扎德 （ＺａｌｍａｙＫｈａｌｉｌｚａｄ）为阿富汗和解事务特

别代表。２０１８年６月９日，塔利班宣布在开斋节期间实施为期３天的停火，这

是自２００１年以来阿富汗的首次停火。①

第二，美国与塔利班进行和平谈判及签署和平协议。自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开始，

特朗普政府开启了与塔利班的和平谈判进程。② ２０１９年９月５日，塔利班在喀布

尔的袭击造成美军人员死亡，特朗普总统以此为由取消了原本定于９月８日在戴

维营与塔利班的秘密会晤，并宣布取消和平谈判。这暴露了美塔双方在谈判的核

心议程上陷入分歧，即撤军、停火与阿富汗内部对话的相互关系。③ 但是，美塔

双方并没有关上谈判的大门。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哈利勒扎德与塔利班恢复会议，并

就减暴行动进行谈判。④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９日，美国与塔利班在多哈签署了 《美

国—塔利班和平协议》。公开文本的主题主要有：其一，塔利班承诺阿富汗不会

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安全威胁；其二，美国及北约联军在未来 １４个月内完成

“分阶段撤军”计划；其三，塔利班承诺推进与阿富汗前政府的民族和平和解

进程。⑤

第三，美国基本履行同塔利班的和平协议。美塔交易的核心内容就是美国撤

军换取塔利班的反恐承诺，这标志着美国的塔利班政策完成根本性转变，美国彻

底放弃军事手段，将撤军进程与阿富汗和平进程脱钩，且对塔利班的反恐承诺缺

乏监督机制。特朗普总统在败选之后，更加不顾美国军方和建制派反对，强硬推

进美国撤军进程。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驻阿美军人数已缩减到２５００人。⑥

特朗普政府前期面临军方高层的压力，一度在阿富汗小幅增兵，试图打击塔

利班的崛起势头但效果不彰。与此同时，在阿富汗问题上逐渐形成以特朗普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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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导的决策层，特朗普极力推动美塔和谈和有序撤军，并将塔利班纳入阿富汗

政治和解进程当中。然而，《美国—塔利班和平协议》绕过了阿富汗前政府，尤

其是协议缺乏有效的执行监督机制，被国家安全事务前助理麦克马斯特称为美国

对塔利班的 “投降协议”。①

（四）“轻谈弃打”的拜登政府

从政策传统上，拜登总统一直是坚定的撤军派。２００９年阿富汗安全形势高

度恶化，拜登作为时任副总统仍坚决反对军方的大规模增兵。２０２０年 《外交事

务》杂志３、４月刊组织了 “回家吧，美国？” （ＣｏｍｅＨｏｍｅ，Ａｍｅｒｉｃａ？）专栏，

拜登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发表 《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文章，严厉

批评时任总统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但是在塔利班政策上与特朗普保持高度一致，

并指出：“我们应该撤回在阿富汗和中东战争中的绝大多数军队，并将我们的使

命集中到击败 ‘基地’组织和 ‘伊斯兰国’。”② 拜登总统刚一上任，美国政治

精英就围绕其塔利班政策展开辩论。美国军方高层和新自由保守主义者主张维持

一定规模的驻阿美军，且撤军必须与阿富汗和平进程挂钩。③ 另一派是建制派人

士和主张战略克制的现实主义学者，该派呼吁美国遵守和平协议、按期撤军。反

恐战争已经表明，军事干预只会引发反美主义情绪，并导致更多的恐怖袭击。④

面临两派的争论，拜登总统团结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ＡｎｔｏｎｙＢｌｉｎｋｅｎ）、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 （ＪａｋｅＳｕｌｌｉｖａｎ）等 “自由主义鹰派”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Ｈａｗｋ），组建了立场相对一致的安全团队，掌握了阿富汗问题的决策主导权。⑤

由此，拜登总统强化了其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业已形成的撤军基调，基本履行了特

朗普政府时期签署的 《美国—塔利班和平协议》，并推动塔利班与阿富汗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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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平和解进程。

第一，美国履行全部撤军承诺，继续对塔利班 “妥协”。上任之初，拜登政

府对和平协议和美国阿富汗政策进行全面审查，考虑推迟 “五一撤军”计划，

将驻阿富汗美军留驻到 １１月。然而，拜登政府最后执意从阿富汗全部撤军。

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４日，拜登总统就阿富汗问题前景发表讲话，指出美国已经实现了

阿富汗战争的两大目标：击毙 “９·１１”恐袭的幕后黑手本·拉登，使阿富汗不

再成为恐怖分子 “避风港”。随后他宣布美军和北约盟友将于５月１日开始有序

撤离，并在９月１１日前全部撤出。同年８月３０日，最后一批美军撤出阿富汗。

第二，塔利班上台之前，美国曾推动塔利班与阿富汗前政府的和平和解进程。

根据媒体曝光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致阿富汗前政府的信件及美国草拟的 《阿富汗

和平协议》，规划了拜登政府构想的阿富汗政治安排。① 其一，美国设想将塔利班

纳入阿富汗过渡政府，由阿富汗前政府与塔利班联合执政，过渡和平政府将在双方

达成政治和解后成立；其二，不断向阿富汗前政府施压，让其维持内部团结并向塔

利班 “妥协”，加快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其三，设想了由美国、俄罗斯、中国、

巴基斯坦、伊朗和印度组成的六国机制，在阿富汗前政府与塔利班达成和解之后，

美国要求联合国和有关六国召开国际会议，为阿富汗和平和解提供国际支持。

然而，美国从阿富汗 “甩包袱”式撤军，最终导致阿富汗前政府垮台及塔利

班的重新执政，这也意味着美国版阿富汗和平和解方案的失败。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５日，

塔利班占领首都喀布尔。同年８月１６日，拜登总统在讲话中为美国撤军所引发的

“战略溃败”辩解：一是俄罗斯等国希望美国继续陷入阿富汗泥潭；二是美国已经

击毙了本·拉登，削弱了 “基地”组织的力量，完成在阿富汗的作战任务；三是

美国的使命不是来阿富汗推进国家建设，美国不应追求在阿富汗建立民主国家。②

实际上，拜登政府抛弃阿富汗前政府，放弃对塔利班的军事遏压，其深层目的是

重新配置战略资源，及时将战略重心从阿富汗在内的大中东地区调整为印太地

区，完成国家安全战略的大国战略竞争转向，并力求在战略竞争中占据优势。

第三，塔利班重新执政后，美国对塔利班 “软硬两手兼施”。一方面，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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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忽视了阿富汗人民的利益，以经济制裁等 “软权力”手段施压塔利班。

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１日，美国政府将阿富汗央行冻结的７０亿美元资产一分为二，“窃

取”其中的３５亿美元财产用于赔偿 “９·１１”事件受害者家属。此外，在美军

使用无人机在喀布尔击毙 “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 （ＡｙｍａｎａｌＺａｗａｈｉ

ｒｉ）后，美国政府认为塔利班为 “基地”组织提供庇护，宣布暂不归还阿富汗中

央银行的冻结资产。① 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４日，美国政府将阿富汗央行被冻结的３５亿

美元资产转移到瑞士信托基金 “阿富汗基金”（ＡｆｇｈａｎＦｕｎｄ），声称用于帮助阿

富汗稳定经济，塔利班则无法获得这笔资产。另一方面，美国始终保持对塔利班

的强硬政策选项。一是与塔利班温和派务实接触，同时制裁激进的 “哈卡尼网

络”（ＨａｑｑａｎｉＮｅｔｗｏｒｋ）；二是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进行 “超视距反恐”（ｏｖｅｒ

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三是加强与中亚国家的情报、反恐等安全合作。②

面对美国国内 “撤军派”与 “驻军派”的辩论，拜登总统组建了立场相对

一致、以自身为核心的安全团队。拜登总统强化了其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形成的撤

军基调，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塔利班 “妥协”政策，基本履行了撤军承诺，

即完全、彻底地从阿富汗撤出所有军事力量。尽管美国放弃改造阿富汗以及打击

塔利班的计划，但并未放弃在阿富汗及中南亚地区的战略存在。美国为维持其霸

权地位，对塔利班政权 “软硬两手兼施”，以经济制裁和国际承认为施压手段，

始终保留强硬政策选项。

（五）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策的演变特征

在２００１年的 “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四任总统都高度介入阿富汗问题，最

终以全面撤军及由此引发的战略大溃败收场。回顾美国与塔利班的博弈及其塔利

班政策，可以归纳出如下特征。

第一，从政策目标的设置来看，美国的塔利班政策经历了干预、接触、妥协

到再接触的过程，体现了政策的渐变性和延续性。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高调介入

阿富汗问题，随即又匆忙将反恐战略的重心转移至伊拉克，对阿富汗的战略投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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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不足，为塔利班的组织重组提供了土壤。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企图扭转阿富汗

恶化的安全形势，对塔利班打谈结合，以实现体面撤军，但是美国的接触政策没有

取得预期效果。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延续并强化了对塔利班的接触，签署和平协

议，最终实现了从阿富汗撤军的目标，结束了 “永远的战争”。在后撤军时代，美

国与塔利班在反恐合作、人道主义援助等议题上存在再接触的空间。

第二，从政策执行的路径来看，美国的塔利班政策总体上是军事遏压和外交

接触并用，体现了政策工具箱的多样性。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一味强调对塔利

班的军事打击，没有将塔利班纳入阿富汗战后政治安排，使其丧失了与塔利班媾

和的机会，错失了结束阿富汗战争的战略时机。奥巴马政府推行带有 “软实力”

色彩的对塔政策，在打击塔利班崛起势头的同时，正式开启美塔接触。特朗普政

府时期，军事手段服务于外交接触，美塔达成和平协议。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彻

底放弃对阿富汗的军事干预及战略改造，同时塔利班以阿富汗临时政府的身份与

美国展开互动。

第三，从政策的实施效果来考察，美国的塔利班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助推了塔利班的重组及重新执政。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将反恐战争重心调

整为伊拉克战场，既没有彻底清剿塔利班，也没有与塔利班达成战后的政治安

排，塔利班得以在阿巴边境实现组织重组。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的反叛乱

战略没有遏压住塔利班的中兴势头，对塔利班的分化瓦解和正式接触均没有达

到预期效果。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认识到塔利班崛起的事实，再也无法用

军事手段解决阿富汗问题，遂与塔利班进行和平谈判及签署和平协议，这削弱

了阿富汗前政府合法性，变相承认塔利班的合法地位。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

履行和平协议、从阿富汗撤军以及推动阿富汗内部和解，被阿富汗人民片面地

认为是塔利班战胜了美国。且阿富汗的传统价值普什图瓦里讲究 “崇信强者、

不同失败者为伍”，故阿富汗的地方实力派抛弃 “失势”的阿富汗前政府，追

随 “得势”的塔利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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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植于阿富汗的普什图部落法则，民众的政治服从是跟随权力变迁而产生的，农村部落地区往往

是 “权力先行、支持随后”，地方实力派和军阀有着在合适时机转换阵营的传统，即追随者总是寻求能提

供最大利益和安全保证的强者。参见弗雷德里克·巴特：《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人类学研

究的范例》，黄建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中文序，第４页；富育红：《美国在阿富汗的
困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８２—１８５页；ＫｒｉｔｉＭＳｈａｈ，“ＴｈｅＰａｓｈｔｕｎｓ，ｔｈｅＴａｌｉｂａｎ，
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ＬｏｎｇｅｓｔＷａｒ，”ＡｓｉａｎＳｕｒｖｅｙ，ｖｏｌ５７，ｎｏ６，２０１７，ｐｐ９８１－１００７。



综上所述，美国四届政府的塔利班政策经历了从军事遏压到外交接触的转折。

“９·１１”事件后，阿富汗政治格局的演变有五种可能性，美国的理想结果是塔利

班崩溃或者加入阿富汗前政府 （见图１）。由于小布什政府既没有剿灭塔利班，也

没有将其纳入阿富汗政治安排，导致最理想方案成为最不可能结果。此外，美国推

动的塔利班与阿富汗前政府的半正式和解 （ｓｅｍｉｆｏｒｍａｌ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与非正式和

解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均没有成功。半正式和解与非正式和解的区别在于，

前者是低级别的官方接触，塔利班与阿富汗前政府达成低级别的政治和解，后者是

非官方性质的秘密接触，即塔利班与阿富汗前政府还停留在非官方的、小规模的接

触。奥巴马政府开启了与塔利班的直接接触，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与塔利班进行和

平谈判及签署和平协议，拜登政府彻底将撤军与阿富汗内部和解脱钩，这就打击了

阿富汗前政府合法性，并使其丧失了遏压塔利班夺权的最后时机。同时，塔利班以

参与半正式的阿富汗和解进程来迷惑美国和阿富汗前政府，最终以武力夺取阿富汗

政权，这就导致了塔利班重新执政的最坏结果的发生。

图１　“９·１１”事件后阿富汗政治格局演变的光谱

注：该报告上网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７月，其中一些判断与后续事实不符，笔者结合美国的塔利班政策演

进，对图１作了相应修改和完善。

资料来源：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ａｎｄＵＳＡｒｍｙＷａ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Ｐｒｅｓ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Ｊｕｌｙ１，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ａｐｐｓｄｔｉｃｍｉｌ／ｓｔｉ／ｐｄｆｓ／ＡＤ１０７７３９１ｐｄｆ

四　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策的走势及影响

在美国撤军及塔利班重新掌权后，美国对塔利班政策的整体走势，将围绕塔

利班的承认问题、反恐承诺可靠性以及地区反恐合作展开。然而，美国在制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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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塔利班政策时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美国无法绕过塔利班来解决阿富汗问

题，必须让塔利班参与到阿富汗的人道主义、国际援助等议题中来；另一方面，

在塔利班没有获得国际承认时，即使是最低限度的外交接触也会赋予塔利班政权

的实际合法性。美国权衡各方利益得出的理性选择是：放弃武力推翻和改造塔利

班，尽可能地将塔利班纳入美国的阿富汗及中南亚战略轨道上，推动塔利班对妇

女、人权及包容性治理的尊重，在时机成熟与塔利班采取某种形式的反恐合

作。① 整体而言，美国与塔利班的博弈导致了阿富汗两次地缘变局，美国与塔利

班的互动不断搅动地区反恐局势，美国的权力政治思维更是加剧了阿富汗的大国

政治博弈。

（一）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策的走势

在塔利班重新掌权之后，美国与塔利班的博弈将围绕塔利班的外交承认、反

恐承诺及反恐合作展开。当前，美国在阿富汗的国家利益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

安全利益，确保阿富汗不会成为反美反西方的恐怖主义 “避风港”；二是道义利

益，确保参与过美国在阿行动的阿富汗人的安全离开；三是政治利益，改善阿富

汗的经济及人权状况，减少阿富汗及周边地区的反美主义。美国的塔利班政策面

临三种选项：即接触政策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孤立政策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和反对政策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接触政策的优点是可以推进同塔利班的反恐合作，缓解阿富汗的

人道主义灾难，缺点是将不可避免地赋予塔利班国际合法性，且实施的难度大、

投入的资源多；孤立政策最容易实施，美国只需要延续对塔利班的经济制裁，拒

绝承认其合法性，缺点是难以与塔利班进行反恐合作，无法改变塔利班的行为，

并加剧了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反对政策可行性最低，阿富汗缺少强有力的反塔

武装，除非塔利班直接包庇、支持恐怖组织，否则美国不会武力推翻塔利班政

权，且阿富汗陷入内战将引发更多的极端恐怖主义。② 综合考量美国的国家利

益、政策实施成本和反恐合作等，与塔利班接触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然而，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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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ＫａｔｅＢａｔｅｍａｎ，ＡｓｆａｎｄｙａｒＭｉｒ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ｗＷａｔｋｉｎｓ，“ＡｆｔｅｒａｌＺａｗａｈｉｒｉｓＫｉｌｌｉｎｇ，ＷｈａｔｓＮｅｘｔｆｏｒｔｈｅ
ＵＳｉ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ｓｉｐ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２／０８／ａｆｔｅｒａｌｚａｗａｈｉｒｉｓｋｉｌｌｉｎｇ
ｗｈａｔｓｎｅｘｔｕｓ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ＪａｍｅｓＤｏｂｂｉｎｓ，ＡｎｄｒｅｗＲａｄｉｎａｎｄＬａｕｒｅｌＥＭｉｌｌｅｒ，“Ｅｎｇａｇｅ，Ｉｓｏｌａｔｅ，ｏｒＯｐｐｏｓ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ｃｙＴｏ
ｗａｒｄｔｈｅＩｓｌａｍｉｃＥｍｉｒａｔｅｏｆ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Ｍａｙ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ａｎｄｏｒｇ／ｐｕｂ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ＥＡ１５４０－
１ｈｔｍｌ



着美国关闭其驻阿富汗大使馆，制裁塔利班政权，美国有走向孤立塔利班的趋

势。整体而言，美国欲要建立新型的美塔关系，必须超越狭隘的孤立和有限介入

的混合政策，通过外交接触和发展援助引导塔利班走向美国的政策轨道。①

第一，美国与塔利班就外交承认问题展开博弈。在后撤军时代，美国可以通

过外交承认、国际援助等方式改善与塔利班的关系。在国际社会，外交承认是一

个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英国资深外交官、国王学院客座教授蒂姆·维拉斯－

韦尔西 （ＴｉｍＷｉｌｌａｓｅｙＷｉｌｓｅｙ）指出，塔利班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应满足以下要

求：一是塔利班应组建更具包容性的新政府；二是塔利班应恢复女性教育；三是

塔利班必须与阿境内的各种恐怖组织断绝联系；四是塔利班应承诺拒绝惩罚前政

府成员；五是将 “哈卡尼网络”成员从塔利班政府中除名。②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０日，

美国、英国、法国等九个国家和欧盟组织在法国巴黎共同发表 《阿富汗问题联

合声明》，强调联合国安理会第２５９３（２０２１）号决议阐明了国际社会对塔利班政

权的期待：其一，阿富汗领土不应被用来威胁或攻击任何国家，计划或资助恐怖

行为，或庇护和训练恐怖分子；其二，联合国和人道主义组织在阿富汗提供服务

和援助时不受阻碍和安全通行；其三，尊重包括妇女和少数民族在内的所有阿富

汗人的人权；其四，在妇女充分、平等和有意义的参与下，寻求阿富汗包容性的

谈判，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和实现法治；其五，出国旅行者享受安全通行和自由旅

行的权力。③

美国与塔利班开展新型关系乃至承认塔利班，核心症结在于塔利班能否兑现

反恐承诺。首先，塔利班组织的重要部分 “哈卡尼网络”至今仍被美国认定为

恐怖组织，其领导人西拉杰丁·哈卡尼 （ＳｉｒａｊｕｄｄｉｎＨａｑｑａｎｉ）还是美国重金通缉

的对象，塔利班不顾美国反对将哈卡尼任命为新政府的内政部长。其次，塔利班

的组织架构较为松散，不少底层士兵与极端组织共同作战，甚至还与中亚地区的

恐怖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预见，塔利班高层领导无法及时有效地约束

混入其中的极端分子，而且塔利班内部的极端派势力仍十分强大。最后，塔利班

如何与各种恐怖组织断绝联系。《美塔和平协议》规定塔利班必须切断与恐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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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ＬａｕｒｅｌＭｉｌｌｅ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Ｕ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ｖｏｌ６４，ｎｏ２，２０２２，ｐｐ２５－３４
ＴｉｍＷｉｌｌａｓｅｙＷｉｌｓｅｙ，“ＷｈａｔＳｔａｎｄ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ａｌｉｂａｎａｎｄ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１，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ｒｕｓｉｏｒｇ／ｅｘｐｌｏｒｅｏｕ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ｗｈａｔｓｔａｎｄ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ａｌｉｂａｎａｎｄ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ｅ，“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Ｍａｒｃｈ７，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２／



织的联系，塔利班希望通过关闭阿境内的 “圣战”基地换取美国的让步。一是

塔利班政权需要美西方国家的援助，包括让美国放松制裁；二是塔利班重新掌权

后失去了与 “基地”组织等联盟的意愿；三是塔利班的当务之急是巩固自身统

治，没有庇护恐怖组织的动机。① 然而，塔利班与部分 “三股势力”关系 “暧

昧”，彼此具有相似的宗教信仰，打击曾经的 “盟友”或将导致塔利班的内部分

裂，继续沆瀣一气又不利于其获得国际承认。

第二，美国与塔利班可能就地区反恐展开合作。美国图谋在阿富汗 “撤而

不离”，利用反恐议程继续影响地区局势。一是塔利班需要国际社会承认其统治

合法性，打击恐怖主义可以塑造积极的、负责任的形象；二是美国联合其盟友伙

伴，利用制裁、援助和舆论等手段向塔利班持续施压，逼迫其兑现反恐承诺；三

是 “三股势力”的外溢将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安全关

切，将反恐议程塑造为美国干预地区事务的抓手。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将继续

打击阿富汗地区的恐怖分子。美国常规军事力量的撤出并不意味着放弃在该地区

的军事存在，后撤军时代美国将尝试在阿富汗推进 “离岸平衡”（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ｂａｌａｎ

ｃｉｎｇ）。② 美国之前构想在巴基斯坦或中亚国家增设空军基地和特种作战部队，以

前沿的 “轻足迹”方式 （ｌｉｇｈｔ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继续影响阿富汗局势，但中亚国家表示

明确拒绝。美国通过先进的情报搜集手段进行弥补，并运用 “航空母舰 ＋长航

程无人机”的 “超视距反恐”战术。

需要强调的是，塔利班希望建立符合阿富汗国情的伊斯兰制度，并没有推行

全球 “圣战”的 “野心”。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日，塔利班领导人之一的哈卡尼在美

国 《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 《我们塔利班想要什么》，系统阐述了塔利班组织

的政治诉求：其一，美国从阿富汗全面撤军一直是塔利班抗争的首要目标；其

二，塔利班希望建立一套符合阿富汗国情的伊斯兰制度；其三，塔利班将在相互

尊重的基础上与国际社会进行友好交往。③ 重新掌权后，为了获取国际社会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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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援助乃至承认，塔利班会在一定程度上履行反恐承诺，与部分极端组织切断

联系。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３日，塔利班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基 （Ｍａｕｌ

ｖｉＡｍｉｒＫｈａｎＭｕｔｔａｑｉ）在半岛电视台发表评论，指出：阿富汗暴力行为水平在过

去１８个月内急剧下降，阿富汗正在建立一个独立、强大、统一的中央政府，这

是阿富汗四十年来头一次；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愿意在平等、相互尊重和追求共

同利益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阿富汗与国际社会和解的机会已经出现；

缓解阿富汗的人道主义危机是我们共同的道义责任，美西方试图通过加重阿富汗

的苦难逼迫塔利班做出政治让步，这既不文明也不道德，美国应该解冻阿富汗的

国家资产，并根据 《多哈协议》解除所有制裁。①

第三，美国初步尝试与塔利班重启双边关系。２０２３年７月３０日至３１日，美

国阿富汗问题事务特别代表托马斯·韦斯特 （ＴｈｏｍａｓＷｅｓｔ），美国阿富汗妇女、

女童与人权特使里娜·阿米里 （ＲｉｎａＡｍｉｒｉ），美国驻阿富汗使团团长 （驻地多

哈）卡伦·德克尔 （ＫａｒｅｎＤｅｃｋｅｒ），与塔利班代理外长穆塔基在多哈举行正式

会谈。美国方面认识到，塔利班为履行安全承诺作出了努力，包括不允许任何人

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美国及其盟友，针对阿富汗平民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也有所减

少。同时，美国敦促塔利班改善人权状况、无条件释放被拘留的美国公民，并愿

意与塔利班就经济稳定、妇女权益、禁毒等议题展开对话。② 半岛电视台评论员

奥拜杜拉·巴希尔 （ＯｂａｉｄｕｌｌａｈＢａｈｅｅｒ）指出，美国与塔利班进行正式外交接触

的背后逻辑是，美塔关系改善或将激励塔利班组建更有包容性的政府。本次会晤

还取得三方面进展：一是美塔多哈会议的声明基本一致，表明双方高层都肯定了

本次建设性对话；二是首次正式讨论了建立信任措施的问题，包括美国取消对塔

利班的制裁和旅行禁令以及归还被冻结的阿富汗中央银行资产；三是为美塔双方

日后更频繁的接触奠定了基础。③

总而言之，美国与塔利班的新一轮互动表明，美国放弃对塔利班的全面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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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反对政策，逐渐形成以渐进式接触为主、以选择性遏压为辅的新型对塔政策。

在塔利班长期执政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美国欲通过阿富汗的地缘支轴撬动中南亚

地缘政治板块，必须制定更加理性、灵活和务实的对塔政策。与塔利班第一次执

政时期的全面孤立不同，美国在塔利班二次执政时期任命了阿富汗事务代表和使

团，并在多哈与塔利班进行外交接触。与此同时，美国将塔利班的国际承认与其

国内行为挂钩，即塔利班在 《多哈协议》的框架下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尊重

妇女权益并与恐怖组织彻底断绝联系。国际危机组织的格雷姆·史密斯

（ＧｒａｅｍｅＳｍｉｔｈ）和易卜拉欣·巴希斯 （ＩｂｒａｈｅｅｍＢａｈｉｓｓ）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撰

文指出，美西方与塔利班陷入了政治僵局。一方面，塔利班认为对美国妥协有悖

于其基本价值观；另一方面，美西方抨击塔利班侵犯人权。正是美国对塔利班的

经济制裁加剧了阿富汗的人道主义危机，美方应在阿安全与经济事务上与塔利班

合作，推动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① 可以预期的是，塔利班的政权属性、执政

偏好和历史记忆决定其难以满足美国的高期待，更不会放弃来之不易的国家独

立，随美起舞并完全迎合美国的战略轨道，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美塔关系改善的

限度。

（二）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策的影响

作为阿富汗问题最重要的域外因素，自２００１年以来的美国对塔利班政策，

两次改变了阿富汗的政治格局，美国与塔利班的互动不断搅动地区反恐局势，美

国的地缘竞争考量加剧了阿富汗的大国政治博弈。２０２１年８月，塔利班推翻了

美国扶持的阿富汗前政府，这标志着美国的塔利班政策及阿富汗政策的失败。在

后撤军时代，美国对阿富汗政策主要体现为美国的塔利班政策。

１美国与塔利班的博弈导致了阿富汗两次政治变局、损耗美国国际威望

２０世纪末，阿富汗穆贾西丁政权无力终止军阀混战，塔利班打着 “除军阀、

禁毒品、促和平”的旗号，在１９９６年基本统一阿富汗全境，但是塔利班极端保

守的内外政策使其自绝于国际社会。２００１年 “９·１１”事件后，塔利班更是包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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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组织与本·拉登，美国以反恐之名发动了第三次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

利班政权，扶持建立了阿富汗前政府，美国更借机在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后方打

入楔子，冷战后美国的战略力量第一次进入中南亚腹地。由此，美塔博弈促成了

阿富汗第一次政治变局。经过２０年阿富汗战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心从反恐

重归大国战争竞争，将中国、俄罗斯视为其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阿富汗及地区

反恐问题在美国对外议程的重要性下降。面临新冠疫情冲击、国内经济低迷、民

众厌战情绪，美国安全精英秉持现实主义原则，放弃对塔利班的敌人认知，与塔

利班进行和平谈判及签署和平协议，最终从阿富汗全面撤军，这宣告了美国的塔

利班政策从 “敌对”到 “妥协”的转变。然而，美国的 “甩包袱式”撤军重创

阿富汗前政府，并导致塔利班重新上台执政，美国这一域外因素促成了阿富汗的

第二次政治变局。

与此同时，美国对塔利班的 “妥协”及塔利班的重新掌权，严重损耗其国

际威望。美国在阿富汗２０年的国家建设，不过是简单地移植美式民主制度，扶

持建立的 “民主样本”阿富汗前政府腐败无能，难以抵抗塔利班的攻势，在美

国撤军之后一击即溃。美国对阿富汗的失败干预及塔利班的二次执政，再次验证

了塔米姆·安萨利 （ＴａｍｉｍＡｎｓａｒｙ）提出的阿富汗 “无规则游戏”（ｇａｍｅ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ｕｌｅｓ）寓言：“外国干涉，不仅削弱了傀儡政权的执政能力，也破坏了喀布尔在

阿富汗的权威……只有当外国势力从这个他们无力控制的国家撤出，阿富汗的城

市 （或农村）统治阶层重新掌权，阿富汗才能重新迎来团结的局面。”① 与此同

时，美国几乎无条件地仓促撤军，引发盟友对其安全承诺的疑虑。美国在阿富汗

２０年的军事干预，让北约盟友付出了大量牺牲，最后以仓皇撤离结束，凸显了

美国盟友伙伴在安全承诺问题上的联盟困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ｄｉｌｅｍｍａ）。事实上，美国

所谓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如果美国不能信

守盟约，盟国既担心牵扯进无关本国核心利益的战争，又担心在关键时刻被美国

抛弃，自然难以与美国并肩作战。②因此，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 “喀布尔时刻”，

再次验证了阿富汗 “无规则游戏”的寓言，也引发了盟友对其安全承诺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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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疑。

２美国与塔利班的互动不断搅动地区反恐形势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塔利班与 “基地”组织关系暧昧。通过本文的研

究可知，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美塔关系有过一段较为友好的时期，后来由于美

国国内对塔利班人权问题的批评，尤其是塔利班庇护 “基地”组织而遇冷，双

方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没有满足塔利班融入国际社会的要求，同时塔利

班拒绝了美国引渡本·拉登的请求。进入２１世纪，“基地”组织策划并发动了

“９·１１”恐怖袭击，塔利班政权再次拒绝了美国的请求，这就直接引发了美国

对塔利班的军事打击，塔利班也由此失去了政权。再次执政之后，塔利班与美国

发展新型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塔利班履行美塔和平协议中的反恐承诺，与

“基地”组织等在内的一切国际恐怖组织断绝联系。事实上，塔利班难以与 “基

地”组织彻底断联。

一方面，塔利班与 “基地”组织有着一定的共同价值追求。自本·拉登潜

逃阿富汗之后，塔利班的意识形态就开始受到 “基地”组织 “圣战”思想的影

响。塔利班重组之后亟须 “基地”组织等盟友的协助，“基地”组织还将塔利班

视为其推进全球 “圣战”的重要伙伴。另一方面，在塔利班成功夺权之后，美

方评估认为塔利班仍与 “基地”组织保持联系。“基地”组织在塔利班与美国的

和平谈判以及与阿富汗前政府的内部谈判中均扮演顾问角色，塔利班借此获得合

法性地位并且迷惑了美国和阿富汗前政府。２０２１年９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

主席马克·米利 （ＭａｒｋＭｉｌｌｅｙ）在接受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质询时表示，虽然撤军

期间塔利班没有攻击美军，但该组织没有完全履行 《多哈协议》的其他部分，

尤其是塔利班暗中为 “基地”组织提供庇护。①

３美国的权力政治思维加剧了阿富汗的大国政治博弈

长期以来，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坚持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其一，美国认为

巴基斯坦在美塔博弈中扮演 “两面派”角色 （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ａｌｉｎｇ），指责巴基斯坦包

庇塔利班势力。“９·１１”恐怖袭击后，美国时任国务卿鲍威尔致电巴基斯坦总

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 （ＰｅｒｖｅｚＭｕｓｈａｒｒａｆ）：“你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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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ｉｍＧａｒａｍｏｎｅ，“ＴａｌｉｂａｎＲｅｍａｉｎｓ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ＨａｒｂｏｒｓａｌＱａｉｄａ，ＪｏｉｎｔＣｈｉｅｆｓ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ａｙ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９，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ｅｆｅｎｓｅｇｏｖ／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Ｓｔｏｒｉｅ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７９３３８７／ｔａｌｉｂａｎｒｅｍａｉｎｓ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ｈａｒｂｏｒｓａｌｑａｉｄａｊｏｉｎｔｃｈｉｅｆｓ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ａｙｓ／



为我们的敌人。”① 美国卡托研究所的研究员萨哈尔·汗 （ＳａｈａｒＫｈａｎ）指出，

虽然巴基斯坦与美国构建了反恐联盟，但随着美国阿富汗战争的继续，巴基斯坦

暗中支持塔利班和 “哈卡尼网络”，美巴关系不断恶化。②实际上，巴基斯坦是美

国在中南亚反恐的支点国家，为反恐战争做出了巨大牺牲。自奥巴马政府以来，

美国借助巴基斯坦的力量向塔利班施压，巴基斯坦在促成美塔和平谈判及阿富汗

的和平和解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后撤军时代，美国仍需依赖巴基斯坦与塔利班的

传统关系，以保持美国对阿富汗局势的影响。

其二，美国为了维持对阿富汗的地缘控制，不断挑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对

立。美国发动反恐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后，印度与北方联盟主导的阿富汗前政府

保持亲密关系，并为其提供大量援助。亲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回归，也就意味着印

度在阿富汗的战略投入 “打水漂”。巴基斯坦的阿富汗政策长期以来都是由巴军

方和情报机构掌控，且巴军方与 “哈卡尼网络”存在密切联系，这意味着巴方

在新一轮对印博弈中占据优势。但塔利班的回归将给巴基斯坦安全形势带来一定

的消极影响。一是阿富汗的难民潮加剧了巴基斯坦的国内压力；二是塔利班的胜

利将刺激巴境内的 “巴基斯坦塔利班”（ＴＴＰ）等极端恐怖组织；三是塔利班不

大可能在杜兰线 （ＤｕｒａｎｄＬｉｎｅ）等历史遗留问题上对巴基斯坦妥协。巴基斯坦

还担心，如果塔利班治理效能低下，或将导致阿富汗安全形势的恶化，并加剧阿

富汗的大国政治博弈，并对美巴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五　余论

本研究分析了从２００１年以来美国四任总统的塔利班政策，时间跨度长达２０

年。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使用武力手段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没有将塔利班纳入

阿富汗战后政治安排，使其丧失了与塔利班媾和的机会。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

国转向打击、接触两手策略，大规模增兵打击塔利班中兴势头，并寻求与塔利班

的外交接触。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商人总统”秉持交易原则，对塔利班以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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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穆沙拉夫：《在火线上：穆沙拉夫回忆录》，张春祥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９７页。
ＳａｈａｒＫｈａｎ，“ＤｏｕｂｌｅＧａｍｅ：Ｗｈｙ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ａｎｄＲｅｓｉｓｔｓＵＳ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ｏＳｔｏｐ，”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ａｔｏｏｒｇ／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ｏｕｂｌｅｇａｍｅｗｈｙ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ｒｅｓｉｓｔｓｕ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ｔｏｐ



谈效果不彰，转而寻求对塔利班的 “妥协”，签署和平协议。在拜登政府时期，

美国彻底放弃在阿战略 “负资产”，全面、彻底地撤军，撤军后美国与塔利班在

反恐合作、外交承认等问题上展开新一轮博弈。

具体而言，本研究得出的结论如下。

第一，美国的塔利班政策总体上是 “遏压＋接触”的混合。自２００１年 “９·

１１”事件以来，美国以反恐为名高调介入阿富汗问题。美国２０年的塔利班政策

经历了从军事打击到妥协接触的转向，总体上是 “遏压 ＋接触”并用。所谓的

“遏压”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不惜用战争手段打击地区恐怖组织；二是打击塔

利班的极端强硬派势力。“接触”主要是指美国没有放弃与塔利班的交易妥协，

即使在敌对时期也保持对塔利班的谈判姿态，将塔利班与 “基地”组织、塔利

班的温和派与强硬派区分开来，并企图施压分化塔利班。在后撤军时期，美国既

保持对塔利班的和解选项，又在强化 “超视距反恐”能力。

第二，美国的塔利班政策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坚持了权力政治、国家利益等核心概念，认为大国的实力地位及威胁认知深刻塑

造其对外政策。美国在国家实力处于相对高位时，将恐怖主义作为其国家安全的

重大威胁，积极寻求在阿富汗及中南亚地区的权力扩张；在国家实力处于相对衰

落时，将大国战略竞争作为其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缓和与塔利班的矛盾，主动

调整军事部署，以 “离岸平衡”的姿态干预地区事务。美国综合使用权力政治

手段，不断校准其塔利班政策。美国对塔利班的打击抑或接触，在阿富汗的干预

抑或撤出，其本质都是罔顾阿富汗人民的利益以护持自身霸权地位。美国打着维

护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ｔｈ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ＬＩＯ）的旗号，在阿富

汗强行输出美式民主，肆意侵犯和干涉阿富汗内政，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

难。一言以蔽之，美国在阿富汗的干预及其塔利班政策的演变，充分体现了美国

“善意霸权”“仁慈霸权”叙事逻辑的虚伪与荒谬。

第三，美国的塔利班政策为美国总体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服务。美国对塔利

班政策的发展演变，昭示着阿富汗及反恐问题不再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事

项。一方面，美国在全球的战略重心从大中东地区转移到印太地区，在中南亚的

战略重心从阿富汗转移到中亚地区；另一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从反恐

转为大国战略竞争，近期的政策重点是乌克兰危机问题。这就导致了阿富汗问题

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继续下降，或将重演２０世纪末美国对阿富汗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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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其塔利班政策在中短期内出现了一定的战略模糊。在美国放弃对阿富汗问

题深度介入的新常态下，通过与塔利班的有限接触，灵活使用制裁工具，大打外

交承认牌，实施 “超视距反恐”，并加强与中南亚国家的情报与反恐合作，可以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定程度地保障美国的安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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